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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提要內容： 

新直轄市下區公所對鄉鎮市的全面取代，能否產生良好的區域治理成果，是

本研究所欲回答的核心問題。而在研究問題的回應上，社會資本作為一種有助於

集體行動開展的資源，在新直轄市制度結構轉換後呈現的發展情況，是本研究回

應此一問題的論述途徑。 

本研究將社會資本拆解為網絡、規範與信任三個要素，藉由三要素的觀察作

為評估社會資本發展情況的方式。另一方面，本研究從社會資本研究中「以制度

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出發，說明正式制度轉換對社會資本的影響力，以及制度

設計中特別值得觀察的「與志願部門的關係｣、「公民參與的機會｣、「決策回應性

｣與「民主領導與社會吸納｣這四個面向。透過四個制度設計面向在改制後的轉

變，來和社會資本要素發展情況進行連結，探討新直轄市制度設計的良窳。 

在以新北市新店區為研究對象的情況下，經由相關文獻分析與實際訪談的進

行，本研究認為改制後正式制度對地方社群組織支持程度的下降以及地方事務參

與管道的限縮，對網絡要素帶來負面影響；而制度設計所導致的互惠能力衰退，

則讓規範要素逐漸萎縮；最後，制度設計在決策公平性上的缺陷，對於信任要素

的累積形成障礙。因此，改制後新直轄市制度結構的轉換，在累積社會資本，落

實地方善治的評價基準上，無法稱之為一套良好的制度結構。 

在透過制度設計累積社會資本的目標上，本研究建議未來直轄市的制度設

計，可以考慮強化社群組織的參與能力、訂定活動審核標準提高活動品質、參考

巴黎市增設區民代表會、強化區公所職能，以及合理化里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

的資源分配，透過社會資本的提高，落實良好的區域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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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Governance in New Taipei City Xindian District-  

Social Capital Theory Perspective 

by 

Cheng-Chieh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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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thesis, the main question is that whether district office can completely 

replace township in new municipalities yield good regional governance outcomes. 

Social capital, as a resource to carry out collective action, it’s development after 

system restructuring, is the main approach to respond this question in the thesis. 

This thesis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three elements including network, norm, 

and trust. By observing these elements’ change, it provides an instrument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this thesis start from 

“institution-centered model” in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to indicate that restructuring 

of formal institution can have the impact on social capital. Meanwhile, focusing on 

“relationships with the voluntary sector”, “opportunitie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spons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and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inclusion” 

four institutional design dimensions. By connecting four dimensions and three 

elements’ change after system restructuring, the merits and drawbacks of new 

municipal institutional design can be explored.  

Xindian district in the New Taipei City is used to be a case study in this research. 

Thr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analyzing and interviews conduct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fter institution restructuring: declining degree of support to local community 

associations and narrowing of local affairs participating opportunities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network element, while recession of reciprocal capability causes norm 

element to shrink. Finally, the defect of decision-making fairness obstru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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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of trust. Therefore, under the criteria that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to fulfill good governance, new municipal system cannot be dubbed as a good 

institution structure. 

To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uture municipal institution 

design should improve participating ability of community associations, set up 

standards to enhance activities’ quality, take Paris as a reference to add district 

representatives, strengthen district office function , and rationaliz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etween neighborhood offic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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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在馬英九總統「三都十五縣｣的政策理念引領下，為了因應全球化下亞太地

區經濟整合的整體趨勢，落實「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以及「均衡區域發展｣的施

政目標，台灣的行政區劃在 2009 年開始醞釀重大的改革工程（內政部，2010）。

首先，作為地方自治重大法源之一的《地方制度法》在 2009 年進行修正，1賦予

各縣市自行改制或與其他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為直轄市的法源基礎，邁出地方區劃

改革的第一步。而後，在 2009 年 8 月 27 日，行政院針對台北縣、台中縣市、台

南縣市以及高雄縣市等地方政府所提出的改制計畫予以核定，確立當前「五都十

七縣｣的行政區劃樣態。最後，在 2010 年 12 月 25 日直轄市選舉結束後，這起重

大的縣市區劃與地方自治調整的政治工程完成了重要的初階工作，台灣的行政區

劃自此從過去北高兩直轄市與二十三縣市的「兩都｣時代，正式進入「新直轄市｣

（指台北市、新北市、台中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等五直轄市）時代，2呈現地方

治理版圖的大規模變動。 

在新直轄市的自治體系下，地方治理樣貌與過往最大的差別，在於升格前各

縣市轄下的鄉鎮市政府在升格後一律改制為區，過去由各鄉鎮市自行選舉產生鄉

鎮市長以及民意代表的自治機制不復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作為市政府派出機關

的區公所來進行區政管理工作的運作型態，「區長官派」成為新直轄市體系下地

                                                       
1  修改地方制度法第七條並增訂第 7-1、7-2、87-1～87-3 條條文，修改內容主要涉及縣(市)改制

法源基礎、改制計畫內容規範、以及改制後相關預算分配執行、自治法規之廢止、公職人員選舉

辦理與任期規劃以及公務人員移撥調用之相關規範。 
2  目前行政院已通過桃園縣升格之申請案，我國新直轄市數目實際上為六個，但改制規定尚未生

效，故目前仍屬五個直轄市的行政區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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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事務處理的常態機制，呈現與過往鄉鎮市時代截然不同的地方治理風貌。這樣

的制度轉換，引發了新直轄市體制下區制一體適用的省思與討論。從二都到五都，

並非單純只是直轄市政府數目的增加，而應該是一種治理思維與發展模式的轉換

（紀俊臣，2009）。若我們仔細探究五個新直轄市政府的治理環境，不難發現除

了台北市轄下的各區政府具備較為一致的工商發展程度與都市化特性外，其他四

個直轄市大都呈現兼含都會與鄉村特性的治理系絡，如此僵硬的制度套用，能否

滿足大都會區內多元異質的居民偏好？能否落實區域內部的均衡發展？著實存

在進一步討論的空間（徐仁輝，2010；趙永茂、陳銘顯，2010）。另一方面，從

鄉鎮市自治體系到區公所的施政型態，體現的是一種地方層次的權力集中，在進

行制度轉換時，不能不注意這種市府集權的區政運作本身存在的限制與缺陷（趙

永茂等，2011），作為思考此種制度套用是否具備合理性的思考基礎。同時，此

種權力上移與自治廢除的制度設計，在過度偏重行政效率而疏離民主治理（劉子

昱、廖達琪，2011）的情況下，地方居民對在地事務的處理與表達特殊需求的參

與權與影響力是否會大打折扣（施正鋒，2010：82）？而這樣一種自治機制的限

縮，是否會在學者 Putnam 所論述的：「隨著政府與人民距離的增加，人民對政府

的信任度會下降｣(1993: 54)的情況下，無法型塑良好的地方治理，也值得深思。 

基於新直轄市改制後區制一體適用與區長官派引起的學術討論，引起本研究

針對此一議題進行研究的興趣；而在研究的切入點上，本研究認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是一個可資應用的分析工具。作為一個當前普遍使用於各個領域的

概念，社會資本在政治學領域中的討論與「發展｣(development)的連結頗為明顯。

Putnam(1993)在《Making Democracy Work》一書中將義大利南北地區在發展程

度與政府績效上的差異歸因於兩地在社會資本存量上的不同，引起相關討論的出

現。Fukuyama 在《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書中，

將社會資本與社會信任畫上等號，探討社會資本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具體指出社

會資本的意涵不僅止於經濟範疇，更攸關自治政治的成敗，理性的現代經濟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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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制度皆依賴社會資本來維繫（1995:325；Fukuyama, 1995，李宛蓉譯，1998：

379），至於社會資本對一國的繁榮之所以具有重大影響力，並非單純源自其對經

濟生活的影響，而是在於其對人們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型塑與改變（1995: 355；

Fukuyama, 1995，李宛蓉譯，1998：405）。除了上述兩本著作之外，許多論述均

不約而同的指出社會資本的累積有助於經濟、社會與政府能力的提升(Knack & 

Keefer, 1997；Woolcock, 1998；Fukuyama, 2001；Newton, 2001；Wallis & Dollery, 

2002；Freitag, 2006)，顯見社會資本與國家發展之間的確具有某種正向的連動關

係。 

另一方面，社會資本與發展之間的聯繫，並非只存在於國家層次，不論在地

區或國家層次，只要社會資本能夠發揮正面與建設性的功能，就能夠使不同生活

場域的人進行集體合作來追求共善(common good)，進而產生良善的成就(Pye, 

1999: 769)，而這點在 Woolcock(1998)針對社會資本高與低的村落分別進行描繪

時便十分凸顯，3顯示社會資本不論在地方、區域與國家發展的探討上都具有適

用性。 

如果我們認同地方治理的目的在追求地方發展，而地方發展有賴於社會資本

的累積，那麼將社會資本與地方治理（或區域治理）進行連結應該是合理的研究

發想。誠如鄭錫鍇（2007）對政府再造活動在既有社會關係鏈的破壞與社會資本

累積過程上的衝擊所做的論述，4新直轄市改制與區長官派的制度變動勢必對既

有治理網絡的社會資本帶來衝擊，本文便是希冀透過區制變革對一個地區在社會

資本發展上的變化進行檢視與觀察，從而對這樣的制度變動進行思考與反省，並

提出本文的研究建議與結論。 

                                                       
3  Woolcock(1998)指出擁有較多社會資本的村莊通常有較高的基礎建設與互助網絡，居民間存在

較多互信、互動與互助行為；而社會資本低落的村莊則不具備完善的公共資源，居民彼此冷漠，

也不關心集體事務。 
4  鄭錫鍇（2007）指出由於政府再造涉及組織重組、員額精簡、法律變動、電子化政府、民營化

以及公私協力等實務運作，對於過去的社會關係鏈與互動行為帶來改變，進而影響社會資本的形

成與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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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識 

新直轄市建立後引起的學術討論，雖然切入的角度與關懷呈現多元面向的分

歧發展，但討論的目標其實存在根本的一致性，亦即此種體系的建置，能否帶來

更好的國家競爭力與生活品質？我們是否能夠稱它為一套好的制度？本研究基

於對此一核心關切的興趣，從社會資本與地方治理的概念連結出發，試圖提供一

個在回答此一根本問題時不同的思考面向，藉由區制變革與區長官派後地方治理

的社會資本變動，來檢視此一制度是否堪稱良善。誠如上節對社會資本與地方治

理兩者關係的論述，社會資本存量的提高對於地方治理存在正面效益，而其降低

則對地方治理的運作不利。因此，當新直轄市體系在地方治理制度上的變革能夠

提高區域社會資本的存量時，我們便可認同其是一種好的制度，反之則否定其制

度良善性。簡言之，本研究所欲分析的主要問題，便是新直轄市下特定區域的社

會資本存量，在區制套用與區長官派的治理模式下，呈現增加還是減少的趨勢？ 

在此一主要問題的基礎上，本研究必須先回應兩個相應而來的前提問題，分

別是「區公所制度的不足｣以及「國家制度與社會資本的關係｣。首先，本研究質

疑新直轄市體系建立後的制度改革無法帶動區域社會資本的提高，隱含本研究對

於區公所的區域治理模式存在貶抑的前提假定，如果研究中欠缺對區公所制度的

不足進行討論，那麼此種質疑將不具備客觀的論述基礎，而流於主觀的價值批判。

因此，在運用社會資本檢視新直轄市的區域治理之前，有必要先回答「區公所制

度有何不足或缺陷？｣在說明這套既有制度的限制之後，才能合理化本研究更深

一層核心問題的討論。 

另一方面，運用社會資本存量的變動來解釋制度變革的好壞，同樣隱含本研

究認為國家機關或政治制度對於公民社會的社會資本具有影響力的研究前提，但

這種前提與社會資本的概念論述存在某種程度的衝突與矛盾。讓社會資本此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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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廣為流行的學者 Putnam，在其社會資本產生與累積的討論中，將焦點置於公

民社會內部公民參與網絡的活化與運作，不太關注國家機關與公共制度對於社會

資本的影響力。Fukuyama 更直白地指出社會資本很難透過公共政策產生(2001: 7)，

把社會資本的討論集中於公民社會內部，否定國家機關與社會資本的相互關係。

這樣的論述在社會資本的領域中成為一種研究主流，亦即社會資本概念的應用大

多聚焦於個別公民團體或社區組織內部的討論，認為政府行動與社會資本的產生

無關，甚至會產生負面作用(Beem, 1999: 197)，而忽視政府作為與制度設計對社

會資本的影響力。這樣的研究脈絡，Hooghe 與 Stolle(2003)稱之為「以社會為中

心｣(society–centered)的研究途徑，在這樣的研究途徑眼中，本研究將社會資本與

地方治理連結的舉措將被視為對社會資本概念的誤解與誤用，從而無法認同本研

究的合理性。 

為了建立本研究中關於地方治理制度對社會資本存在影響力論述的合理性，

本研究將以社會資本領域中，另一種「以制度為中心｣(institution–centered)的研

究途徑為基礎，一方面指陳過往研究途徑的不足；另一方面則具體說明國家機關

與制度如何影響社會資本的產生與消長，使本研究的進行能夠建立在一個健全的

理論基礎上。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1. 區公所制度在過往直轄市時代的運作存在何種制度缺陷？ 

2. 國家機關對社會資本的產生與消長如何產生實質影響力？其產生影響力的

具體機制為何？ 

3. 在社會資本概念的檢視下，新直轄市建立後進行的區制套用與區長官派對於

特定區域在社會資本存量上產生的是正面的增加還是負面的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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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新直轄市成立至今已有 2 年多的時間，對於直轄市地方制度的良窳，相關的

研究分別從不同的理論進行討論，希冀能夠提供未來政府在規劃直轄市地方體制

時一些具體的行動建議。本研究認為，要判斷一套制度是否適切運作，必須就制

度實際執行的成果進行檢視，透過制度運作的觀察，作為思考制度優劣以及未來

改革的基礎。而地方制度的功能，在於透過適切的制度設計，讓地方事務的處理

能夠兼顧效率與效能，並帶來地方生活品質的提高與地方競爭力的強化，這些治

理願景，有賴於政府與地方居民對地方事務的積極投入，在互信基礎上彼此合作

才可能落實，換言之，必須在地方治理的環境中累積社會資本，才有可能體現地

方善治。因此，地方制度的良窳，對其在社會資本存量上所造成的影響進行觀察，

是一個有價值的分析面向。從改制前後地方制度對社會資本造成的影響，對於區

制一體適用的合理性能夠提出一個更有說服力的評價。在前述的基礎上，本研究

的研究目的有二，分別為： 

1. 透過在新直轄市改制前後地方社會資本呈現的變動情況，來評價當前鄉鎮市

一律改制為區的制度變革是否適切。 

2. 在當前區制設計對社會資本造成影響的分析基礎上，進一步對未來直轄市下

轄的地方政府，若要建構有助於集體行動與地方治理的社會資本，在制度規

劃上可以考慮的作法提出本研究的建議。 

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北市新店區為研究標的，探討其在改制前後的地方制度變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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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社會資本的影響。之所以選擇新店區進行研究，主要是基於其轄區內部所呈

現的多元異質性，相較於板橋、中永和等地區，新店不僅轄區更為廣大，內部各

里所呈現的發展程度也存在相當大的差別。5舉例而言，新店地區若以新店溪為

界，約略可以分為東側的大坪林地區以及西側的安坑地區，前者因為交通易達性

高，又具備早期發展的商業基礎，都市化的速度極快；後者因新店溪的阻隔，加

上軍事禁建的管制規範，屬於北部少見的農業集村（新店市公所，2010：30）。

顯示新店區內部的發展程度並不一致，某些里位於都市化程度較高的區中心，而

某些里則屬於發展程度較低的傳統村落，而此種內部發展程度的分歧，正是區制

一體適用是否適切論點的主要關懷。此外，以新店區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研究成

果，不但可以凸顯此種制度變革是否合宜，更可以繼續推論到許多完全以傳統村

落為主體的行政區或原住民為主的地區，如果介於完全都市化與低度發展地區之

間的行政區，此種制度設計能夠帶來好的影響，那其對在適應此種制度上有較大

困難的都會原鄉，應該不會有太負面的效果；反之，如果此種制度在新店產生了

負面的效果，那麼此種效果在更傳統的地區可能會更加顯著。因此，本研究認為，

以新北市轄下的新店區為研究對象，是在探討新直轄市地方制度改革是否適切時，

頗為適合的研究標的。 

在上述的論述基礎上，本研究針對與此種制度變革在區政治理上互動最為密

切的行動者進行訪談，而從鄉鎮市改制為區公所，主要涉及的是先前鄉鎮市長轉

任區長、鄉鎮市民代表轉任區政諮詢委員，而原本鄉鎮市長與里長及社區發展協

會的互動情況，也將轉變為區長與兩者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以「區長與

副區長｣、「區政諮詢委員｣、「里長｣及「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為訪談對象，而在

後三類訪談對象的選擇上，則分別考慮其任期是否橫跨改制前的市公所時期與改

制後的區公所時期，以期對地方制度改變的影響獲得更深入的個人經驗分享。訪

                                                       
5  新店區土地面積為 120.3 平方公里，在新北市 29 個區中排名第五，而其轄區內從事農業人口

的農戶數為 4372 戶，占該區人口 3.87%，在新北市中排名第八（新北市主計處，2013；新店區

公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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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對象與訪談原因整理於表 1-1。 

表 1-1 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 訪談原因 

 

新店區區長 

新店區區長由原民選市長轉任，對於改

制後制度調整對新店區的行政運作及

公私互動十分了解。 

新店區副區長 新店區副區長為官派事務官，能夠提供

常任文官對改制所造成的變化經驗。 

 

新店區區政諮詢委員 4 名 

區政諮詢委員由原市民代表轉任者，對

於改制前後的制度設計，在地方治理上

引起的變動能夠提供實際經驗。 

 

新店區里長 4 名 

里長為里鄰單位的領導者，貼近人民生

活，對改制後引起的變動能夠提供有價

值的經驗。 

 

新店區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 4 名

社區發展協會為地方性志願社團，協會

理事長對於改制前後社區活動經驗的

分享，有助於理解改制後地方政府與志

願部門的關係。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在訪談對象的代表性部分，本研究認為藉由對這 14 名受訪者的意見諮詢，

可以有效掌握新店地區在改制之後社會資本的實際變動情況。首先，從身處區公

所內部的區長與副區長所提供的意見，能夠具體了解改制之後正式制度設計的調

整與轉換，以及公部門對這些轉換造成影響的見解。而里長和區政諮詢委員，則

是民眾在公共事務參與過程中，接觸最為頻繁的地方行動者，透過里長與諮詢委

員的意見分享，可以視為民眾對正式制度轉換帶來影響的反映。最後，在志願部

門此一社群當中，社區發展協會成立的目的，在於凝聚社區民眾以及資源，透過

社區集體行動的運作，帶動社區生活品質的提高，對於地方社會資本的累積作用，

在志願部門內部多元的成員當中，應該是最為明顯的。因此，透過社區發展協會

領導人的訪談，能夠了解志願部門在改制後受到的影響，以及其在社會資本創造

動能上的變化。綜言之，區域治理網絡內的行動者，涉及公部門、民間組織與一

般大眾，而本研究透過對公所內部行動者、里長、區政諮詢委員以及社區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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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理事長這四類行動者的訪談，已將此一網絡的行動者盡可能納入，同時每類行

動者都進行兩個人以上的訪談，避免單一受訪對象導致的偏誤，在受訪對象的代

表性上應該足以反映新店地區在改制後的實際情況。 

第五節 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研究流程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所謂文獻分析法，是指藉由過去研究成果的蒐集與分析，指出尚待驗證的假

設，並說明假設的探究價值，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文獻調查的範圍或來源，大

致有三種，一為相關的科學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及學報；二為類似的科學學說與

理論；三為一般論著、通俗典故、報紙法令等（楊國樞等，1996：51）。在相關

文獻的論述基礎上，建構研究進行的必要性與合理性，進而提出研究者對研究問

題的主要觀點，作為後續研究過程中的驗證標的。 

本研究旨在從社會資本理論的角度來分析新直轄市改制後地方制度設計的

適宜性，透過相關文獻的分析，一方面建構本文對社會資本理論的運用基礎，另

一方面對當前新直轄市地方制度的現況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失進行論述，進而在建

立地方制度設計如何影響社會資本的基礎上，針對本研究所關注的制度設計面向，

建構訪談題綱，作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 

二、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所謂深度訪談法，是一種藉由與受訪者對談來發現部分重要因素的方法，這

些因素無法藉由表面的觀察或普通的訪問獲得，而必須在相關理論的基礎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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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擬妥訪談綱要，逐步從受訪對象獲得每一個問題背後所蘊含的深層意義（楊國

樞等，1996：559–560）。換言之，是在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針對訪談題綱進行計

畫性的互動，在訪問者所建立的對話方向上，由受訪者負責大部分談話的資料蒐

集方法（Babbie,1998，李美華等譯，2004：455）。由於本研究希望針對新直轄市

成立後地方制度的變革對新店區社會資本造成的影響進行探究，所以將先就地方

制度設計中能夠對社會資本帶來影響的幾個面向進行討論，而後在這幾個面向的

討論基礎上，提出本研究的訪談題綱，同時在訪談題綱的基礎上，對本研究之前

提及的能夠代表新店地區治理網絡的行動者進行深度訪談，以此解答本研究所關

切的研究問題。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試圖從社會資本概念的觀點切入，來探討升格後新直轄市轄下鄉鎮市

改制為區公所後，對地方治理中社會資本存量帶來的影響，進而對此一全面性的

制度轉換進行評價。爰此，本研究先就過去區公所體制存在的缺陷進行討論，並

建構國家機關藉由制度設計來影響社會資本存量的理論基礎。而後，透過深度訪

談的進行，來理解此種制度轉換在制度設計上的差異，是否及如何對地方治理中

社會資本的變動帶來影響。最後，則在實際訪談的基礎上，對當前直轄市地方制

度的設計，提出本研究的建議。而整體的研究架構，整理於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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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在上述架構中，新直轄市下的原鄉鎮市一律轉換為區公所的「區制適用｣，

以及過往民選地方首長轉變為市府任命的「區長官派｣，是改制後本研究主要關

注的「地方制度設計｣變革。至於關注此一地方制度設計的切入點，在於就正式

制度設計對地方社會資本帶來的影響進行觀察。而在第四章的討論基礎上，本研

究將地方制度設計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分為「與志願部門的關係｣、「公民參與的

機會｣、「決策回應性｣以及「民主領導與社會吸納｣四個面向，同時在第二章的討

論基礎上，將「社會資本｣分為「網絡｣、「規範｣與「信任｣三個要素，透過地方

制度設計四個面向與社會資本三個要素的連結，來評價此次改制升格後區制適用

與區長官派制度變革的適切性。6簡言之，本研究希望透過制度設計四個面向的

                                                       
6  四面向與三要素連結的詳細說明，請參考第四章第 91‐92頁訪談題綱下的內容，於此不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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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制後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社會資本構成要素增減的影響，作為此次升格

對地方累積社會資本過程影響的好壞判準，以此來回答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 

參、研究流程 

本研究首先以文獻分析法，整理社會資本理論的內涵、過往區制運作的爭議

與制度缺陷，同時建構制度設計與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出影響社會資本

的制度面向，作為分析的基礎。其次，對新店區在改制前後的制度調整進行討論，

在客觀制度變動的基礎上，透過深度訪談的進行來檢視制度在上述衡量面向的變

化，進而探討這樣的變化對社會資本帶來的影響。最後，在改制後制度設計對社

會資本造成的影響確定後，對未來區政制度的設計提出建議。研究流程如圖 1-2

所示。 

 

圖 1-2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13 
 

第二章 社會資本的理論基礎 

社會資本在 1980 年代末期以來所受到的重視與關注，可說是社會科學近 50

年來，所出現過最重要且最令人興奮的概念(Halpern, 2005: 1)。學術與實務界對

此一概念的廣泛討論，具體的彰顯在相關研究論文數量的增長上。但是，社會資

本概念內涵的快速膨脹，卻也對概念定義本身的明確性以及應用範圍的確定性帶

來不小的困擾，對社會資本概念進行批判的學者，大多提到社會資本指涉內涵的

無所不包可能導致的危險性，如 Fine 便認為社會資本是徹底混亂、含糊不清的

普遍範疇，幾乎在任何目的下都能使用(2001: 105)，而 Woolcock 亦指出，社會

資本企圖使用小概念來解釋大範圍的問題，易於被隨意地、未經鑑別地，以及不

精確的使用(Lynch et al., 2000: 404)。然而，對社會資本概念的批判，並不表示應

用社會資本的研究不應進行，而是在提醒概念使用者，必須對概念進行清晰的界

定，以及分析層面的確定(Portes, 2000: 62)。爰此，以下將針對社會資本的理論

內涵進行討論，作為本文後在使用此一分析工具時的論述基礎。 

第一節 社會資本的定義 

社會資本做為二十世紀末的熱門概念，引起社會學、經濟學以及政治學領域

的研究者紛紛從這個概念出發來探討各式樣各樣的社會現象，由於各個學科在專

業背景上的差異，導致社會資本的定義十分分歧，不過多數學者對社會資本概念

的界定，基本上多少都受到學者 Pierre Bourdieu、James Coleman 與 Robert Putnam

的社會資本理論所影響。因此，以下先就三位學者的社會資本論述進行討論，而

後整理不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定義，最後提出本研究對社會資本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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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 

作為當代首位將「社會資本｣一詞導入社會科學領域的先驅者，Bourdieu 在

1970 年代以法文進行的相關論述，並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 1983 年以英文撰寫

的「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出現後，才受到學術社群的關注與

討論(Mclean et al., 2002: 3)。值得注意的是，Bourdieu 對於社會資本概念的闡述，

並非其理論建構的主軸，而是屬於其「文化再製｣理論當中的一個環節（陳欽春，

2004：91）。因此，在討論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概念前，有必要針對其文化再製

理論進行概要的介紹。 

Bourdieu 文化再製理論的核心，是在說明社會階級分化的動態過程，其指出

社會階級的形塑以及物質分配的不平等，是握有特定資源的行動者，在社會空間

中的不同場域進行鬥爭，透過文化與象徵符號的掌控與操控，使得社會的主流價

值與意識形態符合宰制階級的政經利益，藉以確保優勢階級的物質利益以及宰制

文化在特定社會的代代傳承（邱天助，2002）。基於階級鬥爭的出發點，Bourdieu

將「資本｣視為行動主體在互動場域中進行鬥爭行為的基礎，是勢力的來源，也

是鬥爭的標的，進行社會互動的行為主體，皆為持續地佔有特定的資本而鬥爭，

而先前鬥爭所攫取的資本往往決定下一次鬥爭的成敗（邱天助，2002：129）。

Bourdieu 從階級鬥爭的角度來檢視資本概念，雖然與馬克斯對社會行為的描繪有

相似之處，但相較於馬克斯將資本具體的指涉為有形的經濟資本，Bourdieu 則強

調非物質形式的資本（燕繼榮，2006：74），一方面擴展資本概念的範疇，另一

方面也帶入社會資本的概念。 

在「資本的形式｣一文中，Bourdieu(1983)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以及象徵資本四種類型，認為經濟資本是其他形式資本的基礎，不同形

式的資本之間可以彼此轉換，但不同形式的資本都具有其獨特的功能，彼此間具

有不可替代性。基於上述，可以得知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概念，是社會行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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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進行社會互動時可以使用的資源之一，而對這種資源，Bourdieu將其界定為：

「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它們與或多或少制度化了的相互認識與認知的持續

關係網絡連繫在一起……透過集體擁有的資本提供給它的每一個成員（Bourdieu, 

1983: 248 ; 轉引自周紅雲，2011：2）｣。在這樣的界定下，社會資本是行動主體

對社會關係的刻意投資，而社會資本的多寡，則由特定行動主體可以有效動員的

社會網絡規模，以及關係網絡成員所占有的資本數量多寡來決定(Portes, 2000)。

簡言之，社會資本是在體制化的社會關係上進行自覺與不自覺投資的結果（燕繼

榮，2006：76），而這種資源將作為獲取經濟或文化資本的基礎。 

Bourdieu 的社會資本界定，以左派「階級｣概念作為論述的起點，使得社會

資本成為在不同場域或領域實施社會鬥爭的一種資源（陳欽春，2004：93），雖

然在學術研究上並未引起太多討論，但其對社會資本概念的論述，著實奠定了後

續社會資本發展的基礎。 

貳、美國社會學者 Coleman 

Coleman 對社會資本概念的探討，源自於經濟學與社會學在人類行為解釋上

各自存在的偏頗，其認為前者在解釋人類行為時過度強調理性個人在達成自利目

標中的獨立性，忽略社會結構對於個人行為的影響；而後者則將人類行為的發動

完全歸因於社會結構對個人的價值建構，未能探查不同行動者的行為動機。為了

對人類行為做更完整地描繪，他主張將經濟學的理性選擇與社會學的社會結構進

行連結，而落實這項任務的工具，便是社會資本概念的運用(Coleman, 1988: S95–

97)。 

基於理性選擇與社會結構彼此互動的出發點，Coleman 對社會資本概念的描

繪，著重於理性選擇的個人，在既定的互動網絡中，如何運用鑲嵌於社會結構中

的社會規則與規範，落實特定的行動目標（McLean et al., 2002: 3；陳欽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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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這樣的論述趨向，有別於 Bourdieu 對資本概念的釐清與特性的闡揚，而更

加關注社會結構對個人行動提供的機會與限制；換言之，Coleman 並非從資本概

念的重構來界定社會資本，而是從行為主體互動關係的結構特徵來形塑其社會資

本理論。因此，Coleman 將社會資本界定為(1988: S98; 1990: 302)： 

社會資本依據其功能來界定。它不是一個單一實體，而是許多擁有兩項相同特徵的不同實

體：其一為它們都是組成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其二為它可以幫助結構中的個人達成特定

行動。如同其他形式的資本，社會資本也具有生產力，擁有者相較於缺乏者更易於落實特

定目標。 

從社會結構的面向界定社會資本，使 Coleman 的社會資本概念具有兩個相應

而生的特殊之處。第一是社會資本的存在型態；第二則是社會資本的公共財特性。

首先，將社會資本描繪為社會結構的特性，使得社會資本不同於過去資本依附於

生產工具以及行為主體的特性，呈現出一種依附於社會關係的資本特性。其次，

社會資本鑲嵌於社會結構的本質，使得社會資本並非特定行為者能夠獨占的資源，

無法排除此一結構中其他行為者的使用；而社會結構中社會資本的創造，產生的

利益也並非侷限於投入資源的行為主體，而能夠廣泛擴及其他未投入資源的行為

者，產生所謂的「外部性｣(externality)與「搭便車｣(free–rider)現象，彰顯了社會

資 本 的 公 共 財 (public goods) 特 性 ， 使 得 社 會 資 本 容 易 出 現 低 度 投 資

(underinvestment)的情況，造成大多數的情況下社會資本不是社會行為的主要目

標，而是不同行為預期之外的副產品(Coleman, 1990)。 

Coleman 對社會資本的描繪，在系統化的論述建構下，在學理上對社會資本

給予全面的界定和分析（李惠斌、楊雪冬，2000：32），而對社會資本在落實行

動目標上所具備正面功能的提及，也引起了後續研究活動的興趣。雖然這樣的界

定面臨「概念界定模糊｣、「偏重緊密性｣、7「忽略社會資本負面功能｣的批判(Portes, 

                                                       
7 Coleman 強調社會結構的緊密性(closure)在社會資本建構上的正面功能，認為開放式的社會結

構不利社會資本的產生與運作，但 Granovetter(1975)與 Burt(1992)所強調的弱聯繫(weak tie)與結

構洞(structural hole)概念，卻認為鬆散的社會網絡也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產生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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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但他將社會資本的概念從菁英團體特權再製的場域，擴展到社會非菁英

團體的關係場域，提供社會資本更寬廣的應用空間，也為後續 Putnam 引起高度

關注的社會資本研究打下基礎(Schuller et al., 2000: 8)。 

參、美國政治學者 Putnam 

社會資本在學術領域的凸顯與流行，與 Putnam 對此一概念的實證操作以及

應用層次的拉高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1993 年的《Making Democracy Work》一

書，在 20 年的觀察基礎上，Putnam 將義大利南北區域政府的制度績效差異，歸

因於兩地社會資本存量的差異，建構了其社會資本理論的初步架構。而在 1995

年〈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e Social Capital〉與〈Turning In, Tur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這兩篇文章中，則透過

具體評價指標（如閱報率、社團參與率及投票率等）的建構，指出美國社會資本

呈現不斷衰退的發展趨勢。相關實證結果的提出，引起了學界對於這套論述的關

注與批判，熱烈的討論使得社會資本成為一時間相當熱門的概念。另一方面，

Putnam 的社會資本理論，相較於先前社會學者聚焦於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組織

互動關係的論述，其更進一步將社會資本與社群（如城鎮、城市或國家）的公民

性(civicness)建立聯繫(Portes, 2000: 59)，將這個概念的應用進一步擴展到更大規

模的民主治理研究當中（周紅雲，2011：6）。換言之，在 Putnam 的界定下，社

會資本是一個社會良好運轉的前提條件，把這個概念從個人層次提升到集體層次，

並把它引入政治學的研究領域（燕繼榮，2006：78），帶動社會資本更廣泛的應

用與討論。 

在強調社會資本對治理績效具備重要功能的論調下，Putnam 將社會資本定

義為：「有助於促進合作行動來提升整體社會效率的社會組織特性，諸如信任、

規範與網絡(1993: 167)｣。這樣的界定方式跳脫個人藉由社會關係獲取私人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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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性描述，而具備更多公共利益的取向，將社會資本從私人策略行動的資源

轉換為解決集體行動問題的藥方。承襲 Coleman 理性選擇的基調，Putnam 社會

資本概念的發想源自於對經濟學集體行動困境的解決，認為信任關係的建構是避

免彼此背叛以及促進合作的基本前提。因此，信任是社會資本最重要的要素

(Putnam, 1993: 170)，而信任指涉的是人際與社會信任（王中天，2003：142），

至於信任關係產生的來源，則是互惠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與公民參與網絡

(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兩個要素，前者指涉的是藉由社會化過程而內化到

社群行動者心中的一套互相幫助的價值理念與義務期待，以及違反規範時相應而

來的懲罰機制；後者則是社群中的人際互動結構，亦即行動者進行反覆賽局的交

流場域(Putnam, 1993: 171–172)。透過互惠規範的內化以及賽局的反覆進行，一

方面提高不合作者的行動成本，一方面逐漸累積彼此的信任程度，進而衍生社群

中互信互惠的共善特質，解決集體行動中可能的障礙與困難，帶動國家機關與公

民社會的繁榮，落實「強社會、強國家｣的治理願景。換言之，Putnam 認為透過

公民社會內部合作行動的強化、社會組織效率的激發，以及社會信任的涵養，將

有助於降低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在集體行動推展時的阻力，藉由國家與社會對共

同目標的彼此協力，獲得更好的治理成果。 

整體來看，Putnam 社會資本的概念界定，提供了一種在政治與經濟論述外，

解決集體社會問題的研究途徑，有別於 Bourdieu 的抽象論述與 Coleman 微觀層

次的行為分析，與民主治理連結的社會資本論，不但有更廣闊的應用範圍，而且

有更大的處理標的，因而展現強烈的學術論辯與研究動力。 

除了上述三位學者針對社會資本所提出的定義外，許多運用社會資本進行研

究的學者也分別提出了各自的界定，以下先將不同的社會資本定義整理於表 2-1，

而後再試著提出本研究對社會資本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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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社會資本的不同定義 

學者 年份 定義 

Bourdieu 1983 

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它們與或多或少制度化了

的相互認識與認知的持續關係網絡連繫在一起……透

過集體擁有的資本提供給它的每一個成員。 

Coleman 1988 

社會資本依據其功能來界定。它不是一個單一實體，

而是許多擁有兩項相同特徵的不同實體：其一為它們

都是組成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其二為它可以幫助結

構中的個人達成特定行動。如同其他形式的資本，社

會資本也具有生產力，擁有者相較於缺乏者更易於落

實特定目標。 

Baker 1990 
行動者取用自特定社會結構，而有助於追求自身利益

的一種資源，其衍生自行動者間社會關係的改變。 

Burt 1992 

因與其他行動者間存在的社會關係，而取得的使用財

務與人力資本的機會，在非完全競爭市場的情況下決

定誰能成功。 

Putnam 1993 
有助於促進合作行動來提升整體社會效率的社會組織

特性，諸如信任、規範與網絡。 

Tarrow 1996 
在個人、團體或社區之間能夠促成信任及相互義務感

的社會關係。 

Brehm & Rahn 1997 
存在於公民之間一種有助於集體行動的合作關係網

絡。 

Briggs 1997 
蘊含於人際關係中的資源，協助我們去成就重要事務

與解決問題。 

Paxton 1997 
由客觀的人際組織（association）與主觀的心理連結

（subjective type of tie）兩個要素所構成的概念。 

Stolle & 

Rochon 
1998 

連結公民使其有效追求共同目標的網絡與規範。 

Woolcock 1998 
社群內人際與制度關係的本質與範圍，包含社會網絡

中的資訊、信任與互惠規範。 

Couto &Guthrie 1999 信任與合作的道德資源。 

Fukuyama 1999 
一組團體成員所共同肯認的價值與非正式規範，並可

以促使成員彼此合作。 

Uslaner 1999 
一組有助於合作的價值體系或道德資源，尤其是社會

信任。 

Alder & Kwon 2000 
以持續性社會關係為基礎，而提供個體或集體行動資

源的社會網絡結構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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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apiet & 

Ghoshal 
2000 

個人或社會單元建構的關係網絡中，實際或潛在資源

的總和。 

Portes 2000 基於社會結構或社會網絡成員身分而獲利的能力。 

Walker, Kogut 

& 

Shan 

2000 

落實個人或企業行動者行為規範的一種行動限制與資

源。 

Lin 2001 
個人基於在市場中獲得工具性利益或情感性回饋等鑲

嵌於社會關係結構中的資源，而從事的社會關係投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王中天（2003）與陳恆鈞（2003）。 

以上對社會資本所做的諸多定義，大多屬於一種對於集體合作的社會現象所

做的描繪，缺乏較為分析性的陳述，使得社會資本難以進行測量與評估。因此，

Uphoff(2000)認為從組成社會資本的要素對其進行界定，較有益於研究活動的進

行。上述對於社會資本的界定，整體來看可以涵蓋客觀面的社會結構或社會網絡

（如 Alder & Kwon 與 Brehm & Rahn），以及主觀面的價值信念與心理認知（如

Fukuyama 與 Whiteley& Seyd）。因此，從社會結構與價值認同兩個要素出發，有

助於對社會資本進行較為分析性的概念界定。Uphoff(2000)指出，社會資本由結

構(Structural)以及認知(cognitive)兩類要素組成，前者指涉外顯的社會組織與互動

網絡，包括各種社團組織，以及其中的制度規定與行為慣例；後者則是有助於行

動者進行集體互惠行動的心理過程與理念，包括信任、互惠、合作與慷慨等價值。

本研究認為，構成要素的定義方式，一方面掌握了社會資本的核心精神，另一方

面有助於研究活動的進行。因此，本研究亦從構成要素的面向，將社會資本界定

為：「一種有助於集體合作行為產生的資源，包含行動者彼此之間進行互動的網

絡結構，以及行動者對於合作行為所抱持的心理認同。｣ 

第二節 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 

本研究從社會資本的結構與認知兩個面向對其進行定義，而這兩個面向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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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不同的概念建構而成，這兩個面向所涵蓋的概念，即是組成社會資本的構成

要素。對於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學者間也存在分歧的見解：Coleman(1990)認

為社會資本包含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規範與有效懲罰、權威關係以及多功能

社會組織；Alder & Kwon(2000)指出社會資本涵蓋網絡、規範、規則、信念與信

任； Putnam(1993)主張社會資本包含網絡、規範與信任；Halpern(2005)則認為

社會資本由網絡、規範、價值觀與期待以及約束力量等要素組成；而陳恆鈞（2003）

在針對不同學者提及的構成要素進行整理後，認為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包含網絡、

規範、信念及信任。儘管學者們對於構成要素的見解並不相同，但在「網絡｣、「規

範｣與「信任｣三要素構成社會資本的論述上存在一致性。因此，以下將針對網絡、

規範與信任三個要素進行說明： 

壹、網絡（Networks） 

社會資本是一種源自社會關係的資源，行動者之間，不論是彼此合作的外顯

行為，或內在信任的積累，都必須在特定的社會連結所構成的結構（不論是正式

或非正式）上才能運行，而網絡便是把這種連結現象具體化的概念。換言之，網

絡意指一群界定清楚的成員（包括個人、團體、組織，乃至社區或整個社會），

透過社會關係相互連結所形成的組織（Linclon, 1982；陳恆鈞，2003：155）。而

這種經由社會關係所連結的組織，在「網絡結構的開放性｣以及「網絡形態｣上的

差異，對社會資本的產生與累積所具有的影響，是此一要素的討論重點。 

首先，社會關係所建構出來的網絡結構，呈現出緊密的封閉性或鬆散的開放

性，在探討網絡的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時，存在不同的評價。在探討網絡內部的

成員關係時，封閉的網絡結構對於合作行為以及信任感的累積，相較於開放性的

網絡結構更有幫助，Coleman(1988)便指出封閉的網絡結構使得組織成員對彼此

有更充分的訊息基礎作為互信依據，而頻繁的互動則讓投機行為的成本上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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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社會資本的累積更為容易，而 Putnam 亦認為密切的社會交換網絡有助於互惠

規範的產生(1993: 172)，催化社會資本的形成。簡言之，在探討組織內部的社會

關係時，有益於成員頻繁互動的封閉性網絡，是較好的網絡結構。相較於探討網

絡內部關係時所偏好的封閉性，Granovetter(1985)以及 Burt(1992)的論述，在討

論數個網絡的關係結構，或單一網絡的對外關係時，前者認為相較於封閉性網絡

所彰顯的強聯繫(strong tie)，開放性的「弱聯繫｣(weak tie)更有助於獲取新的資訊

以及額外的資源供給；而後者在前者的概念基礎上，進一步的提出「結構洞｣

8(structural holes)的概念，認為行動者若能佔據不同行動者間彼此聯繫的橋樑位

置，將可以掌控更多行動資訊以及採取行動的適切時機，具備較多的行動優勢，

而這種橋樑位置佔據，便是社會資本的累積。因此，在探討網絡對外關係時，鬆

散的社會關係反而是一種行動資源，而非障礙。整體而言，不論是綿密或鬆散的

網絡結構皆能產生利益。至於何者產生較多利益，端賴其是否具備其他的社會資

本要素，以及行動者本身所處的系絡因素而定（陳恆鈞，2003：156）。 

另一方面，成員之間互動型態的水平或垂直關係所體現的網絡型態，對於社

會資本的累積亦存在影響。Putnam(1993)依據成員地位與權力的差異關係，將社

會網絡的型態分為水平(horizontal)與垂直(vertical)兩類，認為成員地位與權力平

等的水平網絡有助於成員信息的流通以及互惠行為的運作，因此有助於產生良好

的制度績效，義大利北方良好的政府績效，便是水平網絡運作下的結果；而成員

地位與權力不對稱的垂直網絡，基於由上而下的訊息扭曲以及剝削性的附屬關係，

無法產生互惠的社會行為與突破集體行動的困境，義大利南方令人詬病的政府表

現，便是垂直網絡下的產物。因此，對社會資本的網絡構面進行分析，必須關注

網絡成員彼此社會關係的緊密程度，以及成員之間互動狀況的平等性，做為檢視

社會資本時網絡構面的切入點。 

                                                       
8  結構洞是指兩個團體因為缺少連帶，因此在網絡結構上形成一個大洞，而聯繫這兩大洞的那座

橋(bridge)的角色，即是結構洞（Burt, 1992，轉引自李宗勳，200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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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範（Norms） 

社會資本之所以被認為能夠協助解決集體行動的困境，是因為其在由社會關

係所構築的網絡結構中，對網絡成員的行為提出了特定的要求，並在一定的強制

力下讓這些要求得到遵守與實踐，亦即具體的規定什麼樣的行動或結果是需要或

禁止的，這些對於行為的要求，便是社會資本的規範要素。簡言之，規範是指組

織成員經由互動所產生的共同行為準則(Wellman, 1988: 23)。而在規範要素的討

論上，著重於規範的運作方式以及有助於社會資本累積的規範內涵。 

Coleman 認為規範指涉的是一群人對特定行為正當與否的判斷標準，這套標

準並非自然產生，而是這群特定的人為了維持彼此利益而刻意創造與維持下的產

物，通常伴隨懲罰機制來確保規範的落實(1990: 242)。因此，規範運作的前提，

在於網絡結構中的行動者在決定個人行為時，受制於其他行動者可以對其行為進

行懲罰的權力關係，而無法擁有完全的決策自主性。這種懲罰權力的非自願讓渡，

是規範存在的必要條件，而對網絡中悖離行為規範行動者進行的處罰，則是規範

具體的運作方式。 

至於具備何種內涵的規範較有助於網絡中社會資本的積累？Putnam(1993)

與 Portes(2000)均點出促成網絡成員彼此互相幫助的互惠規範是社會資本的組成

元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Putnam 將互惠規範分為「特定互惠｣ (specific 

reciprocity)與「普遍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前者是一種價值相同項目的即時

交換，後者則是一種持續但在特定時點上價值不相等的社會交換關係，亦即當下

給予他人的協助不求回報，但確信未來會得到他人回饋的行為預期，簡言之，屬

於一種「短期利他與長期自利｣(short–term altruism and long–term self–interest)的

行為準則(1993: 172)。Putnam 特別強調後者的重要性，認為普遍互惠規範是社會

資本中具有高度生產力的要素，指出這種規範在網絡中的存續，將可促進人們行

為的轉變：由鑽營私利、以自我為中心、不願承擔義務的心態，轉變為具有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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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追求公益的精神（陳恆鈞，2003：147），有助於集體行動的進行。Portes

則將網絡中成員彼此互動的動機分為「義務性｣(consummatory)與「工具性｣

(instrumental)兩種，認為前者是一種使人們認知在特定情境下採取互助行為的內

化價值，而後者則是計算與理性判斷下的互惠行動，而兩種規範訴求的存在皆能

促進社會資本的累積（1998: 48–49，轉引自劉泳驛，2007：25）。因此，在探究

社會資本的規範構面時，成員之間規範維持的懲罰機制能否有效運作，以及彼此

互惠的行為準則能否建立，在社會資本的分析中，值得觀察。 

參、信任（Trust） 

社群成員在網絡上的彼此互動，以及良善行為的規範，呈現出社會資本外顯

的結構特徵。而這種結構關係的存續以及集體行動的開展，除了仰賴明顯可見的

行為規範外，成員內心對組織或其他行動者的行為信賴，亦是網絡結構存續的重

要關鍵，誠如社會學者 Zecker(1986)所指陳的：「信任是穩定社會關係所不可或

缺之物（轉引自許道然，2001：255）｣。因此，社會資本要發揮功能，除了成員

社會關係的連結與行為規範的建構外，亦不能忽略成員之間互信心態的建立，也

就是社會資本認知面向上的信任要素。 

對於信任，Fukuyama(1995: 26)將其定義為：「在普遍共享規範與社群成員角

色的基礎上，產生於社群內部對規律、誠實以及合作行為的期待。｣而李宗勳（2008：

138）則認為：「所謂的信任，是一群人在個別或可交換的共同信念下，面臨不確

定或冒險的情況，為達成目標，成員甘冒風險，對於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與可

信任行為的期待。｣簡言之，信任是社群成員在面對互動行為中存在的不確定性

時，基於其他行動者不會做出有損自己或整個社群利益行為的預期，而願意履行

有助於集體目標落實或追求集體利益的心理狀態。這種心理狀態的存在，相較於

強硬的制度規範或行為準則，能夠以更低的成本促進團體成員的彼此合作與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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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提高整個國家的經濟表現與競爭力(Fukuyama, 1995)。 

Putnam 認為信任是社會資本最基本的要素(1993: 170)，互惠規範與公民參與

網絡的存在，皆是為了促成有助於集體行動的社會信任的出現。然而，信任在形

式上的差異，對社會資本的累積會產生不同的影響。Uslaner(2002)以信任的來源

及範疇為標準，將信任分為「特定的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與「普遍的信任｣

(generalized trust)兩種形式：前者的信任基礎是行為者對互動者所掌握的訊息以

及過去的互動經驗，經過理性考量後的產物，行為者信任的範圍通常僅及於與自

己抱持同樣社會特質的我群(our–groups)，而對不熟識的陌生人抱持隔離與排斥

的心態；而後者的信任基礎則是一種對人類善意的肯定，亦即一種人性本善的價

值基礎，行動者的信任範圍跳脫資訊基礎或我群意識的界線，而擴及整個社會中

不特定的陌生人。Uslaner 認為特定信任的過度強調，在我群意識過高的情況下

可能做出侵害其他社群利益的行為，進而降低公民社會的活力，而普遍信任的積

累，則有助於行動者的彼此連結，並解決彼此行動上的爭議，所以普遍信任相較

於特定信任，較有助於集體行動的進行。因此，在社會資本的信任要素上，普遍

信任在社群中的實際情況，是觀察的重點。 

第三節 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 

社會資本定義的演進以及概念的使用，反映出社會資本應用於不同的分析層

次時，對於構成要素所指涉內涵的差異，在探討社會資本如何進行衡量前，必須

先確定本研究討論之區政府的社會資本變動所屬的分析層次，以利後續衡量方式

的訂定。針對社會資本在不同層次的應用，Lin(2001：80)從個人與團體面向的進

行劃分，指出在個人的分析層次中，社會資本是鑲嵌在個人社會網絡中，有助於

實現個人目標的資源；而在團體的分析層次，社會資本則是一個團體賴以維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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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並強化其成員生活機會的特徵與資源。江明修（2004：21– 22）與陳欽春（2004：

266）則將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區分為個體(micro)、中介(meso)與總體(macro)三

類，個體層次分析個人或家計單位所構成的水平性網絡及其中的規範與價值；中

介層次將社團、社區、企業或政府內部個人與群體關係所構成的水平或垂直關係，

視為一個整體作為觀察單元；總體層次以某種制度或政治環境為背景，探查總體

的政經活動與治理機制。這些分類雖然不盡相同，但大體上仍是以分析對象進行

區分，只是針對「團體｣這個概念再進一步進行區分，而衍生出新的層次。因此，

在區分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時，研究者所探究的研究對象，是適切的劃分依據。 

在研究對象的劃分基礎上，Krishna 在整理社會資本測量的相關文獻時，將

分析層次區分為個人和家庭層面、鄰里或社區層面、區域層面以及國家層面四大

類(2002: 57–62)，而這四個層次所聚焦的研究對象，以及其所指涉的社會資本內

涵，整理於表 2-2： 

表 2-2 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 

分析層次 研究對象 社會資本界定 

 

個人和家庭 

 

單一個人或家庭 

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家庭內部

和家庭之間的相互和諧，以及在此基礎上

約束人們行為的規則和規範。 

鄰里或社區 鄰里組織或社區單位 鄰里社區有組織的網絡聯繫，以及規範社

會成員和社區組織行為的規則。 

 

區域 

 

區域政府 

一定地域之內的社會組織內部和社會組

織之間形成的促進合作與互利行為的網

絡聯繫與規範規則。 

 

國家 

 

國家社會 

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團組織以及國家和政

府機構所形成的廣泛信任、合作關係與網

絡聯繫。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燕繼榮，2006：114。 

由於本研究探究的是新直轄市轄下的區政府在升格改制前後社會資本的變

動，因此是以區域政府為中心的網絡結構為研究對象，在分析層次上屬於中介或

區域層次，將區域政府內部水平與垂直的互動網絡視為一個整體來進行討論，這

個整體內部行動者之間網絡聯繫的狀態，規範效力的強度以及互信互惠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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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鄉鎮市改制為區公所體制的前後，產生怎樣的變化，是本研究後續進行衡量

工作時的關注焦點。 

第四節 社會資本的衡量 

社會資本在學術討論中引起的爭議，除了定義上的分歧之外，便是此一概念

的衡量問題(Portes, 2000; Fukuyama, 2001; Schuller et al., 2002)。社會資本的衡量

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Putnam 對此進行了闡述(轉引自 Ponthieux, 2004: 19)： 

首先，對於那些認為社會資本很難或很抽象的人來說，測量有助於使他們更容易察覺社會

資本概念。其次，在一個績效導向的年代，除非組織能夠證明社會資本在社區建構的努力

中發揮作用，否則將得不到資源的持續挹注。因此，衡量有助於增加人們對社會資本的投

資。最後，衡量有助於資源投入者以及社區組織建立更多社會資本。 

撇開理論上對社會資本衡量工作的進行是否有必要的爭議，社會資本的衡量

實際上已經受到各國政府以及跨國組織的重視，且有十足的進展。最早觸及社會

資本衡量工作的組織是美國密西根大學開始於 1981 年的「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該調查工作所產出的相關資料，成為社會資本相關研究的主要資

料來源。而世界銀行(World Bank)亦在丹麥政府的資金挹注下，於 1996 年推動「社

會資本計畫｣(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來探討其效能、形成與評估指標，同時將各

種社會資本的研究途徑整合成「社會資本評估工具｣(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介紹質化與量化的衡量途徑，以及相關工具與技術，對於社會資本衡量

的實際操作做出貢獻（陳欽春，2004：265）。除此之外，許多 OECD 國家（如

英、加、紐、澳）也指派主計或統計單位進行相關工作，顯見社會資本的衡量工

作在實務領域中受到重視。 

當前對於社會資本的衡量，大多是以 Putnam 對社會資本構成要素的界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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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將網絡、規範與信任這三個要素作為主要的測量面向。Fukuyama(2001)

將社會資本的衡量方式整理成兩大類：第一類是針對一個特定社會當中的團體和

團體成員進行普查（包括正式登記的團體數量、公民參與團體的數目與涉入程度），

主要針對社會資本的結構面；第二類則是運用關於信任與公民參與程度的社會調

查資料，來探查一個社會中公民的普遍信任水準，世界價值調查中的相關問題，

是對這個要素的經典提問，其題目為：「你認為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信任的，還是

在應對時需要格外小心？｣主要針對社會資本的認知面進行測量。對於社會資本

的衡量工作，學者 Krishna(2002)在《Active Social Capital》一書中，將不同學者

所進行的社會資本衡量方式摘要整理為表 2-3，凸顯了社會資本在測量方式上的

多元性： 

表 2-3 社會資本測量文獻摘要整理 

學者與地區 社會資本定義 測量概念 資料來源 依變相 結論 

 個人或家庭層次 

Schneider et 

al. 

(1997) 

美國 

 PTAT 成

員 數 、 參

與 自 願 活

動 、 與 其

他 家 長 對

話 

個別訪談 

(n =1270) 

社會資本 給 予 家 長

對 子 女 就

讀 學 校 的

選 擇 權 能

增 加 其 社

會資本 

Narayan & 

Pritchett 

(1997) 

坦尚尼亞 

社團生活的質

與量，以及相

關的社會規範 

團 體 成 員

數 、 成 員

異 質 性 以

及滿意度 

家庭調查 

(n =1370) 

家庭收入 社 會 資 本

與 家 庭 收

入 存 在 強

相關 

Brehm & 

Rahn 

(1997) 

美國 

公民間有助於

解決集體問題

的合作網絡 

要 素 分 析

法 下 的 人

際信任 

一 般 社 會

調 查

(1972– 

1994) 

對 政 治 制

度的信任 

高 度 人 際

信 任 帶 來

高 度 參 與

及 對 政 治

制 度 的 信

任 

Grotaert 

(1998) 

印尼 

主導人際互動

並促成經濟與

社會發展的制

度、關係、態

團 體 成 員

數 、 異 質

性 與 活 動

範圍 

家庭調查 

(n=1200)、

社 區 領 導

者 與 官 方

平 均 家 戶

支出 

家 庭 社 會

資 本 影 響

家庭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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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價值 資料 

Rose 

(1998) 

俄羅斯 

個人用於生產

或分配財貨服

務的正式或非

正式社會網絡 

無 單 一 測

量 

個人調查 

(n=1904) 

與 特 定 行

重 者 有 關

的 多 元 變

項 

特 定 網 絡

強 化 特 定

社 會 領 域

中 的 團 結

與信任 

 鄰里與社區層次 

Portney & 

Berry 

(1997) 

美國 

 參 與 不 同

的 社 會 組

織 

五 城 市 的

個人調查 

(n= 1100) 

鄰 里 居 民

對 社 區 的

感受 

社 區 網 絡

的 參 與 者

有 較 強 的

社 區 認 同

感 

Sampon et 

al. 

(1997) 

美國 

集體效能感 對 十 個 問

卷 題 目 的

因素分析 

343 個芝加

哥 鄰 里 的

個人調查 

(n= 8782) 

鄰 里 內 的

暴力行為 

集 體 效 能

感 與 暴 力

呈負相關 

Krishna & 

Uphoff 

(1999) 

印度 

促使互惠行為

出現的個人認

知與行動結構 

對 六 個 問

卷 題 目 的

因素分析 

家庭調查 

(n=2400)、

焦 點 團 體

官方資料 

村 落 發 展

績效 

社 會 資 本

與 發 展 績

效 呈 現 正

相關 

 區域層次 

Putnam et al. 

(1993) 

義大利 

有助於促進合

作行動來提升

整體社會效率

的社會組織特

性 ， 諸 如 信

任、規範與網

絡 

組 織 密

度 、 閱 報

行 為 、 投

票行為 

個 人 調 查

面訪 

個 案 研 究

官方資料 

多 元 指 標

下 的 區 域

政府績效 

社 會 資 本

與 區 域 政

府 績 效 有

穩 定 的 強

烈相關 

Morris 

(1998) 

印度 

 婦 女 社 團

參 與 率 、

閱 報 習 慣

與 投 票 行

為 

官 方 數

據、公開資

料 

貧窮 社 會 資 本

有 助 於 減

少貧窮 

 國家層次 

Hall 

(1997) 

英國 

正式與非正式

的社會網絡與

信任 

組 織 成 員

數 、 自 願

參 與 慈 善

工 作 、 非

多元 社 會 資 本

與 政 治 參

與 

社 會 資 本

與 政 治 參

與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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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社 交

與 普 遍 信

任 

Knack & 

Keefer 

(1997) 

跨國 

團體中的信任 信任 世 界 價 值

調查 

經 濟 成 長

率 

信 任 與 經

濟 成 長 有

正相關 

Stolle & 

Rochon 

(1998) 

德國、瑞典

與美國 

促進集體行動

的規範與網絡 

政 治 功 效

感 、 普 遍

信 任 、 政

治 信 任 與

樂觀 

對 此 三 國

的 102 個

組織調查 

社會資本 組 織 成 員

異 質 性 越

高，社會資

本越多 

資料來源：Krishna, 2002: 57–62 

以上的調查方式，大多是針對單一或不同國家在某個特定時點上，社會資本

累積或分布的實際情況進行探究，而不涉及某種制度變遷前後社會資本變動情形

的觀察。此外，這些調查方式大多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公民文化背景下的自然產

物，亦即一個社會的外生性（exogenous）特徵，而非可以經由特定行動而加以

改變的內生性（endogenous）要素（Jackman & Miller, 1998）。由於本研究想要探

查的是在「鄉鎮市改制為區｣此一制度變遷前後地區社會資本的變化，且本文對

國家制度在社會資本的影響力上亦抱持肯定態度，所以本研究在社會資本的衡量

上，必須將衡量工作與政治制度的變遷加以連結，亦即必須從政治制度對社會資

本的影響途徑來建構本文的衡量工具。因此，本文對於社會資本的衡量，將在後

續討論國家制度與社會資本的互動關係時再進行詳細的說明，而不直接運用上述

提及的衡量方法。 

第五節 社會資本相關研究回顧 

對於當前有關社會資本概念的研究，林聰吉與楊湘齡（2008）從學科領域進

行劃分，區別出社會資本在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領域的不同應用，而林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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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則更進一步將社會資本的應用範圍整理成九大類，9顯見社會資本當前

在學術領域受到的重視程度。由於本研究是在政治學的基礎上，運用社會資本理

論來觀察特定的社會現象，因此將文獻回顧的重點聚焦於社會資本理論在政治學

領域中的相關研究。 

當前社會資本在政治領域中的應用，約略可以分為「社會資本與特定政治現

象的相互關係探究｣以及「社會資本在特定區域分布狀態的調查｣兩大類，而前者

又可以區分為「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以及「社會資本與社區治理｣二大面向，這

樣的研究傾向，可以圖 2-1 進行表達。而以下的文獻回顧，便按照圖中的三個研

究焦點，分別進行討論。 

 
圖 2-1 社會資本於政治領域的研究焦點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壹、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 

社會資本概念中所強調的網絡互動以及人際信任所帶來的政治效果，諸如對

民主政體的支持、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政治知識的增進以及政治參與的強化（林

聰吉、楊湘齡，2008：49），皆是一個穩定的民主政體能夠持續運作的重要原因。

因此，社會資本是否確實對民主政治具有正面的促進效果，是社會資本研究中頗

為重要的議題。 

                                                       
9  分別為理論研究類、教育研究類、職業生涯類、政治研究類、企業管理類、社區發展類、非營

利組織類、健康醫療類以及網路科技類（林雅真，200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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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Putnam(1993)針對義大利南北政府在制度

績效上的差異，是相關研究的開端。其指出義大利北方地區長期而密切的水平式

社團參與網絡與合作文化，相較於南方地區垂直式的互動結構與消極參與文化，

不論在預算協調、社會福利以及產業改革的運作上都更為順暢，從而讓民主政治

在北方地區得到更好的運作成果，揭示了社會資本的累積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正

向關係的規範性陳述。而這種規範性陳述的出現，引起了後續研究對這種論述的

實證性驗證與挑戰。 

對於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之間正向關係的驗證，相關研究在中南美洲(Booth 

& Richard, 1998)與民主化後的東歐與蘇聯(Dowley & Silver, 2002)雖然有著不太

相同的結論，但結果的差異並非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之間正向關係的否定，而是

不同環境脈絡對這種關係能否彰顯帶來的影響。Paxton(2002)與 Stolle & 

Rochon(1998)對此種關係的跨國性檢驗，便驗證了社會資本的增加對民主政治正

面關係陳述的正確性，只是必須注意社團的性質與活動目的差異可能造成的效果。

而國內對於這種關係的檢驗，也得出十分類似的結果，指出社會資本的增加，對

於人民的政治功效感、政治知識、政治參與的提高，以及公民德性的涵養能夠帶

來幫助，進而強化民主政治的有效運作（林聰吉、楊湘齡，2008；楊湘齡，2007；

陳孝庭，2004；謝秉錡，2010）。 

除了社會資本與民主政治正面關係的檢定外，相關研究更對兩者關係的建構

機制進行探究，指出社會資本所強調的社群生活，能夠發揮民主學校的功能，使

個別公民在參與過程中熟稔公眾事務並養成參與習慣，同時在參與網絡的擴大下

履行網絡成員所提出的參與要求，一方面藉由積極參與強化參與能力；另一方面

也改善消極冷漠的政治心態，讓社會資本成為民主政治的催化劑(Lake & 

Huckfeldt, 1998; Teorell, 2003)。而 Uslaner(2002)則從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要素切入，

認為社會資本之所以能夠促進民主政體的存續與發展，在於其能夠在複雜的社會

脈絡中，強化彼此陌生的行動者間普遍的信任關係，降低集體行動的風險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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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治生活更容易運作。 

貳、社會資本與社區治理 

社會資本對集體行動所產生的正面效益，除了在國家以及地方政府層次上進

行觀察之外，在人民對生活品質日益重視的情況下，作為連結政府與公民的中介

組織–社區（陳恆鈞、林家慧，2012：168），也逐漸成為一個新的治理範疇（黃

源協、劉素貞，2009：155），藉由良善的社區治理，將國家失靈與市場失靈所引

發的治理危機，藉由鑲嵌於社區內部複雜人際互動的集體行動、獨特資訊以及頻

繁互動的社區網絡來進行化解(Bowles & Gintis, 2002)。然而，作為一種治理結構，

社區亦可能產生治理失靈的危機，因此，社會資本這種彰顯網絡、信任與規範的

無形資源，如何協助社區解決所面臨的治理困境，引起了相關研究的討論。 

社區治理的強調源自於對生活品質提升的期待，理想的社區治理應以全面性

及永續性的社區建構為目標，兼顧經濟發展上的均富、社會發展上的關懷、生態

環境上的存續以及治安穩定上的確保（Taylor et al., 2000；黃源協、劉素貞，2009），

這些目標的落實有賴於社區能力的建構，而社會資本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其被

視為社區維繫穩定及建構自我能力的基礎(Middleton et al., 2005: 1711)。對於社會

資本在社區治理成效上造成的影響，Kavanaugh et al.(2005)的實證研究指出，擁

有較高層次社會資本的社區比低層次者有較佳的生活品質。社會資本存量高的社

區可以藉由高度的社會信任、緊密的社會網絡以及完善的互助規範，取得較大的

能力進行組織與動員，獲取所需資源及影響決策（黃源協等，2010：38），進而

有助於社區貧窮問題的緩解(McNeely, 1999; Mubangizi, 2003 ; Knotts, 2006)、環

境思維的開展(Edwards & Onyx, 2005)以及社區安全與治安的維繫（李宗勳，2003；

徐幸瑜，2006；陳恆鈞、林家慧，2012）。相反地，社區社會資本的短少，在社

會網絡不足、信任低落、有效互動極少以及缺乏共享規範與社區認同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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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社區凝聚力衰退與低度發展、治安惡化、人口外移、互相猜忌、訊息缺乏、

社會機構不足、健康水準降低以及物質環境的退化，簡言之，社會資本的缺乏將

使社區逐漸出現所有劣勢社區所彰顯的特性(Kay, 2006: 167)。 

基於社會資本的累積對於社區治理成敗的重要性，如何藉由妥善的治理過程

來促進社區的社會資本，以及社區治理過程對社區社會資本的影響，則是社會資

本在社區治理中的另一個研究焦點。Gittell & Vidal 認為活化社區應從提升社區

居民對社區的認同、社區組織的能力以及網絡關係的建構與控制著手，亦即必須

以社會資本的建立作為社區發展策略的基礎（1998: 146–147，轉引自黃源協、劉

素貞，2009：170）。要讓社區發展方案促進社會資本的提升，社區居民對於發展

方案應該有足夠的規劃權與參與權，藉由讓社區居民自行參與社區事務，在彼此

協力互助的情況下決定社區事務的優先順序及資源分配，一方面讓社區自行解決

所遭遇的困境與難題，另一方面提供各社區發想創新行動的彈性空間，在密切的

互動下產生有助於集體行動的社會資本。對此，McNeely(1999)即指出，若要以

較少的成本來有效的解決社區內部的貧窮以及伴隨的相關問題，過往由國家為中

心的社會政策有必要進行調整，轉換為以「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為中

心的行動策略。國家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由過往的主導者轉換為合作者與不同

社區之間的媒合者，讓不同的社區能夠建立互動網絡，提供社區更多的行動資源

與發展機會。而 Simpson et al.(2003)也在針對社區發展方案在鄉村型社區的成敗

因素進行討論時，指出社區發展方案的內容，若未能提供社區組織充分的決策權

與發言機會、缺乏持續穩定的資源挹注，以及和社區傳統的社區網絡發生衝突，

將會造成社區社會資本的流失以及物質資本的匱乏，而走向失敗。政府在規劃社

區發展方案時，必須讓社區居民有充足的參與機會，同時了解既有的社會網絡，

在有效的資源協助下落實社區對自身問題的處理與未來願景的實現，才能促成社

區發展的成功。因此，社區社會資本的凝聚，必須藉由「由下而上｣的發展途徑，

在提供社區自主性與學習機會的情況下，建構互動網絡、發展行為規範與培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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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信任，才能夠涵養社區治理所需要的無形資源。 

除了政策發展主導權由政府到社區的轉換外，社會資本在社區的累積，同時

必須關照社區發展行動與既存社會網絡能否和諧共存。做為社區社會資本載體的

社會關係網絡，在社區發展行動展開前，可能已經存在許多非正式的行為習慣與

程序規則，社會資本在集體合作的促進上能否有效的發揮功能，端視正式制度所

要求的行為規範與程序原則，能否和過往文化系絡中的非正式制度建立協調關係，

當兩者能夠相互配合時，社會資本的快速累積能帶動社區發展；而當兩者存在衝

突時則形成社區發展的障礙(Dhesi, 2000)。換言之，任何以增進社區社會資本為

目的的社區發展行動，都必須仔細檢視當前社區的內外關係與集體行動的狀況，

以此為基礎調整合宜的發展策略，才能夠真正的激發社會資本，帶來較好的社區

治理績效。 

而在國內對於社會資本與社區治理關係的討論，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針對特定

個案進行探究，從社會資本的觀點，分析特定社區的發展行動對於社會資本的影

響（如鍾俊宏，2006；林雅真，2008；陳姿月，2010；蔡佳霖，2010；陳志維，

2010；邱兆台，2012）或社會資本對特定社區營造能夠成功落實的影響（如劉泳

驛，2007；江大樹、張力亞，2008；陳恆鈞、林家慧，2012）。除了特定社區的

個案研究外，亦有針對兩個不同的社區在集體行動（如社區整合、竊盜防治）成

敗上的差異，從社會資本存量上的不同進行探討（如徐幸瑜，2006；李銀滄，2007），

指出社會資本的提高的確能夠使社區在集體行動的運作上更為順暢。除了單一社

區的個案研究或兩兩比較外，亦有研究從整體面向對於社會資本與社區治理的關

係進行檢驗（如林信廷，2009；黃源協等，2010；黃源協、莊俐昕、劉素貞，2011），

這些研究的結果大多肯認社會資本是良善社區治理的必要資源，透過各種行動促

進社區社會資本的累積，有助於社區生活的改進。 

參、社會資本存量檢視與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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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文獻檢閱下，可以發現社會資本的累積，幾乎與良善治理的許多面

向都存在正向關係。不論是民主體制的穩固與發展，或是社區生活的推動與合作，

和諧互助的社會網絡與廣泛的社會信任，都是不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因此，作為

良善治理諸多面向必要資源的社會資本，在特定國家或地域的累積與發展情況，

成為許多研究關心的議題。 

對於社會資本的發展趨勢，Putnam(1995; 2000)對於美國在社會資本上呈現

快速衰頹趨勢的主張，引起了後續熱烈的批判與爭論，其將美國社團成員數目的

減少以及社會信任的下降指涉為社會資本的流失，並分別從諸如「教育｣、「時間

與金錢壓力｣、「公民權的高漲｣、「居住地變遷與都市化｣、「種族｣、「婦女就業增

加｣以及「年齡｣等面向進行討論，最後將社會資本存量的減少，歸因於不同世代

在公民參與與社會信任上存在的差異，當年輕而較不熱衷公共參與的公民逐漸成

年後，其對社團組織以及他人信任程度的消退，使得美國的社會資本存量變少，

而這種世代之間的差異來源，其認為是「電視｣這項科技產品對於年輕世代公民

休閒時間的侵蝕、休閒活動的居家傾向以及孩童社會化過程中對人性悲觀的影響

所致。 

Putnam 對於社會資本在美國社會的衰頹進行的闡述，引起了其他國家的學

者對社會資本在所屬國家的發展情況展開討論，諸如英國(Hall, 1999; Li et al., 

2003; Grenier & Wright, 2003)、德國(Offe & Fuchs, 2002)、法國(Worms, 2002)、

西班牙(Torcal & Montero, 1999)、瑞典(Rothstein, 2001)、芬蘭(Siisiäinen, 1999)與

日本(Inoguchi, 2000)等，這些研究除了觀察社會資本的個別面向（社會網絡與社

會信任）在該國的發展趨勢外，也同樣對這些發展趨勢出現的原因進行解釋。 

這些在不同國家所進行的社會資本發展趨勢研究，呈現出地域上的差異，英

國的社會資本雖然在社團活動與數量上呈現增加，但參與者大多集中在中上階層，

且社團活動的目的也呈現私利取向的發展，伴隨著社會信任的持續降低，呈現著

如同美國般的衰退趨勢(Hall,1999; Grenier & Wright, 2003; Li et al., 2003)。而歐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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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德國與法國，亦同樣存在社群參與的階級差異，以及社群活動從公益到私

利的性質轉向，導致社會資本雖然並未出現顯著的衰退，但也未能有效增加(Offe 

& Fuchs, 2002; Worms, 2002)。西班牙雖然在民主化後，社群生活得到充分的發

展，但過去威權體制造就的低度社會信任，讓其社會資本始終維持低度發展的狀

態(Torcal & Montero, 1999)。相較於中南歐社會資本存量的減少或停滯不前，福

利國家體制的北歐地區和日本卻呈現出穩定成長的發展趨勢，研究者指出這歸因

於福利國家的政治體制有助於公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在國家與公民社會密切合

作 與 互 補 的 情 況 下 ， 帶 來 強 健 的 社 群 生 活 及 廣 泛 的 社 會 信 任

(Inoguchi,2000 ;Rothstein, 2001; Siisiäinen, 1999)。至於在台灣社會資本的發展趨

勢方面，相關研究大多不約而同的指出台灣在社群生活參與及投入程度上都處於

低度發展的情況，而人際之間普遍的社會信任亦呈現不斷下降的趨勢，顯示我國

社會資本的累積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王中天，2002；江明修，2004；陳欽春，

2004）。 

針對這些發展趨勢所進行的詮釋，大部分訴諸於歷史與文化面向的社會觀察，

不論是 Putnam 所主張的「電視科技｣在世代間的影響，或訴諸社會不平等的階級

差異，大多忽略政治結構對公民社會所存在的影響力。然而，從上述社會資本在

不同地區的發展趨勢來看，北歐地區社會資本的高度累積，與其完善的福利國家

體制存在密切關聯，而缺乏類似體制的歐美國家，大多面臨社會資本衰退的困境，

這種地域上的差異，似乎暗示著社會資本與制度結構的關聯性，提供社會資本的

研究從制度面向進行論述的合理性。 

從以上社會資本相關文獻的檢閱，不難發現社會資本對於民主政治的穩固以

及社區治理的運轉具備重要的正面功能，作為集體行動有效開展的必要資源，社

會資本的累積是體現善治必須進行的工作。然而，當前的研究大多只對這種正向

關係進行驗證與分析，或是對此種資源的發展趨勢進行觀察，未能針對如何藉由

人為行動的規劃來獲得社會資本提供太多說明，使得政府或社團如何經由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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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安排來增進社會資本與改善治理成效，仍缺乏詳細的探究。本研究的進行，

便是試圖從民主政治或社區治理中制度安排的面向出發，以新直轄市改制後區公

所的制度設計為標的，一方面觀察制度設計對地區社會資本造成的影響，來評價

這種制度變革的優劣，另一方面對未來地方制度若要獲致社會資本的增加，可行

的規劃方式提供建議，作為補足這部分學術空白的一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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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區政制度的檢討 

新直轄市下的地方治理，呈現的是既有直轄市區政制度對鄉鎮市體制的直接

取代，而正是這種一體適用的制度變遷，引起了後續的討論與思考。本研究欲從

社會資本存量在特定行政單元改制前後的增減，來論述此一制度變遷的好壞，必

須先就這套制度本身進行探究，理解其出現的背景以及運作缺陷，作為後續將社

會資本概念與現行區政制度進行連結的基礎。因此，這部分將先對當前區政制度

的歷史沿革、發揮功能與運作缺陷進行討論。其次，區制問題的檢討中，到底應

否賦予「區｣地方自治體的地位，實是整合與區相關的行政區劃、財政劃分、公

民參與及地方善治等相關討論的核心議題，有必要針對應否實施區自治的相關論

述以及其利弊得失進行說明。再次，各國地方層級行政體制的規劃與設計，亦是

時值思考未來區政改革的台灣必須加以借鏡與參考的部分，也將納入討論。最後，

則就當前有關區政制度相關文獻進行回顧，藉此對區政制度做較全面的檢討。 

當前台灣的區政制度，是以「區公所｣體制為核心，雖然整體的區政運作並

非完全倚賴區公所一己之力來完成，但誠如學者陳陽德（1998:72）所指陳的：「區

政是市政之基礎，區公所是為民服務工作的第一線，與民眾接觸最密切，市府政

令能否貫徹及市民對市政府之向心力，端賴區公所發揮為民服務功能，始克達成。

｣顯見其為區政運作的核心。而此次新直轄市升格的治理新局，亦以區公所體制

在各直轄市的普及為區政治理的最大特色；換言之，對區公所制度的討論，約略

即等同於對區政制度的檢討。值得注意的是，區公所體制的運作，除了當前五個

直轄市外，在基隆、新竹、彰化、嘉義等四個省轄市也正在運行，雖然各地方政

府在區公所的權限與職掌的賦予上存在差異，但基本的運作精神與制度特徵相差

不大，為使研究範圍能夠聚焦，以下將以「台北市區公所｣為探討區政運作的研

究標的，一來因為其與其他獨立或合併升格之三都同屬於直轄市層級，二來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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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高雄市區公所有較長久的運作歷史，相關的學術討論也較多，較適宜做為本

研究對區政制度進行討論時的參考標的。 

在上述的基礎下，本章接下來將針對區公所的制度沿革、功能與運作缺陷、

自治與否的爭議、國外經驗的參照以及相關文獻的回顧分別進行說明。 

第一節 區公所的制度沿革 

任何制度的出現與轉化，必然有其相應的時空脈絡與政經背景，而對區公所

制度的發展過程進行探討，便是企圖理清此一制度與外部環境因素互動後的變革

歷程，進而作為當前區政制度內涵是否與其所處環境適切配合的思考基礎。 

區制在我國制度的發展史上，存在三種不同的形態，第一種是介於省縣之間

的「行政督察區｣，第二種則是介於縣與鄉鎮之間的「區署｣，第三種則為市以下

之「區｣10（江明修，1997：96）。前面兩種區體制目前在台灣並不存在，且與本

研究所探討之行政層級不同，故不予討論，而將焦點置於第三種區制在歷史上的

變革進行介紹。參考既有相關文獻對於區公所制度沿革的分析，區公所在市政府

層級下的定位，整體而言呈現的是由具有自主性的「地方政府｣轉變為業務功能

的「派出機關｣（傅宗懋、許濱松，1987；江明修，1997；席代麟、樊中原，2003），

因此，以下將以此種定位上的變革為分期基準，探討兩個階段下區公所的建制，

以及造成此種定位變遷的原因。而在進行兩個定位階段的介紹前，有必要針對所

謂「地方政府｣的評價基準以及其與「派出機關｣的差異進行說明，以利後續討論

的進行。 

所謂「地方政府｣，是指在國家特定區域內，依憲法或中央法令之規定，自

行處理局部性事務，而無主權之地方統治機關（薄慶玖，1990：4–5）。而所謂「派

                                                       
10  相關介紹見江明修，1997，《台北市區公所定位及組織之功能研究》，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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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機關｣，則是指中央或上級機關為辦理特定事務，劃定地區，分設單位，賦予

執掌的機關（張潤書，2004：212）。兩者的差異有三（張潤書，2004：212–213）： 

一、 地方政府是以地區為對象的政治組織；派出機關是以功能為對象的業務組織。 

二、 地方政府是綜合性的統治組織，概括管轄一切行政事宜；派出機關是單純性的管理

組織，經指定只辦理某種特別的業務。 

三、 地方政府普通具有相當的自主權與自治權，為憲法或法律所保障；派出機關則僅是

上級的受託機關或代理人，須以上級之意志為意志。 

而上述兩種行政定位的判別標準，可以構成地方自治的兩項條件為基礎，分別為

「地方首長由當地人民選舉產生｣以及「以地方民意為施政依歸，對地方人民負

責｣（薄慶玖，1990：5），具備兩條件者為地方政府，反之則為派出機關。以下

將在上述的概念界定下，以台北市區公所為標的，探討我國區公所制度的歷史沿

革。 

壹、區公所作為地方政府時期 

台灣光復初期，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依「台灣省省轄市組織暫行規程｣此一

行政命令，將台灣劃分為八縣九省轄市，台北市為九省轄市之一，轄有松山、中

山、延平等十個區，此即台北設區之始，也是目前區制在台灣制度過程中最早出

現的樣態。而在民國 36 年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省政府後，台北市成

為真正的省轄市，在上開規程的規範下，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由區民代表

會選舉產生，而區民代表會則由區民直選組成之里民代表會選舉產生的區民代表

所組成。區民代表會之職權計有「審核區自治規約，及區與區互相間之公約｣、「議

決區概算，審核區決算｣、「議決區公有財產及公營事業之經營與處分｣、「選舉與

罷免區長｣、「選舉與罷免該區之市參議員｣與「聽取區公所報告及提出詢問｣等六

項（傅宗懋、許濱松，1987：13–14）。可知當時區為自治團體，區長由區民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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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選舉的方式選出，區長對區民代表會負責，區為公法人，得為權利義務之主體，

擁有獨立財產及財政收入（江明修，1997：99）。 

之所以將區定位為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地方自治單元，從做此規範的「台灣省

省轄市組織暫行規程｣來看，源自於一種在中國大陸的地理環境中，區作為一個

轄區廣大行政區域的治理思維，此一規程制定時政府尚保有大陸主權，而中國廣

土眾民的特性使得行政區域的範圍大多十分寬廣，不易藉由派出機關的治理方式

來落實地方事務的處理，賦予區政府自治法人的地位，是較為適切的制度設計。

然而，台灣省轄市下轄之區，大多面積狹小，此種制度系絡的背景差異，是後來

將區公所由地方自治團體改為派出機關的原因之一。 

貳、區公所作為派出機關時期 

民國 39 年「台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及「台灣省各縣市政府組織通

則｣先後公布實施，台北市議會成立，台北市選舉市議員，區民代表會隨之撤銷，

區長改由區公民直接選舉產生，但區長的去職則改由市議會議決，送經省政府核

准後，再由公民重新選舉，公民此時對區長僅具有選舉權，而無罷免權，區長對

區民無責任，不符合前述地方自治的要件，區的地位開始由自治體向市政府的分

支機關轉變。而區民代表會的裁撤與區長的直接民選，在定位模糊不清，加上區

公所在缺乏自主財政與民意機關的情況下，已經無法履行對區民的責任，為解決

此種法律定位上的爭議，台灣省政府先於民國 48 年修改自治條例，規定省轄市

之區長改為委派，不再經由民選產生，完全取消區長的民意基礎，其後更於民國

49 年修改「台灣省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明確指出區為非法人，正式將區

定位為市政府的派出機關，不再具有地方自治團體的地位。 

而在此一法律定位確立後，不論在民國 56 年台北市升格為院轄市時的「台

北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民國 83 年通過之「直轄市自治法｣以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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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8 年的「地方制度法｣均未對此做出修正，其法律定位與組織架構大多承襲省

轄市時期的相關規定，詳細的制度沿革整理於表 3-1。整體而言，區公所在民國

39 年之後，便失去了地方自治團體的特徵，並以派出機關的法律定位一直運作

到現在，對當時做出這種法律定位調整的原因進行理解，有助於思考當前此區政

制度在現今環境下的適切性。 

學者傅宗懋（1975）在《台北市各區公所地位與職責之研究》中，對於在

49 年將區由自治公法人改為派出機關的理由進行了論述（傅宗懋，1975：40–42，

轉引自江明修，1997：103）： 

民國三十五年至三十九年為區自治單位時期，乃係短期地方自治訓練的過渡階段，民國

四十年至四十八年之間，採行區長民選制度，亦復如是；且就都市行政之專業化與效率

化，由於區公所之規模不大，可能具備之人才及財力亦屬有限，台北市正值傾向工商社

會結構之際，市民對基層自治活動不盡關心之顯例，因此，此時最為重要者，乃在於如

何發揮區公所應有之功能，俾使區民得以獲致更佳且更便捷的服務，而利於整體都市行

政之推展，至於區實施自治，亦似未盡必要。 

表 3-1 台北市區公所沿革表 

時間 

 

區長 區民

代表 

組織編制 法規依據

34.10 區長一人，必

要 時 得 設 副

區 長 一 至 二

人，均由區民

代 表 會 間 接

選出 

設置 

區長一人，得設副區長一至二人，

下設總務、財務、經濟三股，各股

不專設該股股主任，由助理員兼

任。內置助理員四至十人，雇員三

至六人，員額編制分為三等，分別

為十九、十六、十四人，視所轄里

數多寡而定。 

台 灣 省 省

轄 市 組 織

暫行規程 

40.01 區長一人，由

區 民 直 接 選

舉產生 
廢置 

廢除副區長，改設總幹事，並設民

政、經濟、總務三課，主計員一人，

並將助理員改稱幹事，其餘組織依

舊。 

台 灣 省 鄉

鎮 區 公 所

組織通則 

42.11 區長一人，由

區 民 直 接 選

舉產生 

廢置 

 台 灣 省 各

省 轄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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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準則 

49.06 區長一人，由

市 長 依 省 頒

遴 選 標 準 遴

員 報 請 任 用

之 

廢置 

區長一人，秘書一人，民政、財經、

戶籍、兵役四課，主計員一人，人

事管理員一人。 

台 灣 省 各

省 轄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規程準則 

57 區長一人，由

市政府派任 

廢置 

區長一人，主任秘書一人，並設民

政、社會、經建、兵役四課及秘書、

主計、人事三室，其中人口未滿十

萬之區，暫設社經課，掌理前項社

會與經建課業務，另置安全管理人

一人，聯合服務中心及各種委員

會。 

台 北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規程 

79.03 人 口 超 過 二

十萬之區，增

設 副 區 長 一

人 

廢置 

松山、信義、大安、中山、萬華、

文山、士林及北投等八區設副區

長。同時各區增設秘書室主任一

人，仍維持四課三室之編制。 

台 北 市 各

級 組 織 及

實 施 地 方

自治綱要 

83.07 區長一人，由

市 政 府 派

任，區長承市

長之命，民政

局 長 之 指 揮

監督 

廢置 

區公所組織規程由市政府擬訂，經

市議會同意後，報請內政部核備。 

直 轄 市 自

治法 

83.12 區長一人，由

市政府派任 廢置 

各區增設健保課。 台 北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規程 

92.12 區長一人，由

市政府派任 廢置 

區務會議參與的各單位首長由「出

席｣改為「列席｣。 

台 北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規程 

98.10 區長一人，由

市政府派任 廢置 

健保課併入社會課，增設人文課，

辦理人口與文化相關業務。 

台 北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規程 

99.11 區長一人，由

市政府派任 廢置 

明定區長遇缺且繼任人選未定時，

由市政府派員代理。 

台 北 市 區

公 所 組 織

規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增修自江明修，1997：131。 

從以上的論述來看，當時之所以將區從自治法人改為派出機關，一方面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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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區公所在自治資源上的缺乏，無法落實都市行政的專業化與效率化；另一方面，

當時的政經背景強調的是以都市整體規劃的策略來帶動產業型態的轉型與社會

結構的現代化，而不注重地方居民自治權的賦予，屬於一種「重效率、輕民主｣

的考量。而這種區政制度的規劃理念，在當時那個尚處於威權體制，以及人民生

活水準普遍不高的時代，或許的確有其合理性。然而，當新直轄市升格的治理體

系形成後，原有的城市小區不再是直轄市轄下唯一的治理單元，統一的市政規劃

可能無法滿足多元分歧的地方需求，人民參政權的限縮亦可能導致人民的不滿，

使得這套運作許久的區政制度，在面對當前的治理環境時，無法有效運作，而有

加以調整的必要。 

第二節 區政功能與問題分析 

在上述的討論中，可知當前直轄市的區政制度，是一種配合都市整體規劃，

追求都會發展專業化與效率化，而不考量住民自治的體制。這樣的治理體制，對

改制後的直轄市治理是否合宜，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另一方面，作為一套以小

轄區且同質性高的區域為標的之制度，目前區政制度在運作上所存在的問題，亦

有在未來進行制度設計時，應該加以處理及因應之處。因此，以下將針對當前區

公所在直轄市中所履行的功能以及其在運作上所面臨的問題進行討論。 

壹、區政之功能 

就層級地位而言，區公所是市政府的次級單位，直接接近民眾，是民眾與市

府的溝通橋樑，以「為民服務｣為主要目標，而民眾需求的滿足，則依賴各區公

所在其法定職掌與權限內，發揮「承轉｣、「服務｣、「領導｣以及「整合｣等四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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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始能落實，四大功能的內涵說明如下： 

一、承轉功能 

做為市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基層行政單位，區公所必須讓市政府與民眾之間的

意見得到充分的交流與互動，使市政府施行的政策能夠切實滿足市民需要，而市

民的意見也能夠確實傳達給市政府的決策當局。因此，區公所的承轉功能，可以

分為「案件的核轉與核復｣與「意見的溝通協調｣兩部分。前者指涉的是當區公所

面對基層民眾的市政需求時，如果人民所請在其權責範圍內，則區公所可以逕行

處理；若人民所請超出其權限，則必須向上移轉給市政府來進行決策，經核准後

再依決策內容行動。後者則是扮演市府與市民的溝通管道，一方面將市政府有關

的市政建設以及希望市民配合的事項，藉由區公所進行宣導與轉達，發揮上情下

達的功能；另一方面則扮演市民對地方建設或個人需求的傳聲筒，透過區公所將

人民的意見傳達給市政府，落實下情上達的功能。 

二、服務功能 

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區公所將市政府所賦予的業務，在特定的轄區內執

行，在特定業務範圍內滿足民眾的相關需求。依當前台北市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4

條的規定，區公所目前下設民政、社會、經建、兵役及人文課五個業務部門（line 

department），就其職掌直接提供該區市民服務，而其職掌分別為： 

1. 民政課：自治行政、選舉、災害防救、公民會館、區民活動中心經營管理、

環境衛生、公共衛生、國民教育、國民體育、民防及其他有關民政事項。 

2. 社會課：社會福利、社會救助、全民健康保險、社區發展及其他有關社政事

項。 

3. 經建課：一公頃以下鄰里公園管理維護、八公尺以下巷弄道路維護管理、公

民會館、區民活動中心興建、修繕工程、地政、工商、農政、環境改造及其

他有關基層建設事項。 

4. 兵役課：兵役行政、國民兵組訓、徵兵處理、兵役勤務、後備軍人管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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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役業務及其他有關役政事項。 

5. 人文課：人口政策宣導暨移民生活輔導、文化藝術、社區藝文、禮俗宗教、

慶典活動、史蹟文獻、觀光宣導及其他有關文化事項。 

除了上述這些既定執掌之外，市政府有時亦會將相關事項的執行權限向下授權給

各區公所，區公所在被授權的範圍內，亦應就其權限提供各地居民相關服務。此

外，若從廣義的角度定義服務功能，則區公所對人民需求的承轉，亦屬於一種服

務的提供。 

三、領導功能 

區長對於一區之內的事務，除了扮演區公所內部人員的領導者外，亦是該行

政區的領導中心，台北市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行政區內之警察、消防、

戶政與衛生等機關、國民中小學校、區清潔隊、養護工程分隊、路燈工程分隊及

園藝工程分隊，關於協助推行行政區內自治業務、為民服務工作及區公所執行上

級交辦事項，應受區長指導；但執行區級災害防救時，應受區長之指揮監督。｣

顯見區長在自治或上級交辦的事項範圍內，著實扮演該區相關單位的領導者，使

各單位在區政問題的處理上，能夠在一個領導核心的指揮下，共同努力來解決問

題。至於區長在法定上的領導方式，依「台北市區公所與區內市屬單位業務協調

聯繫要點｣之規定，共計有五種方法： 

1. 區內一般性之工作，以召開區務會議方式行之，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2. 區特殊性之工作，邀請有關單位會商後處理之。 

3. 有關市容維護等工作，以召開市容會報方式行之。 

4. 有關區內各單位共同注意事項，以函告、通報等方式行之。 

5. 工作性質單純，或時間緊迫者，以電話聯繫（電話紀錄）處理之。 

四、整合功能 

台北市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2 條規定：「區公所置區長，承市長之命，台北市

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民政局）局長之指導監督，綜理區政｣，區長既然承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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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綜理區政，顯然肩負整合區級單位的任務，因此區公所應發揮整合的功能

（詹滿媚，1995：92）。而整合功能的運作，又可分為區公所本身的內部整合以

及區公所與其他市屬單位之間互動關係所構成的外部整合。在內部整合的部分，

基於上開規程的規定，區長對於區公所內各課室人員的行動擁有指揮監督權，自

可依照法定權限，對於區公所固有執掌的業務運作進行整合的工作，使所內各業

務單位能夠互相合作。然而，在外部整合的部份，由於直轄市各局處派在各區的

分支機關，彼此並無隸屬關係，而區長在法律上亦無強制的指揮與管理權，因此，

只能透過協調的方式來發揮整合區政的功能。在協調的方式上，除了各種非正式

的面談與交流外，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11 條所規定之區務會議，是較為正式的協

調方法，透過邀請區內相關業務主管參與會議的進行，讓各局處的意見能夠有較

為正式的溝通場域，進而促成區政處理的整合與一致，落實區公所的整合功能。 

上述有關區政制度功能的討論，屬於一種應然面的探討，這套制度在數十年

的運作過程中，與其本應發揮的功能，在實際上存在不小的落差，從而衍生了區

政制度的各種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區公所的定位，亦即區應否自治的議

題有關。因此，在討論區是否應作為一個自治體之前，有必要先對當下區政制度

運作所面臨的問題進行討論。 

貳、區政之問題 

目前區公所體制的運作，基於派出機關的制度特性，引起了相關的區政問題，

而這些問題，可以分別從行政地位、行政能力、行政功能、以及行政系絡等四個

面向來進行討論。 

一、行政地位低落 

區公所作為前線服務的基層單位，民眾的許多問題，若能在第一線接觸時就

解決，將會提高行政效率，建立效能政府，加以區公所對區域特性的熟稔，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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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政府的各局處，更能夠以適當的方式達成任務。換言之，隨著時代的發展，

區公所的行政定位應由過往的溝通協調角色，轉變為區政問題的直接處理者（席

代麟、樊中原，2003）。然而，當前區公所在直轄市治理中的角色定位，屬於市

政府在各區的業務機關，與市政府各局處在該區的分支機關間，彼此互不隸屬，

處於平行地位，導致區長雖然有責發揮綜理區政的功能，但卻無充足的法定權力

來指揮相關機構對特定問題進行即時的處理，造成人民需求無法即時滿足，以及

行政效率的低落。 

此外，區公所的派出機關定位，在區長官派而無民選基礎的情況下，不論是

作為基層民意的表達者或里鄰單位的領導者，所能發揮的影響力都十分有限。一

方面區長對該區民意需求的向上表達，在其對市府各局處無監督考核權的情形下，

影響力不若市議員等具有民意基礎的表達管道，造成人民寧可透過其他途徑表達

訴求，使得區公所的功能逐漸萎縮。另一方面，區長雖然具有領導里長及社區發

展協會等團體的法定職掌，但面對具有民意基礎的里長，往往面臨里長凌駕區長

的領導困境，造成整個區政運作的紊亂與不一致。簡言之，在當前區公所仍被定

位為派出機關的情況下，區公所無權，無自治權責，完全無自主權，職權太小，

功能萎縮（江明修，1997：200），低落的行政定位不但影響行政效率，對於區政

功能的發揮，亦形成障礙。 

二、行政能力不足 

任何行政體制的運作，都必須有適切權力與資源的配合，在具備行政能力的

情況下，才能夠落實良好的治理成效。而行政能力的內涵，在於行政體系是否具

備足夠的權力、人力與財力來進行運作，三者之一的缺少，都會導致治理能力的

衰退。而當前區公所的制度設計，呈現的卻是三者皆無的窘境。首先，區公所既

有的法定職掌十分狹小，能夠直接進行處理的業務十分有限，遇事幾乎只能層層

請示與移轉給相關單位，缺乏足夠的權力基礎來進行各區的治理。雖然市府各局

處能夠透過業務授權的方式，將部分業務移轉至區公所直接辦理，但這些授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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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授事不授人，未給予資源的授權，固然擴展了區公所的權力範圍，但對於區公

所行政能力的提升，卻無任何實質的幫助。 

其次，在區公所的人力配置上，目前區公所的人員編制，僅依照各區在人口

數量上的差異進行規劃，人口數多的地區員額多，人口數少的地區員額少。這樣

的人力配置在形式上雖然合理，但卻忽略這些區公所服務人員對所屬該區的情況

熟稔與否的重要性，造成服務人員與服務對象的冷漠與疏離。而此種問題出現的

根本原因，在於當前並未賦予區長對所屬區公所員工的人事同意權，不論是區公

所內部的人員，或市府各局處在該區各分支單位的人員，大多透過公務人員考試

進行分發與派用，這些到職的員工，缺乏對服務對象特性（城市或鄉鎮）差異的

認知，對區公所也無在地認同（江明修，1997），使得區政的運作，姑且不論員

額配置是否足夠，在服務人員特性與地方需求的配合上，產生不小的落差。換言

之，當前區公所在人力配置上，未能針對各地區在人力需求上的特殊性賦予任用

管道與方式上的彈性，致使所屬人員未能完全滿足所屬行政區的在地需求。 

最後，在區公所的財政能力方面，由於區公所並非自治法人，缺乏獨立的預

算編制權，其所能運用的預算額度，完全仰賴市政府該預算年度編列的金額而定。

而目前市政府對所屬各區公所的預算編列，通常僅提供各區公所人事費與小額的

建設經費，且基於「平衡發展｣的考量，對於各區預算通常採取齊頭式平等的編

列方式，往往無法滿足特定區域的建設需要或迫切需求（江明修，1997）。因此，

在缺乏獨立財源與預算權的情況下，區公所並無充足的財政能力來落實區政的發

展。綜言之，目前區公所派出機關的行政定位，連帶的使其行政能力受到限縮，

區政的運轉無法得到行政資源的有效挹注，在無權、無人也無財的限制下，無法

推動區政的有效運轉。 

三、行政功能不彰 

區公所行政定位的低落與行政能力的不足，也連帶的影響到其所擔負行政功

能的發揮，亦即當前的區公所體制在上述的承轉、服務、領導與整合等功能的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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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上，都面臨困境。首先，在民眾意見的承轉過程中，由於區長對市府各局處並

不具備指揮與考核權，其向相關單位所表達的民眾需求，不太容易得到相關機關

快速有效的處理，往往在公文往返的過程中失去問題處理的即時性，使得區公所

在民眾心中逐漸不再被視為一種有效的意見傳遞管道，承轉的功能逐漸被其他民

意表達管道所取代。其次，囿於行政能力的缺乏，區公所能夠主動對人民提供的

服務亦受到限制，面對在地居民各式各樣的要求，區公所可能根本沒有採取行動

的權限，即使透過相關局處的授權取得服務的合法性，人力上的不足以及預算上

的捉襟見肘，仍讓其無法提供使人民滿意的服務，進而衍生人民對區公所服務的

不滿。 

再次，現行區公所組織規程雖然賦予區長對轄區內各局處的分支單位進行領

導的權限，但領導的強度極低，無法發揮實際上的領導效果。以台北市為例，依

其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的規定，區長對於行政區內之警察、消防、戶政與衛生

等機關、國民中小學校、區清潔隊、養護工程分隊、路燈工程分隊及園藝工程分

隊，在執行區內自治業務、為民服務工作及上級交辦事項時，具有指導權。但此

一指導權，在法律規範上並未提供區長貫徹其領導權的強制力，加上缺乏對相關

單位的考核權，這項指導無異於不具強制力的建議，相關單位大多依照上級長官

的指示行事，區長的領導功能只具有法條上的象徵意義，而不具有任何實質功能。

最後，現行法規雖然提供區長各種協調溝通的管道，希望其扮演綜理區政的整合

者，然而這些溝通協調的途徑，在缺乏法定強制力的情況下，大多成效不彰。以

前述最為正式的溝通方法區務會議為例，雖然規程中明定區務會議可邀請相關單

位的首長參加，就該區面臨的問題進行整體性的檢討與規劃，整合各單位的資源

進行處理。但實際運作上，因為區務會議並非強制出席，所以許多單位的主管不

是未出席，就是派其下屬參與，而這些參與的人員，可能對區務會議所討論的問

題並不熟悉，或缺乏決策權限，導致區務會議時常淪為所務會議，而無法發揮整

合各局處單位的功能，無法收綜理區政的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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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政系絡衝突 

前述的區政問題，屬於聚焦於區公所本身的檢視。但區公所並非區政運作的

治理體系中唯一的行動者，其必須和同屬於該區行政系絡中其他的行動者，進行

良好的溝通互動以及協調合作，才能有助於區域治理的開展。而就整個行政系絡

來看，目前區公所與市府各局處、里鄰組織以及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關係，並不

十分融洽，這導因於區公所本身定位的低落，無法促進其與其他單位的平等互動

以及對於下級組織的有效領導，造成各局處往往基於本位主義，各行其是，對於

區公所的意見往往置若罔聞，而里長則基於民選背景的民意支持，自我膨脹而抗

拒區長的指揮，造成區政的行政系絡無法協同一致為共同目標來努力。簡言之，

目前區政的制度規劃並無法營造一個互助合作的行政系絡，區公所能否與其他行

政組織建立和諧互惠的互動關係，端視區長個人是否具備協調溝通的能力而定，

正式的制度設計往往只能造成彼此的衝突（江明修，1997；席代麟、樊中原，

2003）。 

從以上對於當前區政制度的功能以及區政問題的討論，可以看到目前將區公

所作為派出機關的行政定位，是相關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其不是自治體，

所以地位低、資源少、功能弱，進而難以在行政系絡中進行妥適的運作。如果當

初派出機關的行政定位是時代背景下的抉擇，那麼這項抉擇似乎在當前的環境中

面臨著不小的困境，而自治權限的賦予是否會是當前困境的解答，則有必要就自

治與否的爭議以及自治與否的利弊得失進行討論。 

參、區公所制度對地方社會資本可能的影響 

以上對區政問題的反省，固然指出了此種地方制度安排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遭

遇的困境。然而，此種制度運作上的缺陷，是否必然會造成地方社會資本的衰退，

在藉由實證性的觀察加以解答前，本研究認為可以先從應然面的制度結構進行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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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作為後續實然面觀察結果的對照基準。由於本研究對社會資本的衡量，是從

制度設計的構面來看其對構成社會資本的網絡、規範及信任這三個要素造成的影

響。因此，以下的討論，將從區公所體制對網絡、規範及信任這三個要素可能造

成的影響進行論述，說明區公所體制轉換對地方治理中社會資本的積累過程可能

的後果： 

一、區公所體制對網絡要素的影響 

社會資本的網絡要素，強調由特定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群體，進行彼此互動的

場域與組織結構。將這樣的特性置於區域治理的系絡進行討論，體現的便是區域

政府與民間團體和社區組織在地方事務處理上所建構的互動網絡。而此一網絡運

作情況的好壞，可以就前述在說明網絡要素中所提及的網絡開放性以及結構型態

進行分析。首先，區域治理的網絡，是由許多不同的行動網絡，圍繞著特定的地

方議題組合而成，呈現出參與成員的變動性。因此，區域治理的網絡，並非單一

的組織結構，而是由許多不同的網絡結構形成的單一整體。基於多元網絡的結構

特性，社會資本在區域治理網絡中的累積，有賴於此一結構提供不同社群網絡彼

此互動的平台以及從事合作行為的資源供給，亦即彰顯出網絡結構的「開放性｣。

而就區公所的制度設計而言，區公所本身在區域治理網絡的建構與維持上顯得力

不從心，一方面因為區公所本身派出機關的行政定位以及行動資源的限制，區公

所無法藉由資源的供應以及互動平台的創造來建構區域行動者之間的互動網絡；

另一方面受限於民意基礎以及地方認同的不足，無法有效融入既有區域治理的網

絡結構，導致無法突破個別社群網絡的封閉特性，不利整合型互動平台的建構。 

其次，在區域網絡結構的型態部分，在網絡要素的討論中，可以看到多數論

述都肯認水平結構的網絡型態較有助於社會資本的累積。換言之，如果地方制度

的設計能夠創造一個行動者之間彼此平等，資源對稱的互動結構，這樣的區域治

理網絡應當能夠成為地方社會資本累積的搖籃。然而，就區公所的制度設計來看，

作為市政集權下市政府在各行政區的分支單位，區公所和民間團體與社區組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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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偏向垂直式的命令傳遞與民意傳達，較少水平式的協力行動。加以區

長官派而非民選，在面對具有民意基礎的里長時，雙方難以在相同的權力基礎上

平等互動，甚至衍生衝突，造成區域治理的網絡結構無法落實行動者間平等互動

的水平式特性，無法建構有利於社會資本產生的水平網絡。綜言之，區公所的體

制設計，在多元網絡結構所需要的開放性以及平等互動行動場域的建構上，都無

法有效發揮正面的功能，對地區社會資本的累積存在負面影響。 

二、區公所體制對規範要素的影響 

社會資本的規範要素，指涉的是網絡結構中行動者彼此互動時的行為準則，

以及能夠讓這套行為準則在行動者之間被確實落實的懲罰機制，至於這套行為準

則的實際內涵，則是行動者彼此互惠的行為規範，而懲罰機制的意義，強調的是

行動者對自身行為自主性的非自願讓渡。若將這樣的界定置於區域治理的系絡進

行討論，在處理地方事務的治理網絡中，有助於地區社會資本發展的行為規範，

必須讓地方決策盡可能符合地方決策者與地方民眾的共同利益，同時藉由地方居

民對地方決策者課責機制的提供，來確保此一規範的有效運作。從這樣的內涵來

反思區公所的制度設計，首先，由於區公所承襲市政府的指揮監督來運作區政，

在地方事務的處理上，著重市府命令的貫徹，地方利益的滿足並非區公所運作時

的重心，使得區公所和地方社群之間的互惠行為較難推動。 

其次，區長由市長任命的官派方式，使得區長與地方社群之間的互動強度，

不若區長與市長來的高，導致行動者之間互惠規範的產生與維繫，在直轄市長與

官派區長之間較為容易，而不易在區域治理的治理網絡中產生。最後，相較於市

長對區長所擁有的人事任免權，地方民眾對於官派身分的區長缺乏實質有效的課

責手段，當區長的行政決策不符合地方利益時，地方民眾在制度上並沒有具體的

途徑要求區長對地方民眾負責，課責機制的缺陷形同區域治理網絡中互惠規範的

出現障礙。整體而言，當前區公所的體制由於強調市政集權的運作特性，區長是

直轄市長在各行政區的命令執行者，而非地方民眾選出的領導人，在缺乏地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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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及課責壓力的情況下，區公所和地方社群之間的互動不利彼此互惠規範的存續，

對社會資本的累積存在負面的影響。 

三、區公所體制對信任要素的影響 

社會資本的信任要素，強調的是社群成員之間對集體合作的互利行為所抱持

的心理認同，而這種心理認同的出現，可能是特定社群成員之間長期互動之下的

資訊基礎，亦可能是一種對不特定成員善意行為的樂觀期待，而這種期待的產生，

屬於社會成員在社會化過程中對人性善惡的判斷結果。政治制度對於此種判斷結

果的影響，源自政治決策的公平性對於政治信任的形塑，藉由政治信任的提高來

強化人際之間普遍信任的建構，作為信任累積的基礎。若將這樣的界定置於區級

治理的系絡進行討論，區級治理的制度設計，假使能在決策中盡量顧及各方觀點，

同時在資源分配的考量上盡量公正客觀，則地方治理網絡中的行動者，對於地方

事務處理的遊戲規則將更有信心，進而強化全體行動者之間的彼此信任，帶動區

域內部社會資本的增加。而對區公所制度設計的觀察，不難發現官派區長的治理

體制，相較於地方自治的選舉競爭以及附帶而來的派系政治，屬於一種政策執行

的公務員體系。比起自治體制的選舉競爭以及選後的人情包袱，區公所的運作一

方面無需顧慮選舉壓力以及人情關說；另一方面受限於公務人員行政中立的行動

限制，在運作上必須依照市政府所訂定的遊戲規則來辦理地方事務，相較於過去

自治體制因選舉而可能衍生的決策偏頗或資源分配的不公平，區公所的制度設計

在治理網絡行動者中應該較為公正平等，對於地方治理網絡中行動者彼此互利的

心理認同能夠有更積極的促進效果，對於社會資本的信任要素存在正面的影響

力。 

總結而言，區公所的制度設計，對於地區社會資本的累積，在結構性要素的

網絡及規範上，由於資源權限的不足，無法形塑互動良好的網絡動態，加上互動

頻率偏低與課責機制的缺乏，阻礙區公所與地方行動者間互惠規範的維繫，對於

社會資本的發展存在不利的影響。但在認知構面的信任要素上，由於不存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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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輔以公務體系的行政中立特性，區公所體制對於地方行動者間互惠心理的

建構有所幫助，對於社會資本的累積帶來正面的影響。而上述對區公所體制在社

會資本發展上可能影響的論述，對於從過往鄉鎮市自治體轉換為區公所體制的新

直轄市各區，是否存在，則是本研究後續分析的重心，以及對未來制度設計提供

調整建議的基礎。 

第三節 區自治之爭議與利弊分析–鄉鎮市

經驗的反省 

當前區政運作所遭遇到的困境，某種程度上源自於不具自治權限的派出機關

定位。那麼，賦予區自治法人的權限，這些問題是否就能迎刃而解？這涉及區應

否自治的議題討論，對於這些問題，具有長久地方自治歷史的鄉鎮市經驗，在探

討區自治的相關爭議時，頗值得參考。因為區與鄉鎮市屬於相同的行政層級，且

鄉鎮市在區的自治法人地位取消後，仍持續進行地方自治的運作，在自治過程中

也不斷面臨是否應該取消自治的爭議，對於相關爭議的檢視，有助於在對區進行

定位時的思考。因此，以下將針對有關鄉鎮市應否自治的正反論證進行陳述，而

後在這些論述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過往鄉鎮市自治經驗對區制定位的啟示。 

壹、反對鄉鎮市自治的理由 

一、基層選舉與黑金派系的掛勾 

鄉鎮市自治中最為人詬病的部分在於基層選舉往往成為黑道、金錢和派系政

治滋長的溫床（丁仁方，1997：14）。首先，派系政治的存在不利於地方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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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結，每次鄉鎮市長及代表選舉都無異於一次地方派系的「大車拚｣，選舉時

的摩擦往往造成日後鄉鎮市公所與代表會之間彼此杯葛的僵局，派系衝突凌駕於

人民福祉的情況屢見不鮮（謝嘉梁，1996：9）。而實際的資料亦指出，在台灣省

309 個鄉鎮市中，派系嚴重的鄉鎮市有 45 個，占 14.6％；輕微的有 109 個，占

35％；無派系的鄉鎮市有 155 個，占 50.1％（趙永茂，1998b：171–175），顯示

有接近半數的鄉鎮市存在派系衝突，對於地方事務的處理產生不良的影響。 

另一方面，基層選舉往往淪為地方黑道掌握地方資源的管道，藉由與地方派

系的合作，透過選舉漂白為基層民代，並利用預算審查權來反制地方政府甚至涉

及包娼包賭事件（劉念夏，2001），導致在「劣幣驅除良幣｣的反淘汰效應下讓地

方政治生態不斷惡化，趙永茂針對地方黑道介入地方議會的程度提供實證數據，

指出在全省 21 縣市中，有 57％的縣市議會已被黑道民代侵入，而在全省 309 鄉

鎮市中，黑道的普及率已達八九成之多，有些鄉鎮市民代表會甚至有高達 60％

以上的民代，出身黑道或與黑道關係密切（1998b：314）。這種黑道介入地方政

治的情況，一方面讓基層選舉作為培育政治菁英場域的功能無法彰顯，一方面在

黑道透過各種手段（如賄賂、關說或施壓）來影響行政機關運作的情況下，地方

自治無異於黑道自治而非住民自治，偏離地方自治的核心精神與本質，更讓民主

政治有從基層爛起之虞。 

基於鄉鎮市自治與黑金派系的密切關係，廢除鄉鎮市長選舉以及鄉鎮市的自

治地位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具體策略。在支持廢除鄉鎮市自治的論述中，最主要

的立論依據便是抑制黑金與派系政治的氾濫，認為只有廢除鄉鎮市選舉，並將鄉

鎮市長改為官派，才能遏止黑金勢力蔓延，淨化基層政治生態（陳恆鈞，1999：

268）。 

二、自治資源不足 

地方自治的合理運作，除了法規制度上自治權的給予之外，作為一個自治單

元也必須具備處理地方事務的充分資源，唯有在權、財、人三者皆備的情況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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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地方自治的品質。我國鄉鎮市普遍遭遇缺人、缺錢、缺權等無法治理

（ungovernability）的困境（謝嘉梁，1996：8）。長期以來鄉鎮市居於地方政府

最基層的地位，猶如「管線末端｣，從中央政府所分配到的財源十分有限（呂育

誠，2000：53），加上自有財源占歲入比率偏低，無法擺脫對上級補助款的依賴，

導致地方建設整體性資源配置失調以及消極被動、推諉塞責的行政作風，形同「跛

腳的自治｣。另一方面，由於組織編制上限、職等偏低與升遷不易等因素，鄉鎮

市公所的人員招募十分不易，導致業務推動上時常面臨人力不足的窘況。最後，

鄉鎮市的自治權限其實並不明確，在業務處理上時常得請示上級，無從落實地方

事務的真正自主（謝嘉梁，1996：8–9）。 

作為地方自治的一個層級，鄉鎮市政府在資源上的缺乏讓其無法有效地推動

地方事務的自主與自理，當鄉鎮市自治淪為一種名存實亡的制度運作時，將相關

事務的處理權限回歸更高層次的自治體系，將有助於矯治這種不健全的自治機制

對地方居民福祉的傷害，讓地方自治的運作帶來更好的結果。 

三、撙節成本與改善行政效率 

鄉鎮市長與民意代表的選舉不但有黑金與派系掛勾的問題，相關選舉活動更

耗費眾多的社會成本，頻繁的選舉活動帶來的政治動員不僅影響社會秩序，同時

浪費許多寶貴資源（江大樹，2000：41）。另一方面，由縣、鄉鎮市到村里所構

成的三層式地方層級結構，在公文往返上將衍生許多時間成本，在層層移轉與事

事請示的情況下將延誤事務處理的適切時機，無法即時滿足人民的需求，對於行

政效率的改善形成阻礙。因此，藉由鄉鎮市自治地位的取消一方面可以省下龐大

的選務支出，一方面透過行政層級的減少強化行政內部的溝通效率，縮短行政機

關對地方事務的反應時間，改善行政效率。 

貳、支持鄉鎮市自治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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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度缺陷不足以否定自治價值 

支持鄉鎮市自治的見解對廢除自治來改善黑金與派系政治的論點提出抨擊，

認為鄉鎮市選舉、自治的惡質化，與過去台灣地方政治發展黑道化、派系化的大

環境有關，並非自治本身之罪（陳立剛，1999：287）。換言之，鄉鎮市選舉本身

並非是產生黑金與派系政治的原因，而是黑金與派系政治氾濫下用來獲取私人利

益的工具與手段，造成地方亂象的原因不是自治本身，而是搭配自治運作的相關

制度，諸如政黨不當提名、選舉制度以及法律規章之制訂與執行不力等因素所造

成。如果因為制度缺陷引發的負面效應而否定鄉鎮自治的合理性，無異於為了倒

掉骯髒的洗澡水，同時也把澡盆裡的嬰兒一起倒掉（廖益興，1997：14），或當

一個嬰兒身患重病時不考慮治療而直接殺死般的不合理，不思制度的修正與改善

而直接將制度廢止，本質上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苟且心態。 

另一方面，如果因為鄉鎮市自治是黑金與派系政治的溫床而將其廢止，在病

原體未完全根除的情況下，一個溫床的去除將衍生另一個溫床的產生或病情惡化。

當地方黑金與派系失去了鄉鎮市選舉的發展空間，其可能轉戰縣級選舉或其他更

高層次的自治選舉，派系的衝突與黑金的氾濫將越演越烈。如果說基於防止黑金

與派系政治而要廢除鄉鎮市選舉，那麼當黑金與派系將雙手伸入縣市議員或立委

的選舉，黑道人士透過這些選舉進行漂白或發生賄選及暴力事件時，是否也要將

這些選舉加以廢除（林山田，2000：39）？透過相關論述可以看到鄉鎮市自治的

合理性，並不應該為了制度設計所引發的缺陷而遭到貶抑，適切的作法是透過制

度的修正來矯治過往的缺失，而非逕行否定鄉鎮市自治的價值。 

二、行政效率的追求無法替代行政效能的重要性 

鄉鎮市自治的廢除在行政層級簡化的情況下或許有助於行政效率的改善，但

各項施政能否符合鄉鎮市民的要求而兼顧「效能｣（effectiveness）則不無疑問。

當鄉鎮市長由民選改為官派，則地方鄉鎮市首長對於民瘼的理解與敏感度可能會

形成偏差，導致地方政府的服務提供與人民需要無法適切配合（陳立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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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進一步來說，鄉鎮市長官派讓上級政府在人選考量上以配合與服從為第一

優先，至於該人選是否確能符合各鄉鎮市的需求則容易受到忽視（呂育誠，

2000）。 

在地方事務處理上，行政效率與行政效能所彰顯的意義存在巨大差異，前者

強調「政府公務的處理時間與速度｣，後者則著重「政府的施政能否滿足民眾需

求｣。鄉鎮市自治透過人民選舉來產生一個較符合當地需求的首長人選，讓鄉鎮

市政府的施政更貼近地方居民的期待以及展現出各地的特色，如果人民的需求在

這樣的運作方式下能夠得到較理想的滿足，那麼高度的行政效能將可抵消鄉鎮市

自治在行政效率上的缺陷。 

三、鄉鎮市自治為民之所欲且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成熟 

部分支持地方自治的論述跳脫黑金與派系政治的理論之爭，而訴諸於地方民

意的直接探究，藉由實際的民意數字做為反駁廢除鄉鎮市自治的立論基礎。文忠

國（2000）以國民黨於 2000 年所做的民意調查為基礎，指出超過半數（五成一）

的選民支持未來鄉鎮市長繼續民選，顯示鄉鎮市藉由住民自治的方式來運作仍然

是一般人民心中較理想的運作型態。而陳德陽（1998）則針對原台中縣與台中市

轄下的鄉鎮市與區公所進行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鄉鎮市民眾較區公所民眾有

較高的地方認同與信賴感，而兩者在行政效率的比較上則沒有差異，一方面凸顯

鄉鎮市自治相較於區長官派較受人民青睞，一方面對廢除鄉鎮市自治有助於行政

效率改善的論點提出反證。從以上兩位學者提供的論述來分析，可以看到一般民

意的趨向在自治與官治的選擇中仍然較偏好於自治，顯見透過人民當家自主來決

定地方首長以及地方決策仍是人民心中地方制度的理想模型。 

另一方面，誠如地方自治先驅 James Bryce 所指陳的：「民主政治最好的學習

和民主政治成功的最佳保障便是實施地方自治｣（Bryce, 1924:133，轉引自趙永

茂，1998a：11），地方自治對於民主政治的健全具有深遠意義。鄉鎮市層級的自

治機制提供民眾參與公共事務及培養地方認同、鄉土意識的管道，若廢除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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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將限縮地方實施自治、民主學習的場域，與地方自治為民主基石的觀念相

違（夏鑄九，1996）。民主政治的基石為具備良好素養與知識的公民，透過基層

自治經驗的累積培養基層民主的操作知識與經驗，提供整體民主制度存續的基礎，

形塑由下到上的民主鞏固，帶動民主政治的成熟。由此可見，鄉鎮市自治不論從

民意趨向或民主價值的層面進行觀察，都呈現出存在的必要性而不宜加以廢除。 

參、鄉鎮市自治經驗對五都下區自治的啟示 

在以上針對過去鄉鎮市自治經驗的討論可以看到，作為一個具有自治能力的

行政單元，鄉鎮市的自治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不但讓自治的運作缺乏效率或

悖離人民福祉，甚至衍生出許多侵蝕基層民主的政治亂象，在思考新直轄市轄下

之區是否應以自治法人的定位進行區政的處理時，過往相關弊病的指陳似乎給予

了否定的答案。然而，若對這些批評進一步的加以檢視，可以發現其大多是指出

制度設計的缺陷所導致的不良效果，而非對自治在民主政治中的價值進行挑戰，

顯示當制度的設計能夠避免相關弊病的出現時，自治權力的給予應是大家所共同

肯認的作法。另一方面，在上述區政問題的分析中，不難看到自治地位的取消，

對於特定行政區域的發展，未能根本改善行動資源的不足，也無助於行政效率的

提高，顯見自治地位的取消並非邁向地方善治的良方，更可能扼殺地方特色的展

現與住民力量的凝聚，從而不利於區域的發展與生存，而相關論述對區自治與否

的利害得失可以整理成表 3-2。總結而言，從過去鄉鎮市自治經驗的反省以及區

政制度運作的檢視，可以看到在當前的制度規範下，自治或官治的體制都存在不

小的缺陷，區公所在未來的定位或許不是簡單的自治與否二選一，而涉及更多制

度面向的改革。但是，本研究認為，除了制度面向上的檢視外，制度運作對社會

資本存量的影響，是思考區制定位時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因此，五都建制後，其

轄下之區在社會資本存量上的增減，是思考區未來應否自治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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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區定位為地方行政單位與地方自治團體之比較 

 地方行政單位 地方自治團體 

區之性質 
區為市之派出機關，為地方行

政單位。 

區為法人，為地方自治單元。

組織架構 
只設區公所，無區議會之設

立。 

設區政府與區議會。 

區長產生方式 區長官派，無區議員之選舉。 區長、區議員由區民選舉產生。

財政來源 
無稅課收入之財源，區之預算

由市政府撥支。 

區具有稅課收入之自主財源。

權限劃分 
偏向市政集權，未能因地制

宜，不符地方自治之精神。 

偏向市政分權，因地制宜，具

有地方自治之精神。 

實際權力 
區公所有責無權，無法達到便

民、效率原則。 

區公所有實權，可以達到便

民、效率原則。 

區長領導功能 
區長領導與統合區級單位之

地位基礎薄弱。 

區長領導與統合區級單位之地

位無庸置疑。 

施政統合程度 

1. 可避免市長與區長黨派

不同而發生施政困難。 

2. 提高市政和諧統一，避免

各自為政。 

1. 市長與區長黨派不同易生

歧見，施政難以統一 

2. 難免區各自為政，形成地

方派系傾軋 

對人民之影響 區長官派，剝奪人民參與權。 區長民選，落實公民參與。 

資料來源：江明修（1997：67）。 

第四節 國外都會的區制參照 

新直轄市出現的背景，在於順應全球化下城市競爭激化的需求，藉由行政區

域的擴大與整併，提升都市的全球競爭力，進而帶動國家的發展。換言之，目前

台北市、新北市、台中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等五個直轄市，不單是五個獨立的行

政體，而是一個都會區的核心地帶，扮演區域發展的領頭羊角色。在都會下轄的

區政制度設計上，有必要參考先進國家都會的區制規劃，做為未來制度變革的參

考。因此，以下茲就美國紐約、英國倫敦、法國巴黎、德國柏林以及日本東京等

五個都市的區政規劃進行說明，作為我國區制設計的參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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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美國紐約市的區制設計 

紐約市下轄五個行政區，分別為曼哈頓(Manhattan)、布魯克林(Brooklyn)、

布朗克斯(Bronx)、皇后(Queens)和斯坦頓島(Staten Island)，這五個區在行政定位

上並非自治的主體，而是作為市政府的組成部分，基本上是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周

育仁，2011：27）。而在區政組成與權限方面，各區的區長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

但並沒有區議會的設置，公民對區政事務的參與，主要是以由區民自願參與所組

成的社區委員會為主要管道（劉子昱、廖達琪，2011：43），該委員會由 50 名經

由直接選舉且無薪的成員組成，任期 2 年，每年改選一半，連選得連任，而所有

紐約市議會議員都是社區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周育仁，2011：27）。 

在區長的權力部分，雖然整體的市政管理是由上級的紐約市進行統一規劃，

但每位區長有權參與市政府的預算委員會，並且擁有投票權，另外也有擁有一定

程度的人事命令權，諸如退伍軍人協會、市政財務委員會、行政區劃委員會等，

區長皆有指派人員參與的權力。雖然區長有部分的自主空間，但其自治權力受到

市政府與社區委員會的限制，市與區之間強調嚴謹的上下從屬關係，加上並未設

立民選的區議會讓區政接受民意監督，顯示紐約市的區體制與當前五都的區公所

都屬於一種負責特定業務的派出機關，並不具備自治權，但相較於當前新直轄市

的制度設計，紐約市下的各區顯然有更多在人事與財政上的自主權與影響力。 

貳、英國倫敦市的區制設計 

倫敦市當前的次級結構包含了大倫敦市(Great London Authority)以及 32 個自

治區(boroughs)，每區人口 16 到 30 萬人，各區皆直選區議員並組成區政府（劉

子昱、廖達琪，2011：44），基於英國內閣制行政立法合一的精神，區政府也以

行政立法權合一的設計運行，區長由區議會內部產生，而不藉由民選的途徑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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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這些區議會同時履行區政的立法與行政權，在與市長權力的劃分下，其服

務職能主要有教育、住宅、社會服務、地方道路、圖書館及博物館、廢棄物收集、

環境健康等（周育仁，2011：48），藉由單一或數個區議會的彼此合作來處理區

內的各種事務。從這樣的制度精神可以理解，倫敦市下的自治區並非只具備上級

授權事項的執行權，同時也具備區內許多事務的自主空間，定位上較接近自治法

人，而非派出機關，地方居民的需求可以由因地制宜的區議會來進行滿足。 

參、德國柏林市的區制設計 

柏林市目前下轄 12 個行政區(Bezirk)，施行民選體制，經由政黨比例代表制

所 選 出 的 區 民 代 表 (Bezirksverordnete) 組 成 區 民 代 表 會

(Bezirksverordnetenversammlung)來推動區政運作（黃錦堂，2009）。根據德國區

自治法(Bezirksverwaltungsgesetz)的規定，區為柏林邦之不具法人資格之自治體

（周育仁，2011：34），其組織結構採行政立法二分的設計，由行使行政權的區

政委員會以及監督行政機關的區民代表會構成區的組織建置。 

在區民代表會的部分，其是由 55 位公民直選的區民代表組成，其選舉期程

與德國柏林邦國會的選舉同時舉行，任期為五年，若國會提前改選，則區民代表

會亦提前改選，區民代表會的席次依照各政黨得票比率進行分配，設有 3%的分

配門檻，其主要職權為監督區政之實施，具有質詢、議決預決算、決定基本政策、

決定細部計畫以及各種同意權（黃錦堂，2009）。而在區政委員會的部分，其成

員由區民代表會選出，依區民代表會的政黨席次比例分配區政委員會的 6 個名額，

其中一名區政委員為區長，亦即採取委員會制的組織模式，區長具有整合區政委

員會意見、執行區民代表會決議以及向區民代表會提出議案或對其決議表示異議

之權力。整體而言，柏林市下的區並非完全的自治體，其自治功能並不強大，必

須受到柏林市議會參議院的監督管理（劉子昱、廖達琪，2011：46）。但與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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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派出機關相較，顯然具備更多自我管理與決策的空間。 

肆、法國巴黎市的區制設計 

巴黎市下轄 20 個區，各區成立區議會，區議員由公民直選的方式產生，較

特別之處在於區議會成員的組成上，將區議員分為兩類：第一類是參與區議會直

接選舉的區議員當選人，人數占全體區議員的三分之二；第二類則由各區直選的

市議員來兼任區議員的職務，人數為全體區議員的三分之一（紀和均，2009：6–

7）。而各區議員的席次總數，則按各區人口多寡決定，介於 10 到 40 席之間。

而區議會的功能，在於將各區所重視的利益及事務，向市長或市議會表達意見，

亦得在滿足「各區地域內之事務｣、「攸關居住、管理或社會文化設備之決定｣以

及「具備該區特殊性｣的條件下，對於各區事務進行實質的審議，換言之，其相

當於政府與人民間的中介者（紀和均，2009）。而巴黎市各區區長，則由區議員

互相推舉的方式產生，擔任區議會的主席，在區的相關事項上具有表達意見的權

力。 

從區議會的職能以及區長權限來觀察巴黎市的區政運作，其在行政定位上較

接近於巴黎市議會的派出機關，雖然具有特定的審議權以及意見轉達權，但具體

的區政事務仍然是由上級的市議會進行決策，不論是區長或區議會的意見，都只

能算是一種參考，並無絕對的決策影響力。盡管如此，藉由民選的區議會進行各

區意見的傳達，在具備民意基礎的情況下，仍比當前我國新直轄市官派區長的方

式更能反映不同地區的特殊性，強化意見轉達的有效性。 

伍、日本東京都的區制設計 

東京都目前是由 23 個特別區所構成的地域，稱為東京 23 區，這 23 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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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 1974 年以前，屬於都政府的派出機關，區長由都政府指派，且無區議會

之設置，直到 1974 年以後改行區長民選制度，設區議會、區議員由民眾直選，

獲得行政事務處理權，成為自治團體（蕭全政，2009）。特別區的組織建置秉持

行政立法二元制衡的精神，區議會監督區長及區政府之政策執行與預算，在準用

日本基礎地方自治體「市｣之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其原則上具有相當於市之法人

格，但基於特別區內行政整體性與統一性的確保，其在行政權與財政權的運作上，

受到上級都政府較多的約束（蕭全政，2009）。雖然存在這種上下之間特別的互

動關係，但區政府與都政府之間並非完全的上下從屬關係，而擁有高度的自治權，

加上自 2000 年特別區制度正式實施後，都政府逐漸將與居民生活密切相關的行

政工作移交給特別區自行處理，使得特別區幾乎與市等級之自治團體權限無異

（蕭全政，2009；周育仁，2011）。簡言之，東京都下的區政設計，將區政府定

位為有充分自治權的地方團體，而非派出機關，不論在公民參與或地方政府能力

上，都保持高度的彈性與自主性。 

以上五個先進民主國家都會與我國五都的區政體制設計，可以整理成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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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國都會區政制度設計之比較 

都會 與次級政府關係 
行政立

法關係
下層組織型態 

區長

直選 

議會

直選

紐約 區長非官派 單一 
區民自願參與社區委員會，

委員會從屬於區政府。 
有 無 

倫敦 區長非官派 融合 
各區選舉區議員並組成區政

府。 
無 有 

柏林 區長非官派 融合 

由區議會產生區政委員，非

獨立機關，從屬於柏林市參

議院。 

無 有 

巴黎 區長非官派 分立 
區議員推選區長，區議員直

選以及由市議員兼任。 
無 有 

東京 區長非官派 分立 
選舉區議員及區長，組成區

議會及區政府。 
有 有 

台灣

五都 
區長官派 單一 

區長官派，區政諮詢委員非

人民直選。 
無 無 

資料來源：劉子昱、廖達琪，2011：53。 

而對該表進行分析，可以看到雖然各都會因為國情與環境的不同，而有偏向

派出機關或自治團體的差異，但不論是在提高行政效率的目標下，保留民眾對地

區事務的參與權，或是在強調住民自治的體制設計下，融入效率提升的配套方案，

基本上都試圖在強調行政效率的派出機關以及強調民主治理的地方自治團體間，

求取某種程度的平衡（劉子昱、廖達琪，2011）。反觀我國當前新直轄市下的區

政設計，在制度設計上完全不給予民眾參與地方事務的空間，獨尊行政效率而忽

略民主治理，在累積地方認同以及凝聚地方意識、促成地方協力治理，以及積累

社會資本的過程中，可能都會產生較為負面的影響。這樣的制度效果，在由自治

體的鄉鎮市轉換為當前區制的情況下，若的確存在，則這套制度設計就有加以改

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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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區制相關文獻回顧 

對於區政制度的研究，新直轄市改制的確定是一個重要的分水嶺，改制前的

區制分析大多針對區公所的體制設計以及實際運作進行檢討，進而提出改革的建

議。而改制後的區制研究，則在直轄市角色轉換以及地方善治追求的基礎上，從

許多不同的面向來思考區制的改革，呈現研究觀點的多樣性。因此，以下將以新

直轄市改制作為劃分基礎，將區制相關文獻的回顧分為「新直轄市改制前｣及「新

直轄市改制後｣來進行討論。 

壹、新直轄市改制前的區制檢討 

在地方制度法修正以及縣市升格直轄市申請案通過之前，對於區制的檢討大

多是針對台北市與高雄市兩直轄市的區政制度進行探究並提出一些改革的相關

建議。吳定（1993）在探討將台北市、台北縣與基隆市三地進行區域整合與重劃

的研究中指出未來區公所應扮演更多重要的服務提供角色，透過自治權的給予或

相關事務的授權來建立市政府與區政府之間密切的合作關係，以因應大台北都會

區建立後對行政區定位的需求。江明修（1997）在對台北市區公所定位與組織功

能的研究中，針對台北市的區政運作問題進行分析，指出台北市區公所存在行政

定位不明、區政結構不利行政效率、無法發揮整合、領導、承轉與服務功能、無

法與上下級單位進行有效溝通以及無法促進積極的公民參與等問題，建議未來應

朝區自治體制方向改進。承接以上兩位學者對直轄市下區公所運作的探討，呂育

誠（2001）對直轄市區公所的角色與地位進行思考，認為區公所的制度一方面在

制度設計上存在指揮關係的模糊性，一方面無助於功能面上市民需求的滿足，後

續的改革應先對區公所未來的定位與角色加以確定，並依據此一定位與角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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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體的調整策略。上述對於區公所體制的反省，在類似的研究當中大多得到相

同的結論，這些研究大多指出當前區公所在派出機關的定位下，缺乏足夠的權限

與能力運作區政，也無法發揮實際的領導和整合功能，隨著民眾需求的膨脹與多

元化，實有必要提供其更多的權力基礎，強化區公所的功能。（傅宗懋、許濱松，

1987；詹滿媚，1995；許長仕，1996；席代麟、樊中原，2003；莊建築，2005；

孫清泉，2005）。而對區公所體制的分析，在制度設計差異不大的情況下，針對

台中市區公所（詹文富，2007）以及高雄市區公所（陳百山，2004）的研究得到

的結論並沒有與台北市區公所存在太大的不同，顯示區公所的體制設計存在缺陷，

在新直轄市改制前已經是一個各界所共同認知到的事實。 

除了針對區公所的體制設計進行分析外，亦有研究從鄉鎮市體制與區公所體

制的比較來思考區政制度的改革。陳陽德（1998）以台中縣市為研究標的，探討

鄉鎮市與區這兩種不同性質的地方制度，對於民眾在地方認同、行政效率、政治

效能感、政治信任以及民眾互動等面向的感受差異，指出台中縣鄉鎮市的居民在

地方認同與政府信任及互動等項目上比台中市各區居民有較佳的觀感，至於兩者

在行政效率的看法上則沒有太大差異，進而建議區公所的制度設計應該納入更多

住民自治的精神。相較於這種對區政自治的樂觀期待，余政憲（2000）以高雄縣

市為研究對象，從行政效率的觀點，得到了十分不同的結論。其針對高雄縣下轄

之鄉鎮市公所與高雄市各區公所在人事、財政與施政面向上的差異，對交易成本、

代理成本以及運作穩定性上的成本進行比較。指出鄉鎮市公所的自治運作，在鄉

鎮市人員素質低落、財政難以自主，以及縣政府與鄉鎮市彼此衝突的情況下，存

在較高的交易成本、代理成本以及施政穩定的維持成本，進而導致行政效率不彰。

因此，從施政效率的角度來進行思考，其認為應該廢除鄉鎮市的自治體制，改為

官派的區政體制，藉以提高地方政府的施政品質。以上兩種對區政設計的不同主

張，揭示了區的行政定位在改制前就存在爭議，而這些爭議的討論，隨著新直轄

市改制的定調，直轄市下區公所體制的一體適用引起了更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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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直轄市改制後的區制檢討 

相較於新直轄市改制前區制的檢討主要以傳統區制在運作上的缺陷作為改

革訴求，改制後相關的討論則聚焦於地方政府角色的轉換以及藉由區級政府定位

的改變作為呼籲相關改革的論述基礎。這些研究對區制的討論從不同的面向進行

切入，約略可以歸納為組織功能、行政區劃、區政自治以及都會治理等四個類別。 

首先，延續過去區政運作的討論，在五都改制後，基於區公所體制的一體適

用，過往鄉鎮市公所的地方政府體制，如何轉換為區公所制度，過程中面臨那些

問題，引發了研究者的討論。許郁珮（2009）以新北市為研究對象，認為過去台

北縣的 29 個鄉鎮市在改制為區公所後，將會面臨各區需求差異難以滿足、區民

參與程度的下滑以及縣市級選舉激化的情況，若欲有效調節這些問題，必須藉由

行政區域的重新規劃整併，以及配套法案的修訂等途徑來處理。而陳衫根（2010）

則以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的過程為標的，說明鄉鎮市公所在改制為區公所後，相關

業務的移轉以及財產及人力的處理過程，並指出區公所在組織職能上不若過去鄉

鎮市政府來的健全，基於直轄市下民眾需求的滿足，在依地方制度法進行行政區

劃的整併後，應該強化區公所的組織職能。 

除了體制轉換可能引起的問題以及實際過程的討論外，周淑娟（2011）更進

一步以老人福利業務在改制前後的執行情況為標的，探討鄉鎮市改制為區後具體

政策的執行情況。其指出在改制之後，由於區公所在預算、人事與組織職權上不

再具備過往的資源規模與行動自主性，加上仍屬改制過渡期，相關經費的移撥、

業務的規範仍有待釐清，使得老人福利業務的執行出現些許混亂，但整體而言，

老人福利政策的執行並未因改制受到太大的影響。而針對上述改制後的現象，陳

朝建（2011）認為是制度過渡期間的必然現象，其指出新成立的直轄市在鄉鎮市

體制轉換為區公所體制的初期，勢必面臨過往職能與資產的存廢與承接、各區福

利差異的平衡、市府業務局處的整合能力等問題，其認為新直轄市轄下各區的運



 

71 
 

作，必須從做中學，同時藉由相關學者專家意見的彙整與參照，才能盡快建立改

制後的區政運作秩序。 

其次，上述研究在區公所組織功能的討論中，大都認為若要強化目前區公所

職能虛化的問題，行政區劃的合理整併是賦予職權與資源前的前置工程。因此，

針對未來行政區劃的推動，同樣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陳朝建（2010）從新直轄

市改制前我國鄉鎮市區所存在的巨大差異出發，探討在新直轄市體制建立後的次

級政府如何藉由合理的行政區劃來落實均衡發展的區域治理理念。其指出在進行

規劃時，必須針對歷史因素、文化因素、生活圈進行考量，藉由諸如立委選區、

派出所轄區或地政戶政事務所業務範圍等務實主義的調整方案來進行運作，並以

新北市以及屏東縣為研擬的對象，認為未來可以在務實方案的基礎上，輔以其他

因素的考量，先以單一地區為對象進行實驗，作為其他縣市行政區劃的參照。相

較於具體方案的規劃與研擬，黃建銘（2010a）則對行政區劃過程中民主精神的

彰顯進行呼籲，認為在具體進行相關的規劃行動時，必須重視地方居民的意見，

一方面強化行政機關的民主思維，一方面激發民眾的參與意願並提供參與管道，

在集思廣益的情況下，建構合理的行政區劃，作為區政健全化的基礎。 

第三，在行政區劃的工作完成後，區制的定位是否應該隨之調整，亦即從過

去的派出機關調整為實行地方自治的區政府，亦存在從不同角度進行切入的討論。

黃建銘（2010b）認為新五都下轄之區不再只是單純的政策執行單位，而應該扮

演凝聚地方意識，帶動地方發展的角色。在這種定位轉換的情形下，區長是否一

體適用的以官派的方式任用，值得思考。其進一步針對「全部官派｣的單軌制以

及「部分官派、部分民選｣的雙軌制進行分析，指出前者具有降低行政成本、提

高行政效率以及避免派系政治的優點，但亦存在無法體察地方民意以及違反自治

價值的缺失；而後者則具有民主訓練以及凝聚地方認同的優點，但卻容易衍生自

治亂象、區長官派之區的相對剝奪感以及行政成本的增加。在兩種方式都存在優

缺點的情況下，其認為目前仍以單軌制為宜，亦即五都下轄之直轄市之區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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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派方式任用，待進行合理的行政區劃以及考察民意趨向後，再決定是否進行

改變。而黃錦堂（2009）也認為都會直轄市的設置目的在於快速有效的進行整體

治理，直轄市面積與人口尚非龐大、各區之政經社文結構尚難謂有重大歧異性或

複雜性、各區與直轄市間之交通與視訊傳播發達，沒有實施區自治的必要。 

相較於維持派出機關的論述，羅承宗（2010）則認為以「基層政治惡質化｣

以及「減少行政層級來提高行政效率｣作為鄉鎮市去自治化的理由並不合理，因

為地方政治的惡化主因並非制度，而是過去威權統治的遺緒以及民主意識尚未成

熟所導致的結果，藉由鄉鎮市自治強化民主德行仍有其必要。而行政效率提升的

說詞，則顯然忽略公私部門的本質差異，行政效率的提升並沒有草根民主以及在

地意識的凝聚來的有價值，因此，其主張未來仍應維持既有的鄉鎮市自治機制。

從自治所具備的民主價值出發，施正鋒（2010）認為新直轄市改制將原住民鄉鎮

市納入新直轄市後，取消鄉鎮市長及民意代表選舉的作法，與憲法保障原住民族

自治的精神相違，在派出機關的行政定位下，雖然原住民之區的區長以山地原住

民為限，但與過去做為地方首長的鄉鎮市長相比，對上級政策的影響力顯然降低，

無法有效表達原住民的意見，捍衛原住民的權利，貶抑原住民族所主張的地方民

主價值。因此，其主張新直轄市下轄之區或可考慮取消里長選舉，而舉行區長及

區議員的選舉，讓原住民族的聲音能夠被聽見。黃之棟（2012）承接上述論點，

從原住民族自治權的角度來檢視五都改制後的區政設計，指出五都升格後的區長

官派體制，無法彰顯原住民族的民族自治精神，區公所預算的不足及權限的萎縮

都使得原住民的權益與意見受到忽略。而被納入新直轄市的山地原鄉在改制為區

後，這些地區的原住民將被認定為都會原住民，在既有原住民委員會輕都會重山

地的資源分配政策下，將更無法得到應有的資源挹注，生活品質反而下降。因此，

在原住民族自治法尚未通過的當下，實有必要考慮恢復五都中原住民地區的自治

機制，落實原住民自治的精神與憲法權利。 

除了從民主價值或民族自治的角度來探討區政自治的議題外，亦有研究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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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制度的參照，也就是比較研究的角度來討論區是否自治的問題。劉子昱與廖

達琪（2011）研究紐約、倫敦、柏林、巴黎、東京及首爾的區制設計後，指出這

些大都會地區的區政體制，雖然在行政效率與民主治理的偏重程度上存在差異，

但大多在兩者之間達到某種平衡，反觀我國直轄市區制完全沒有提供公民對區政

事務的參與空間，此種完全以行政效率為重的制度設計，在五都改制後應該適度

地納入民主治理的精神，提高公民參與的程度，思考區自治的可能。而曹凱玲

（2010）在比較上海、東京與首爾等城市的區制設計後，亦認為應該賦予現行五

都轄下各區自治法人的地位，同時藉由財政、人事以及監督等配套措施的建構來

強化過去鄉鎮市自治效能低落與弊病叢生的缺陷，落實區域治理的美好願景。相

較於理論層次的爭辯，葉嘉楠與廖益興（2010）則藉由實際民調資料的分析來佐

證區長民選的正當性，建議未來五都應該在進行妥善的行政區劃，充實各區政府

的自治能力後，恢復區自治的區政體制。 

最後，當前區政制度背後所蘊含的治理思維，能否有效的帶動都會治理的開

展，是落實地方善治的關鍵。趙永茂與陳銘顯（2010）認為新直轄市下的都會治

理，應該擺脫過去都市發展中「核心–邊陲｣的發展策略，不應過於強調核心都會

區的發展而忽略邊陲鄉村地區居民的生活改善，正確的治理態度應該是將各個行

政區視為各具地方特色的發展單元，考量各地特色與優勢規劃出不同的發展願景

與藍圖，在兼顧各行政區異質性的前提下彰顯多核心的地方發展樣態。而趙永茂

與王皓平（2010）則透過「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概念對新直轄市改

制後，自治機制的廢除在民主回應性上的負面影響進行論述，其認為新直轄市中

除了台北市之外，其他都會的轄區皆很龐大，在議員席次數定有上限的情況下，

導致每位議員的民意代表性下降，在鄉鎮市自治廢除的情況下，將導致地方居民

和市府決策的疏離，進而造成制度菁英的治理模式。在前述的思考基礎上，趙永

茂、陳銘顯與王皓平（2011）針對國外都會的規劃方式進行引介，主張應該以多

元中心的都會治理模式為基礎，藉由區域之間的互賴互依，讓各個行政區具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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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展的能力，建構各具特色與發展優勢的區域單元，同時強化各區公所的組織

授權與自治權能，活絡在地民主與凝聚地方意識，吸納公民活力成為地方治理的

發展動能。 

上述對於區政制度的反省與回顧，固然對區政制度的設計缺失，以及改制後

進行改革的迫切性提供了許多有建設性的建議。但在缺乏對改制後的實際區政運

作進行檢視的情況下，這些建議與實際治理動態之間的落差，使得這些建議的可

行性容易引發爭論。以區是否自治的議題為例，不論是從法理學的角度進行價值

之間的輕重權衡或國外體制的對照，都屬於一種應然面的討論，而無法貼近改制

後實際的區政治理情況，使得論述的說服力有所不足。而訴諸民意探求的呼籲，

則無法進一步的探究呈現這種民眾意見的根本原因，進而無法提供未來區制改革

行動上的具體指引。至於民意代表性降低的民主赤字觀點固然可以衍生出區自治

的合理性，但民意代表性數字的下降是否必然代表地方治理情況的惡化以及區自

治的必要性，在缺乏對改制後地方治理情形進行實際分析的情況下，仍然無法提

供具體的答案。因此，本研究認為針對改制前後區級政府治理情況，在社會資本

累積上差異的觀察，可以適切反映制度改革對地方治理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作為

上述文獻觀點的檢驗，一方面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提供未來區政制度設計相關行

動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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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家機關與社會資本 

目前在社會資本的研究上，對於社會資本的生成、維持與增減機制，存在兩

種十分不同的觀點。這兩種觀點的主要差異，在於國家機關對社會資本的形塑是

否存在影響力。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社會資本是運作於公民社會內部的資源，其產

生與消滅，是公民社會內部的現象，國家無法進行管理與介入。此種對國家在社

會資本生成上採取消極態度的觀點，稱為「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society–

centered model)。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社會資本在特定社會中的存量，並非一

種完全無法藉由國家工具予以管理的外生變數(exogenous factors)，相反地，國家

機關的制度設計對社會資本存在影響力，制度層面的變革，將會引起社會中社會

資本存量的高低起伏。此種對國家在社會資本的生成上採取積極態度的觀點，稱

為「以制度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institution–centered model)(Rothstein & Stolle, 

2002)。 

當前國內社會資本概念的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公民社會內部變遷對社會資

本的影響，甚少對國家制度變革，在社會資本存量上的衝擊進行討論，換言之，

大多屬於一種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應用。而本研究欲從改制後新直轄市轄

下鄉鎮市公所的制度變革出發，探討改制前後特定區域的社會資本狀態，屬於以

制度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述。在應用此種與當前主流社會資本論述有別的研究觀

點前，有必要針對兩種不同觀點進行概要介紹，同時就過去聚焦公民社會內部的

社會資本論之不足，以及制度如何影響社會資本進行討論，進而建構本研究在評

估鄉鎮市改制對社會資本影響時所聚焦的衡量面向。因此，以下將分別針對兩種

社會資本論、國家制度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方式，以及地方制度對社會資本影響的

衡量面向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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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 

壹、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內涵 

以公民社會為焦點的社會資本理論，以學者 Robert Putnam 所做的社會資本

論述為核心，此種觀點認為，社會資本源自於公民社會內部強健的社群生活，公

民藉由參與社群生活來建構與他人互動的社會網絡，培養互惠合作與信任的價值

趨向，進而在民眾多元社群的廣泛涉入及彼此互動下，使這些互助網絡與良善價

值的生成作用，外溢到整個社會，促成社會資本的累積與增加，以及良善社會與

政府的形成(Lowndes & Wilson, 2001: 630)。這樣的因果歷程描繪，基本上完全排

除國家機關在社會資本產生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主張社會資本以及其構成要

素是一種無法透過人為安排而創造的外生資源，政府無法藉由社會或政治層面的

安排來獲得或增加社會資本(Jackman & Miller, 1998; Freitag, 2006: 125)。 

此種完全聚焦公民社會內部而不討論國家機關與政治制度的論述途徑，源自

Putnam 在討論義大利南北政府的績效差異時，對此種差異所選擇的詮釋方式。

Putnam 對義大利南北政府績效差異的研究，是以 1970 年代義大利政府增設區域

政府此一行政層級後，南北兩地區域政府的制度運作成果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的

進行，便是試圖去解讀何以在相同的制度框架下，不同地區的政府會展現不同的

行政成果。因此，制度在其研究中，是一個穩定不變的常數項(constant variable)，

在這樣的假定下，其對績效差異的解讀，自然不會關照國家體制與制度績效的連

動，以及國家行動對社會資本的可能影響。 

另一方面，Putnam(1993)在將南北政府績效差異的成因，連結到兩地因公民

社群活躍度差異而衍生的社會資本存量高低後，進一步將兩地公民社群生活的不

同，歸因於 12 世紀政治制度差異的影響。其認為義大利北方 12 世紀採行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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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city–state)體制，鼓勵公民積極參與公共事務及各種社團，以及水平互動的

治理機制，讓北方地區的人民願意投入時間與精力在社群生活的經營上，從而在

這樣的治理傳統上累積互信與合作的行動網絡與價值體系，使得 20 世紀的義大

利北方地區，在面臨一套新的區域政府制度時，能夠在過往的基礎上，經由社會

資本的累積，展現良好的治理成果。相較於北方的城市國家體制，南方地區則因

為 12 世紀時專制王權的治理結構，造成垂直式的指揮體系，以及人民社群生活

的壓抑與抵制，使得 20 世紀的南方地區因為缺乏活躍的社群生活，導致新的區

域政府無法藉由社會資本的增加來獲致成功。在這樣的解讀下，Putnam 雖然將

國家制度納入社會資本高低的分析因素中，但「路徑依循｣(path dependency)的詮

釋方式，反而否定了制度變革對於社會資本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為當前公民社群

的運作，在 12 世紀時就已經被決定了，不論接下來的制度出現怎樣的變化，都

無法跳脫 12 世紀的制度框架，無法改變南北兩地在 20 世紀社會資本的存量差異。

因此，國家制度是一個在歷史早期就被確定的變數，當國家制度在特定時點被確

立後，其對公民社群的影響也跟著確定了，國家制度的變革不是探討社會資本變

異時一個重要的面向。 

在這樣的論述基礎下，Putnam 的社會資本論，屬於一種文化或歷史面向的

解釋觀點，認為社會資本存量的變動，源自於公民社會中文化或歷史因素的改變，

而非國家體制的變革(Maloney et al., 2000: 803)。這樣的論述在其對美國社會資本

存量衰退進行的詮釋中更加凸顯，11也使得後續使用社會資本概念的研究者，大

多對國家在社會資本的形成上抱持消極的態度，如 Fukuyama(1995)便認為社會

資本無法藉由政府制訂的公共政策產生，社會資本研究的重心，在公民社會，國

家機關的角色無足輕重。而這樣的論述與研究觀點，引起了不同詮釋觀點的質疑，

並對 Putnam 的論述進行批判與挑戰。 

                                                       
11  Putnam(2000)將美國社會資本存量的衰退，歸因於電視的發明以及女性勞動力的增加等社會狀

態的變化，未從國家制度的面向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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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社會中心社會資本論的批判 

Putnam 將社會資本的產生完全聚焦於公民社會內部的論點，引起了後續研

究者的批判，而這些批判的目的，大多試圖把國家機關對社會資本的影響，納入

社會資本的理論範疇，建構另一種觀點的社會資本論述。綜觀對社會中心社會資

本論的批評，約略可以分為「社群生活的質疑｣、「路徑依循的曲解｣以及「單向

因果的推論｣三大類，以下分別進行說明。 

一、社群生活的質疑 

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非常強調公民志願社團對社會資本的影響，認為

社團數目的增加以及參與頻率的提高，是社會資本在公民社會繁榮的象徵。然而，

批評者認為，公民社團並未如 Putnam 所主張的扮演著社會資本創造者的角色

(Levi, 1996; Rothstein & Stolle, 2002: 4)，賞鳥協會或足球俱樂部這類組織，在成

立目的與實質運作上，或許提供了公民進行社會互動的場域，但這樣的社會互動，

並不會對整體社會的互信與合作帶來太多影響，宣稱這類組織的增加以及參與程

度的提高能夠產生社會資本，對公民社團的重要性做了過度的推論。 

此外，從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時間分配來看，人們在社團活動上所投入的時

間通常不多，相較於志願性的社團活動，家庭、學校、鄰里或工作地點是人們投

入較多時間的場域，這些場域中的社會網絡與信任價值的培養，對於整體社會資

本的變化，應該具備較多的影響力(Levi, 1996; Freitag, 2006: 126)，將焦點置於投

入時間不多的公民社團，並不合理。簡言之，社會中心社會資本論將社會資本的

變動維繫於公民社團的論述，一方面對公民社團的功能做了過度的誇大，另一方

面也忽略了其他重要機制對社會資本可能存在的影響，導致其論述並不具備十足

的說服力與解釋力。 

二、路徑依循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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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心的社會資本論透過路徑依循的解釋方式，將國家制度定位成一個既

定的影響因子，認為這個影響因子是一種傳承下來的歷史與文化，無法在短期內

進行刻意的改變，其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是長期累積的結果，而非國家制度短期變

革造成的效果，進而否定國家機關在社會資本變動上存在的主動性。然而，這種

將國家制度等同於「歷史共業｣的論述，引起了許多的挑戰，這些挑戰認為國家

機關並非只能扮歷史的受害者(victims of history)，消極的承擔過去制度所形塑的

社會特徵，相反的，其能夠藉由正式制度與治理結構的調整，主動創造其所期待

的社會特質與社會資本(Wallis & Dollery, 2002: 13)。因此，對於 Putnam 訴諸路徑

依循的詮釋，相關的論述分別從理論與實證兩個方面進行批評。 

在理論方面，Levi(1996: 46)認為 Putnam 對路徑依循的理解有誤，任何一個

起始點(initial point)的決定，固然對目前的選擇存在某種結構化的限制，但這並

不代表任何特定時點所做的決定，能夠完全決定或預測接下來的發展。相對的，

每個階段之間的選擇，對於後續發展的影響，存在一定程度的變化彈性，這種彈

性的存在，將使當前的實際狀況，可能與過去某個決策點的情況十分不同。簡言

之，路徑依循的理念，並非主張特定時點的決定對未來變化可能性的完全排除，

而是稍微限縮了這種變化的範圍與程度。因此，Putnam 以 12 世紀的制度設計作

為當前公民社群活躍程度的決定性要素，從而排除其他制度變動的影響力，是一

種路徑依循概念的誤解與誤用。而 Tarrow(1996)則認為 Putnam 將制度對公民社

團的影響聚焦於 12 世紀時的制度差異，容易產生解釋上的偏誤，其認為義大利

南北兩地公民社會的發展歧異，與其說是 12 世紀城市國家與專制王權體制的影

響，不如說是 19 世紀兩地統一前，政治當局在治理方式上的差異所造成的結果，

南方地區在被北方所吸納整合前，一直遭受著類似殖民剝削的統治，由於遭受經

濟與政治生活的壓抑，南方地區的公民社會才呈現低度的發展。因此，其認為

12 世紀的統治體系對 20 世紀公民社群活力能夠產生影響的論述，過度誇大了歷

史與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忽略了實質政治結構變動的影響力。 



 

80 
 

除了理論面向的挑戰外，實證數據的援引，亦對 Putnam 的路徑依循論述進

行質疑。以 Putnam 在社會資本論中所強調的普遍信任為例，義大利南北兩地在

普遍信任程度上呈現的數據，並不是高者恆高、低者恆低的情況，亦即具備城市

國家傳統的義大利北方，其社會資本並非維持穩定的高水平，而專制王權傳統的

義大利南方，社會資本也並非持續低迷，反而呈現高低起伏的變動，顯示 12 世

紀的制度結構並不能完全決定特定地區當前社會資本的發展，在探討社會資本存

量的分布與演變時，無法排除國家制度結構演變所造成的結果。 

三、單向因果的推論 

社會中心的社會資本論在社會資本與良好治理之間建立了單向的因果關係，

認為社會資本的增加，意味著公共制度的改善、政治運作的順暢以及行政績效的

增進，但正式制度卻無法影響社會資本，亦即兩者之間只有社會資本能對正式制

度的運作造成影響，正式制度並無法使社會資本出現變動。對於這樣的因果推論，

Rothstein & Stolle(2002: 4)認為並不合理，如果社會資本存量的差異能夠對正式

制度造成影響，那麼社會資本存量的變動，應該也可以從制度差異的角度來解讀。

Hooghe & Stolle(2003: 6)也認為，社會資本並非只能是一種國家傳統，當前國家

的制度安排可以對社會資本造成實質的影響，進而藉由社會資本的積累來落實社

會資本對良善治理之間的因果關係，而 Inglehart 亦主張不只普遍的信任有利於

民主政治，民主制度本身亦有助於普遍信任的產生(1999，轉引自 Rothstein & 

Stolle, 2002: 11)。基於對這種因果推論的質疑，Maloney et al(2000: 223)認為相關

研究的開展，不應該只探討社會資本對政府績效的影響，必須同時討論政府與社

團關係對社會資本帶來的影響。換言之，社會資本與國家機關之間，並非一種單

方面的因果連結，而是一種雙向的因果互動。 

從以上的討論，可以看到將社會資本的產生與變動，完全訴諸於公民社會內

部的論點，引起許多挑戰與批判，而這些批判的共同之處，在於就正式制度對社

會資本存在影響力進行提醒，希冀從國家機關的角度來建構一套社會資本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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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家機關能夠藉由制度層面的變革，獲得有助於國家發展的社會資本，亦即一

種以制度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理論。 

第二節 以制度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 

壹、以制度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內涵 

目前社會資本研究的相關文獻中，對於政府制度在社會資本形塑中扮演關鍵

角色的論述，逐漸成為一種研究上的共識(Evans, 1996; Freitag, 2006; Hall, 1999; 

Hooghe & Stolle, 2003; Levi, 1996; Lowndes & Wilson, 2001; Maloney et al., 2000; 

Offe & Fuchs, 2002; Rothstein & Stolle, 2002; Skocpol et al., 2000; Toral & Montero, 

1999; Warner, 2001; Wallis & Dollery, 2002)。此種研究途徑的社會資本論認為，一

個社會中社會資本的繁榮，有賴於將此種資源與正式的政治與法律制度進行鑲嵌

（embedded）與連結，社會資本並非獨立於政治或政府領域外的公民社會，相

反的，政府政策與政治制度能夠創造、傳遞與影響社會資本的數量與型態

(Rothstein & Stolle, 2002: 7)。換言之，一個社會中社會資本存量的高低，雖然與

公民社群的發展存在密切關係，但這並不代表國家機關的行動不會影響公民社群

或社會資本，如 Skocpol 便認為：「組織性的公民社會如果缺乏主動的政府與包

容性的民主政治，根本不可能繁榮興盛(1996: 25, 轉引自 Warner, 1999: 373)｣。國

家中的公民社群能否具備創造社會資本的公民性(civicness)與公民能力(civic 

capacity)，除了文化與歷史等因素外，國家機關與制度結構是一個不容忽視的面

向，國家能夠藉由公民社群的強化，帶動社會資本的累積(Offe & Fuchs, 2002: 200; 

Tarrow, 1996: 395)。 

除了藉由公民社群的活化作為創造社會資本的途徑外，更有論者指出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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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或政治系絡不利社會資本形成的情況下，國家機關仍能經由創造性的組織與

文化革新，主動的創造社會資本，並不完全仰賴公民社群的活動（Evans, 1996: 

1129; 江明修，2004），進一步強調國家在社會資本創造上的重要性。簡言之，

以制度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主張國家機關與正式制度在社會資本理論中的重要

性，認為藉由國家制度與社會資本兩者互動關係的討論，可以提供決策者或政治

當局具體的行動指引，在具體的制度安排或政策工具的使用下，獲致社會資本的

增加，提高社會發展與國家競爭的前進動能。 

貳、正式制度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途徑 

制度中心的社會資本論認為社會資本的衍生與循環並非完全由公民社會內

部的系絡所決定(Warner, 1999: 381)，政府的制度結構與制度設計對社會資本在任

何社群的長期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Lowndes & Wilson, 2001: 631)，在這樣的論述

基礎上，其進一步的對正式制度如何影響社會資本進行討論。在上述的討論中，

可以發現正式制度對社會資本的影響力，主要可以藉由兩種途徑來體現，分別為

「公民社群的強化｣此一較為間接的方式，以及「制度的主動調整｣此一較為直接

的方式，而前者又可分為「公民權的保障｣以及「社群活動的資源供給｣兩類，後

者則主要指涉「制度對人民信任的影響｣，以下分別就這三種可能的途徑進行說

明。 

一、正式制度對公民權的保障 

公民社會內部活潑的社群生活對社會資本的正面影響，不是一種自然發生的

社會現象，而是在許多制度條件的基礎上運作的結果。而能否具備這些制度條件，

必須就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兩者的關係而定。具體的說，公民社會之所以能夠獨

立於國家機關，進而藉由內部社群生活的開展而扮演社會資本的搖籃，不是因為

公民社會與國家機關之間自始自終都不存在任何聯繫與互動，而是因為國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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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公民社會時，選擇對其自我運作提供尊重與保護，讓公民社會得以擺脫國

家機關的拘束，發展出多元活潑的社群活力，進而促進社會資本的累積。因此，

國家機關能夠藉由制度層面的設計，來確保公民社會的自主性，作為影響社會資

本的途徑。 

國家機關對於公民社會自主性的確保，最基本的方式在於公民權的保障，藉

由權利的賦予與制衡機制的建構，確保人民權利不會受到國家的恣意干預，而能

有足夠的行動空間。Lowndes & Wilson(2001: 631)認為，國家制度在公民權的保

障上，可以透過憲法與法律結構上集會結社權的確立、新聞自由的維護、公民教

育權的普及、貧窮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解決與代議機制的建構，來確保

公民社會在面對國家機關時，有足夠的能力來擺脫國家權力對其運作的介入，劃

分國家與社會的界線，讓公民社會在制度結構的保護下，發展多元的社群組織，

強化社會內部的互信基礎與網絡互動，促成社會資本的出現與成長。簡言之，國

家透過制度設計對公民權所給予的保護，讓公民社會與社會資本間的正向關係得

以成立，進而讓過去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論所主張的社會資本生成機制能夠

落實。國家在社會資本產生過程中的消極角色，並非完全被動，而是一種經過選

擇後的自我定位，主動的在社會資本的運作過程中退居第二線。 

二、正式制度對社群生活的資源供給 

作為社會資本產生的主要機制，公民社會的強化無法無中生有，公民組織的

創立與維持、公民互動的平台與合作行動的開展，必須在足夠的資源基礎上，才

能夠實現。而公民社會受限於自身的行動能力，有時可能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進

行運作，有必要依賴其他行動者的資源協助，這種資源依賴的關係，提供了國家

在社會資本形塑過程中，展現主動性的空間。換言之，國家機關在公民社會能夠

有效的自我運作時，單純扮演消極的監控者、管制者與服務提供者，但在公民社

會因為資源的缺乏而無法落實良善的自我治理時，則轉換為公民社會的催化者、

召集者與促進者，透過資源的供給，作為形塑社會資本的具體策略(Warn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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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對於國家藉由正式制度給予公民社會行動資源，並進而影響社會資本形塑

的方式，Wallis & Dollery 提供了詳盡的說明(2002: 12)： 

政府可以藉由許多方式來和社群生活產生連結，舉例而言：政府可以提供地方居民與社

區影響地方議題與決策的機會、提供社群組織發展所需要的各種基礎設施、透過補助款

或行動建議來協助社團活動，以及對投入地方服務與地方事務的居民與組織提供各種知

識和技術的訓練，藉此來激發社會資本的形成。 

而 Warner(1999: 379)也認為在那些缺乏互動場域的社區內部，政府可以刻意地藉

由這些場域的創造與設計來帶動社會資本在社區中形成。Evans(1996)則進一步

主張國家可以經由與公民社會關係的建構，協助公民社會內部社會資本的累積，

作為國家發展時可資利用的資源，其以許多文獻當中討論的個案為佐證，認為諸

如台灣政府在農村地區灌溉系統的興建，對農村社會互助行為出現的效果，彰顯

了國家可以藉由資源的運用來改善運作不良的公民社群，而公民社群亦需要政府

的協助來落實更好的自我管理，顯示國家的確可以藉由積極的資源供給，發揮其

對公民社會內部社會資本循環機制的影響力。這樣的論述，在國內許多文獻所討

論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對我國社區內部社會資本發展效果的論述中，亦可以

得到支持。簡言之，國家機關在面對公民社會時，除了消極的任其自我運作與發

展外，也能夠透過資源的挹注與制度的設計，積極的影響公民社會的運作，帶動

社會資本的出現與累積。 

三、正式制度對人民信任的社會化效果 

國家機關除了藉由公民社會內部活動的保障與促進來增加社會資本外，亦可

以藉由政策工具的運作來建立人民的普遍信任感，直接對社會資本的形塑過程產

生影響。此一影響途徑從政治信任與普遍信任的關係出發，認為一般公民對於政

府制度的信任，能夠影響現代社會中公民對其他不特定人的信任(Levi, 1996: 50; 

Newton, 2001: 205)，亦即人民對於政府的制度或政策抱持較高的信心時，其較為

容易對社會中的其他人抱持樂觀的信任態度。換言之，政府如果想要增加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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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資本，其本身的制度結構與政策體系必須先讓人民認為是值得信任的

(Stolle, 2003: 34)，透過諸如政策資訊的公開、立法的監控、違法者的處罰、少數

者的保障以及公民參與的確保等策略(Levi, 1998: 85，轉引自 Stolle, 2003: 34)，

來強化人民對政府的信心，進而提高人民之間的彼此互信程度，形成社會資本的

良性循環。 

至於政治信任與普遍信任之間相互關係的建構，Rothstein & Stolle(2002)的

研究認為，是源自於制度結構或政策工具對個別公民社會化過程所造成的影響。

在其針對人民在不同政策領域所表達的信任程度與普遍信任程度，兩者相關性進

行的分析中，發現人民對警政消防體系，以及社會福利政策機關的信任程度，與

其對他人的信任程度存在高度的正相關。他們對此種相互關係的解讀是，若人民

在遭受治安威脅但卻認為警察體系無法扮演維持正義的角色時，通常會訴諸私人

途徑的解決方法，長此以往，將使人民只信任與其有關係的特定人群，而對不熟

悉的人抱持謹慎防範的態度。而在社會福利的分配政策上，如果人民認為政府在

選擇福利受益者時無法維持客觀中立，反而優先考慮那些與政府關係較密切的人

群時，為了獲得政府提供的福利，也會藉由各種管道拉關係、走後門，進而只信

任與自己存在密切關係的人，而防範社會中的其他人。換言之，政府在社會秩序

與福利供給等政策領域，能否藉由公正與廉潔的運作，形塑其在公民心中的良好

觀感，對人民的社會化過程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力，如同家庭與學校在個人社會

化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人民與政府制度的互動也同樣具備形塑個人價值觀的影

響力，藉由人民對政府信任程度的加強，連帶衍生出整體社會的信任趨向。這樣

的影響方式，擺脫國家必須藉由公民社會來影響社會資本的被動性，更加凸顯國

家在創造社會資本時所擁有的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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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制度設計影響社會資本的衡量

面向 

壹、地方制度與社會資本 

前述針對制度中心社會資本論的介紹，對於國家機關藉由正式制度的調整與

變革，來影響社會資本數量與型態的途徑與方式進行了討論。在國家機關藉由制

度層面的變動來影響社會資本的可能性被確認後，接下來則要處理的則是，正式

制度的那些特徵或安排，有利於社會資本的增加，而那些則會造成社會資本的減

少。換言之，即是必須就制度本身的特徵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進行進一步探究，以

利在就制度變動對社會資本的影響進行觀察時，建立研究時的分析標準。 

Warner(1999)在討論地方政府的制度設計如何帶動社會資本的創造時，指出

地方制度如果想要促進社會資本的累積，制度的設計能否滿足「自主性｣

(autonomy)、「連結性｣(linkage)與「投資回饋｣(returns on investment)等三個核心要

素，是討論地方制度與社會資本互動關係時值得關注的分析面向。所謂自主性，

指涉的是制度設計能夠提供地方社群足夠的權力，在地方治理的過程中，有效的

表達自身的觀點及落實偏好方案的執行，而不會因為決策過程被特定的團體或權

力結構所把持，使得社區或人民的意見遭到埋沒(1999: 377)。而連結性則是指制

度必須提供地方社群與其他社群或上層政府聯繫溝通的管道(1999: 378)，一方面

藉由水平性的連結來強化不同社群對地方事務的參與，一方面藉由與上層治理結

構的互動來獲得處理地方事務所需的權力與資源(1999: 388)。至於投資的回饋，

則是制度的設計，能否讓地方居民在地方事務上所反映的意見與投入的資源，獲

得實質政策方案的回應或資源的供應，使得地方居民認為其在地方事務上所投入

的心力是值得的(1999: 376)。Warner 認為只要這三個要素能夠適切的納入地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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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設計之中，便能夠藉由平衡的自主性與強健的水平連結網絡來強化地方治理

中的普遍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與民主治理(1999: 388)，帶動區域內社會資

本的增加。 

對於地方制度設計與社會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除了 Warner 對制度所應彰

顯的特質進行描繪外，Maloney et al(2000)從地方制度與公民社團的關係著眼，

運用「政治機會結構｣12(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此一概念來進行討論。其認

為地方政府的制度結構，在面對公民社團時，若其正式制度的設計能夠進行權力

的分享和公民參與的保障，而在非正式的制度過程與行動策略中盡量透過吸納的

方式整合不同立場的地方社團，建構具有實質整合特性的政治機會結構，將能夠

強化公民社團的出現並提供人民涉入地方事務的誘因，形塑一種由上而下(top–

down)的社會資本產生機制。而 Freitag(2006)則指出，國家制度的設計中如果能

夠納入直接民主、審議民主與地方分權等制度特性，將有助於社會資本在公民社

會內部的累積與發展。 

貳、地方制度對社會資本影響的衡量面向 

在上述討論的基礎上，可以將地方制度對社會資本產生正面影響的特質，約

略整理出公民參與、決策回應、地方自主、民主決策以及社團協助幾點。而對於

這些能夠激發社會資本的制度特點，Lowndes & Wilson(2001: 634–639)則進一步

歸納出在討論一套地方制度對社會資本可能影響時，可以具體衡量的幾個面向，

分別是「與志願部門的關係｣(relationships with the voluntary sector)、「公民參與的

機 會 ｣ (opportunitie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 決 策 制 定 的 回 應 性 ｣ (the 

respons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以 及 「 民 主 領 導 與 社 會 包 容 ｣ (democratic 

                                                       
12  政治機會結構指涉政治系統中能夠對人民集體行動提供誘因與阻礙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存

在於正式的制度結構、非正式程序與主流行動策略，以及公共權威內部的政治系絡（菁英權力互

動關係）當中(Maloney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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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and social inclusion)，以下分別對這四個衡量面向的內涵進行說明： 

一、與志願部門的關係 

公民社會內部志願部門的發展情況，對於社會資本的產生與累積具有重要的

影響力，而誠如前面所討論過的，國家機關可以藉由消極的保障與積極的協助來

建構其與志願部門的互動關係，進而影響社會資本的增減。而在實際的制度設計

上，地方制度中對於志願部門的支持與認定，以及志願部門可以接受的支持程度

與形式，將會形塑志願部門運作的誘因結構。地方制度的設計可能會造成志願活

動型態的轉變、社團結構的調整、整體社團數量的增減以及資源與資訊管道的變

化，從而對志願部門產生社會資本的能力帶來影響(Lowndes & Wilson, 2001: 634)。

換言之，若地方制度在設計上能夠對志願部門提供較多資源與資訊、鼓勵志願組

織的成立、並加強志願部門的互助合作與服務功能，便能夠藉由志願部門本身運

作的活化來獲得更多社會資本。因此，在探討制度變遷對社會資本帶來的影響時，

可以比較在制度變遷前後，制度設計上對志願部門活動的資源挹注、以及志願部

門活動受到行政部門支持程度的變化情況，來推論制度改變對於社會資本造成的

影響。 

二、公民參與的機會 

除了藉由制度設計來對已經成立的公民社群進行保障與協助外，地方制度的

設計中，能否提供公民對地方事務表達意見與參與決策的管道，將會影響人民透

過組成各種團體進行集體行動並產生更多社會資本的意願高低。誠如 Cohen 所

指陳的：「設計良好的政治制度若能提供公民足夠的行動空間，是養成公民精神

的重要因素(1999: 223，轉引自 Lowndes & Wilson, 2001: 636)｣。增加公民參與地

方事務的機會，可以確保地方政府的民主正當性，同時培育更有責任感的地方公

民(Lowndes & Wilson, 2001: 637)。換言之，作為與人民生活關係最密切的一套制

度，地方制度的設計若能提供地方居民充分的參與機會，不但能夠透過參與的過

程發揮公民教育的效果、激發地方內部公民活動的發展，更能夠藉由參與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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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合作，產生新的互動網絡與信賴關係，成為社會資本產生的活水源頭。因此，

在探討制度變遷對社會資本所造成的影響時，可以比較在制度變遷前後，制度設

計中有關公民參與的機會、方式與程度的變化情況，來檢視制度變動對社會資本

的影響。 

三、決策回應性（含公共服務） 

地方制度的設計中對公民參與管道的確保，固然有助於公民團體的形成以及

公民對地方事務的廣泛涉入，形成對地方治理有利的社會資本，但這些社會資本

能否被確實納入地方事務的處理過程，則取決於地方制度的設計，能否確保決策

者將公民意見納入決策考量並對其偏好進行滿足。如同 Warner(2001)在制度結構

影響社會資本的要素中所強調的「投資的回饋｣，地方公民對地方事務的投入，

如果無法得到決策者的回應，其投入的意願將逐漸降低，社會資本的形成機制也

將因而減弱。唯有公民社會內部自主運作的結果，能夠適切地融入決策制定的政

治過程，公民社會所蘊含的社會資本，才能從一種潛藏的(potential)資源，轉換

為對民主與治理有益的實質(actual)助力(Lowndes & Wilson, 2001: 638)，落實地方

善治的目標。而決策回應性在制度設計上的有無，取決於課責機制的設計，當制

度中規範了人民對決策者的課責機制時，決策當局較傾向對人民的偏好進行回應，

課責的強度越高，回應的壓力也越大。因此，在探討制度變遷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時，可以比較在制度變遷前後，制度設計在決策者在人民偏好回應上的規範機制

與規範強度差異，來探討制度變動後社會資本可能的發展情況。 

四、民主領導與社會包容 

社會資本對地方治理的正面助益，除了形式上的數量增長外，社會資本在不

同行動者之間的分布狀況亦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課題(Lowndes & Wilson, 2001: 

639)。如果社會資本集中於特定的行動者手中，地方事務的處理將無法充分考量

各方觀點，也不利多元活潑的社群生活發展，更可能在決策過程過於排他的情況

下，降低地方居民彼此的信任程度，造成社會資本的衰退。地方制度的設計，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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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必須讓公民社會中不同的社群，都有一定的機會對地方

決策產生影響力，而非讓某些社群取得不合比例的決策特權，造成對其他社群的

排擠效果。因此，在探討制度變遷對地方社會資本的影響時，可以比較在制度變

遷前後，地方事務的決策機制，呈現的是一種廣泛整合社會觀點的民主領導，還

是少數壟斷的寡頭決策，來檢視制度變革對社會資本的影響。 

在上述的討論基礎上，本研究將上述制度設計所提及的四個面向，轉化為具

體的訪談題綱，四個面向分別觸及的問題整理於表 4-1，後續實證性的結果分析，

將以此份訪談綱要對前述訪談對象進行訪談後的資料為基礎，探查新直轄市體制

下制度結構的轉換，對於本研究所觀察的新北市新店區，在社會資本的發展情況

上所造成的實質影響，並進一步對未來制度的調整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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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訪談題綱 

社會資

本的構

成要素 

地方制度設計面向 問題設計 

 
 
 
 

網 

 
 
 
 
 
 
 

 

絡 

 

 

 

與志願部門的關係 

1. 與鄉鎮市時期相比，改制為區公所之後，

區公所與地方上各種民間社團或社區組織

的互動關係是否出現改變？地方政府對民

間社團與社區組織的資源提供有無改變？

地方政府對民間活動的支持程度是否有差

異？ 

2. 改制為區公所後，民間社團活動與改制前

比較，是比較活躍還是較為低迷？這種轉

變與制度的轉換有無關係？ 

 

 

 

 

公民參與的機會 

3. 與鄉鎮市時期相比，改制為區公所後，民

眾對地方事務表達意見的機會是增加還是

減少？從鄉鎮市長民選到區長官派，是否

會對民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造成影響？ 

4. 過去鄉鎮市時代，除了選舉投票外，民眾

還有哪些管道可以向政府表達自己的意

見？這些管道在改制為區公所後，是否存

在？是否有提供一些新的管道來聆聽民

意？ 

 

規 

 

 

範 

 

 

決策與公共服務 

5. 與鄉鎮市時期相比，改制為區公所之後，

地方政府對民眾意見的回應程度有無差

別？若有，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為何？ 

6. 與鄉鎮市時期相比，改制為區公所後，當

民眾的意見沒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回應時，

其要求政府負責的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信 

 

 

 

任 

 

 

 

民主領導與社會吸納

7. 與鄉鎮市時期相比，改制為區公所後，您

認為在一般民眾眼中，會認為地方事務的

處理，是經過考量各方民意後的決定，還

是被少數人所做的決定？原因為何？ 

8. 與鄉鎮市時期相比，改制為區公所後，您

認為在一般民眾眼中，地方事務的處理是

否能夠一視同仁，而不特別優待少數的特

定人？原因為何？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以上的訪談題綱，將地方制度設計的四個面向與社會資本的三個構成要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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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連結。首先「與志願部門的關係｣以及「公民參與的機會｣這兩個面向，能夠決

定地方治理網絡中社團生活的活力，同時影響地方居民在制度化的參與管道下形

成新互動網絡的運作空間，能夠影響地方治理網絡的運作活力。而「決策回應性

與公共服務｣之所以與社會資本的規範要素有關，則是因為制度設計對一般民眾

提出的需求，若能在賦予決策當局足夠的行政能力下，讓人民透過一定的課責機

制來驅使政府進行回應，公民社會與公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將在具備互惠能力

的前提下，基於雙方行為的彼此約束，使彼此互惠的行為規範得以確保。最後，

「民主領導與社會吸納｣面向所強調的決策過程的集思廣益以及各界觀點的納入，

能夠影響人民對地方政府決策過程的信任程度；換言之，若地方政府的決策無法

關照各種立場的人民意見，將使得人民認為政府的決策過程不夠中立公正，進而

導致政治信任的降低以及社會信任的滑落。總結而言，透過上述題綱的建構，本

研究試圖對地方制度設計與社會資本的關係進行討論，評價當前新直轄市區制的

制度良窳。 

 

第四節 小結 

當前社會資本的主流研究，大多聚焦於公民社會內部的變動對社會資本帶來

的影響，忽略國家機關與正式制度在社會資本發展上能夠扮演的角色。本章從社

會中心社會資本論的立論出發，指出其將國家機關刻意排除在社會資本形成過程

的論述，不論在理論層面的解釋或客觀事實的驗證上都存在缺陷，進而主張在討

論社會資本的變動時，不應該只從歷史或文化面向的社會觀點進行詮釋，而應該

從正式制度的設計與變革來進行解讀。而正式制度之所以能夠對社會資本產生影

響，源自於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的互動，以及制度運作對公民具備的社會化效果，

亦即藉由公民權的保障、公民社群的扶持以及公正的政策執行，國家機關可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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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在公民社會內部的社會資本產生實質的影響力。 

在制度對社會資本具備影響力的論述基礎上，此部分進一步就制度設計中影

響社會資本增減的特徵進行討論，認為當正式制度在進行規劃時，若能夠提供公

民社群足夠的支持與資源、確保民眾對決策的參與空間、強化政府決策對民意的

回應性，並盡可能讓所有立場與觀點的群眾進入民主決策的場域，則制度的運作

將能夠帶來社會資本的豐盈，反之則可能造成社會資本的衰退。因此，在探討地

方制度變革對區域社會資本所造成的影響時，本研究認為，可以從變革前後地方

制度在「與志願部門關係｣、「公民參與的機會｣、「決策回應性與公共服務｣以及

「民主領導與社會包容｣等四個面向的變化，來思考改制後社會資本可能的發展

趨勢。 

新直轄市改制中最重大的制度變革，便是過往鄉鎮市的地方自治體制，將一

律改制為區公所的制度型態，此種地方層級的制度轉移，在上述四個制度設計的

面向上，勢必會產生許多變化，進而對改制後地方治理的社會資本造成衝擊。因

此，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觀察改制前後這四個面向的變化，來檢視改制後社會資

本的興衰，進而在這樣的研究結果上，提供未來進行區制設計時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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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店區改制後的社會資本變動 

第一節 新店區概述 

新店區為新北市轄下 29 個行政區之一，位處台北盆地東南隅，為台北都會

區的衛星城市之一。新店地名的由來，一說是清嘉慶、道光年間，由墾首陳合發，

李詳記等 10 餘人合資，招泉州五縣佃戶逐泰雅族退入灣潭，在碧潭東岸昔新東、

新西二里新建店鋪成街，為有別於大坪林「店仔街｣而稱為「新店｣。一說是道光

年間泉州人林章存在今碧潭東岸墾荒形成店鋪街，因山洪而沖毀街屋，重新整建

後，為區分新舊乃稱之為「新店｣。另一說是，清光緒 11 年（1885），在上游屈

尺設置撫墾支局，成為通往屈尺地區原住民的出入口，漢人在此新設店鋪與之交

易而稱「新店｣（新店市公所，2010：28）。 

新店區所轄土地面積為 120.3 平方公里，占新北市全境面積 5.86%，在新北

市中排名第五，屬中型規模市鎮。目前新店區人口總數為 29 萬人，人口產業型

態以第三級產業為主，但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例在新北市中排名第八，第一

級產業在新店仍占有一定的人口比例（新店區公所，2013）。而就行政轄區的劃

分以及人口分布而言，新店區下分為 69 個里，部分山區里(如廣興里)的幅員廣

大、人口稀少，其面積規模甚至可以和新北市的某些行政區相提並論（如永和區），

而座落於區中心的某些里則僅涵蓋一個社區，落差不小。至於新店區內的人口分

布，則呈現出集中於大坪林、安坑、青潭以及新烏平廣等四個地區的狀態，其中

大坪林以及安坑因為經濟建設以及先天條件良好，人口成長十分快速，而青潭及

新烏平廣兩地則因位處山區地帶，人口成長較為緩慢，詳細的行政區劃如圖 5-1。

而這種人口分布上的差異，同時也對產業型態的分布帶來影響，人口聚居較多的



 

96 
 

地區大多以二三級產業為主，而山區地帶則以第一級產業為主，存在地域內部的

異質性。 

在行政地位的轉換歷程部分，新店在台灣光復後，於民國 35 年 1 月 23 日成

立新店鎮，設鎮公所。民國 69 年 7 月 1 日升格為台北縣之縣轄市，設立市公所，

而在民國 99 年 12 月 25 日台北縣改制為新北市後，依據 99 年 6 月 14 日修正之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新店市改制為新店區，新店市公所改制為新店

區公所。 

 

圖 5-1 新店區行政區劃圖 

資料來源：新店區公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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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店區改制前後的制度變動 

新店由改制前實施地方自治的市公所體制，轉換為改制後派出機關的區公所

體制，在組織結構、行政職能、自治權限以及預算資源等面向上都歷經了調整與

變動。在就制度設計變動對地方社會資本帶來的影響進行觀察前，必須先就這些

面向的變化加以說明，作為後續討論的基礎。因此，以下分別就新店在改制前後

的行政組織、自治行政以及行政預算的變動進行討論。 

壹、行政組織與職能 

新店在改制為新店區公所前，在市公所內設有民政課、財政課、建設課、工

務課、社會課、養護工程課、觀光產業課、行政室、人事室、主計室及政風室等

共計 11 個單位，同時具有指揮市內清潔隊、托兒所及圖書館等所屬機關的職權。

而在升格改制之後，依據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13 條第 2 項與新北市區公所

組織規程第 4 條之規定，內部組織調整為 5 課 4 室，包含民政課、役政災防課、

經建課、社會人文課、工務課、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與政風室。其中役政災

防課承接原屬民政課之災害防救與兵役行政業務而獨立，經建課由原建設課與觀

光產業課合併而來，工務課則納入原養護工程課之業務，原財政課因為改制後區

公所不再具有獨立財源與預算自主性而裁撤，至於原本附屬於市公所之清潔隊、

托兒所及圖書館等單位，在改制後則移交新北市政府權責。 

新店區的行政組織與行政職能在改制之後的制度轉換，由於預算自主性的喪

失以及相關權限對市政府的移轉，在公所內部的組織結構，預算規模以及人力編

制上都無法與過去施行地方自治的市公所相提並論，區公所在市府派出機關的行

政定位下，面臨組織編制與運作權限的限縮與虛級化，在地方事務的處理上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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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過去的自主性以及行政能力。 

貳、自治行政的轉換 

新直轄市下治理型態的轉換，最明顯的特色便是過往鄉鎮市自治體制的取消。

此種自治權限的去除，從地方政府的功能與定位來看，呈現的是由過往反映地方

需求，作為地方（民眾）代表的「地方的政府｣，轉換為市政集權下，配合市政

府行政需求，作為市政府在地方上的代理人的「國家分枝｣的角色轉變（呂育誠，

2006）。行政組織角色的轉變，連帶對地方政府中特定行動者的角色與功能產生

衝擊，而在這些行動者當中，所受影響最大者，莫過於過去扮演行政體系領導人

的地方首長以及構成地方立法體系的民意代表。此次新直轄市的治理變革，在地

方制度設計上進行的調整，使得行政首長在角色轉換下面臨權責的限縮，而民意

代表則在自治機制的取消後逐漸虛級化。而此種制度面向的調整，對於區級治理

過程中，區公所與民間社團的互動、公民參與地方事務的機會、區公所對人民需

求的回應能力，以及人民對區公所運作體制的信任觀點均可能帶來影響。因此，

以下茲就新店地區行政首長以及民意代表在改制前後在制度結構上的權限變動

與角色調整進行說明。 

一、行政首長 

新店在改制之前，為實施地方自治的新店市公所，其行政首長依照地方制度

法第 57 條之規定，由市民依法選出，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一次，扮演對外代

表新店市，對內綜理新店市政的角色。換言之，在改制之前，新店市的行政首長

為民選市長，為新店市實施地方自治的領導人。而其具體的職權範圍，除了上開

條文所做的整合性規範外，若就地方制度法的條文進行檢視，改制前的民選市長

具有以下職權： 

（一）對自治事項之指揮權（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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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度法第 20 條就鄉（鎮、市）之自治事項進行規範，指出鄉（鎮、市）

政府在組織行政、財政、教育文化等數項業務上具有自治權，而市長既然是市政

的整合者，對於這些自治事項的規劃與執行自然具有綜合性的指揮監督權。 

（二）人事任用與領導權（第 57 條） 

改制前民選市長在相關課室主管人員的任用上具有充分的用人彈性，除了主

計、人事及政風三個單位的主管基於一條鞭的管理方針，而依專屬人事法律任免

外，其對剩餘相關單位一級主管的任免有決策權，能夠發揮對公所內部人員的領

導統御功能。 

（三）與市民代表會互動的相關權限 

改制前新店地區的制度設計，屬於行政立法二分的權力制衡體制，代表行政

體系的民選市長，在與立法體系的市民代表會進行互動時，地方制度法也提供其

相對應的權力來推動地方市政。諸如向市民代表會進行施政報告之權（第48條）、

要求市民代表會延長會期或招開臨時會之權（第 34 條），以及當市民代表會所通

過之決議窒礙難行時，得敘明理由送請代表會進行覆議之權（第 39 條），確保民

選市長在推動地方自治時具有足夠的權力基礎及運作空間。 

（四）法規與預算提案權（第 40 條） 

改制前的新店市政府，在自治規章及地方預算的規劃上具有自主性，不論在

市公約的訂定與調整，或是預算數額與用途的決定，市公所內部有十足的決策權 

，對於地方事務處理的彈性，以及地方建設經費支應的即時性存在正面效果。 

除了地方制度法所提供的行政權限外，改制前的新店市公所，對於附屬於市

公所的圖書館、托兒所及清潔隊這些組織，市長也具有實質的指揮監督權，對於

這些單位所提供的服務，能夠即時針對人民的意見進行回饋與調整。 

而在新直轄市的制度轉換後，雖然改制前在任的各鄉鎮市首長只要不具備地

方制度法第 58 條所列情況，大多由市長以機要人員的任用方式留任，但其身分

卻從過往的民選公職人員，轉換為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的簡任十職等之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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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而其過往的相關職權，也隨著角色的調整而遭到限縮。首先，依新北市區

公所組織規程第 2 條之規定，新店區長由過去地方自治的領導者，轉變為承市長

及民政局長指揮監督的區政管理者，連帶使其過去對自治事項具有的強制性指揮

監督權，轉變為建議性質的協調指導權。而區公所單位主管的人事任命權，則轉

為直轄市市長行使，過往的人事任命權上移。其次，隨著改制後鄉鎮市民代表會

的撤銷，過去民選市長與市民代表會的互動權限自然不復存在。再次，預算及法

規的編制權與提案權，在改制之後亦轉移到直轄市政府，區長對於預算經費的運

用，只能在市府規劃的預算規模以及市議會同意的預算額度下進行，完全喪失地

方財政的自主權。最後，改制後各區的清潔隊、托兒所及圖書館業務交由新北市

政府統一指揮，區長對相關單位的管理權限亦受到貶抑。整體而言，新店區行政

首長在改制前後的職權轉變，可以整理成表 5-1。 

表 5-1 新店市長轉任區長的職權變動  

改制前的市長職權 法律基礎 改制後的區長職權 

市自治事項之指揮監督權 地制法第 20 條 轉為協調指導權 

市公所單位主管之人事任免權 地制法第 57 條 轉移給直轄市長 

與市民代表會互動之權 地制法第 34、39、48 條 取消 

預算編制與提案權 地制法第 40 條 轉移給直轄市政府 

附屬機關之指揮權 市公所組織自治條例 轉移給直轄市政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民意代表 

地方自治的實施，除了地方首長由人民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外，在制度的

設計上，必須提供人民對地方事務表達意見的機會與管道，以及確保地方行政符

合民意趨向的監督機制。而落實此項任務的行動者，便是在地方事務的處理過程

中，專司民意表達的民意代表。而此次新直轄市的制度調整，基於自治團體到派

出機關的定位轉換，對於地方民代的職權與角色，進行大規模的調整，使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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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的表達管道，面臨了不小的轉變。 

改制前的新店市，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33 條之規定，有人民直接選舉之市民

代表組成市民代表會，作為地方的立法機關。市民代表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

新店市在 2010 年改制前的市民代表會，為 2006 年 6 月 10 日所選出之第八屆，

人數為 25 人。而其職權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37 條之規定，包含議決市規約、議決

市預算、議決市臨時稅課、議決市財產之處分、議決市公所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

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例、議決市公所提案事項、議決市公所決算報告、議決市民

代表提案事項、接受人民請願以及其他依法律或上級法規、規章賦予之職權。而

代表會的運作，依地方制度法第 34 條之規定，定期會議每 6 個月開會一次，於

每年 5 月和 11 月由代表會主席召集，每次會期以 16 天為限。從上述職權的相關

規定來看，改制前的新店市政府，在制度設計的結構上，透過市民代表提案權的

行使，以及對人民請願的受理，地方民眾的意見能夠藉由市民代表會的運作進行

反映，同時透過市民代表會來落實地方行政的監督與課責，姑且不論制度運作的

有效性，若單從制度設計的角度進行思考，這樣的制度規劃提供民眾對地方事務

的參與機會，並在地方政府對民眾需求的回應上提供了一定程度的壓力。 

而此次新直轄市的制度轉換，在派出機關的行政體制確立後，雖然區政運作

上對市民代表會的需求不再，但為了降低改制後大量民選公職人員裁撤對改制過

程造成的政治阻力，地方制度法第 58 條之 1 特別對新直轄市改制前在任之市民

代表的處理方式進行規範，將改制前未被依法停職的市民代表，由市長轉聘為區

政諮詢委員，任期為改制後四年，期滿不再續聘。而從市民代表轉任為區政諮詢

委員後，區政諮詢委員的職能大幅萎縮，依上開條文的規定，新直轄市下的區政

諮詢委員，僅能對區政業務、區政興革以及區行政區劃提供建議，以及履行其他

依法令賦予相關事項的權限。若對這樣的角色轉換進行討論，不難發現改制後的

區政諮詢委員，不但失去作為民意傳達的權限與功能，其對區公所行政事務的處

理，也無法再發揮強制的監督功能。而這樣的制度變遷，單從形式上的制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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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大幅縮減了地方民眾對地方事務表達意見的機會，同時減少地方行政體系

受到的民意課責強度，在區政治理的運作上，呈現與過往十分不同的情況。 

 

參、預算資源的變動 

新直轄市制度結構的轉換，除了組織結構以及自治權能的變動外，地方政府

在地方事務處理上所能夠動用的資源規模，亦隨著直轄市的改制而發生變化。過

去實施地方自治的新店市公所，具有財政自主權，藉由自主財源與上級補助款的

挹注，獨立編制新店地區的年度預算。而改制後的新店區公所，一方面失去過往

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不再具備預算編制的獨立性，在能夠動支的預算資源上，

呈現出大幅縮減的情況。若對民國 93 年到 102 年這十年新店地區的預算總額進

行觀察，在改制前的民國 93 到 99 這 7 個會計年度，新店市公所的歲出預算總額 

大約為 15 億台幣左右，而在改制為區公所後的 100、101 及 102 這 3 個會計年度，

新店區公所的預算總額平均約 6 億左右，預算總額規模的變動程度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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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新店區預算規模變動（民國 92 年-102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新北市統計要覽 

從預算總額在改制前後的變動情況來看，由於代議機關的裁撤以及業務的向

上移轉，改制後新店區公所的預算資源呈現大幅度的減少。這樣的轉變使得新店

區公所在面對地方民眾提出的需求時，無法在過往的資源規模下，進行有效的因

應，導致區公所在地方需求的決策回應能力受到限縮。而若進一步針對公所預算

在社區組織活動的資源挹注情況進行檢視，改制之後的新店區公所，在地方社區

組織活動上所能提供的經費支持，呈現更顯著的下降趨勢。同樣以民國 93 年到

102 年這 10 年的預算編制情況為例，改制前的新店市公所，每年在社區發展的

歲出項目當中，平均都提供數百萬元的經費作為協助新店地區社區組織活動的資

源挹注，確保新店地區的社區活動能夠在公所經費的供應下順利的進行。而在改

制為新店區公所後，此一項目的預算額度快速減少，甚至在 101 年之後已不再編

列社區發展的預算經費，詳細的社區發展預算額度變動見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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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新店區社區發展歲出預算額度變動（民國 93-102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新北市統計要覽 

對社區發展預算額度的變動情形進行觀察，若從制度設計的面向來看，不難

發現在改制為區公所之後，社區組織能夠從區公所能到的資源挹注大幅降低，制

度結構的轉換導致區公所對地方社區活動支持能力的萎縮，可能造成過往地方社

區與政府之間互動網絡的衰頹，以及社區活力的下降。而當地方社區組織的活動

進行因為資源的短少而無法順利推展，甚至被迫停止時，其對社會資本累積所具

有的正面功能可能無法彰顯，對地區社會資本的累積帶來負面的影響。綜言之，

改制後的新店區公所，相較於新店市時期所擁有的財政自主性以及預算資源，在

預算資源上呈現顯著的減少，而可用資源的下降，具體反映在區公所對新店地區

社區組織支持動能的減損，對於新店地區社會資本的發展可能帶來不利的影響。 

以上對新店地區在改制後的組織結構、自治權能以及預算資源等面向的變動

所進行的說明，可以看到新直轄市的制度結構轉換，讓新店區公所不再具備過往

的行政權限以及行動自主性，在民眾需求的回應以及社區活動的支持上，無法再

發揮過往的角色。從制度設計的角度切入，這樣的制度變革，對於區層次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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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發展較為不利。在制度轉變帶來影響的論述基礎上，以下將針對改制後區級

治理中政府與社區組織的關係、公民對地方事務的參與機會、政府對民眾需求的

回應能力以及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度進行討論，透過訪談資料的分析，探討改制

後的制度設計對新店區社會資本的具體影響。 

第三節 改制後制度設計造成的實質影響 

在上述制度轉變的討論基礎上，本研究依據上一章所擬定的訪談題綱，對新

店地區治理網絡中重要的行動者，針對新直轄市治理體制轉換對「區公所與志願

部門的關係｣、「公民參與的機會｣、「需求回應能力｣及「決策的公平性｣進行當面

訪談，理解此種制度變革對地方帶來的實際影響。同時針對社會資本的網絡、規

範與信任三個要素詢問受訪者的意見，作為分析改制後社會資本變動的討論依據。

訪談於 2013 年 5 月進行，共訪問 14 位受訪者，並將受訪者的類型分為四類，分

別為區公所的內部職員、里長、區政諮詢委員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的領導者，其後

更於2013年8月追加訪談1名新店選區之市議員來確認先前訪談意見的真實性，

詳細的受訪者清單及訪談資訊見表 5-2。本節將先針對制度轉變在新店區造成的

實質影響進行討論，下一節則對社會資本的三個要素在改制之後的變動情況進行

分析，最後在第五節則將四個制度設計面向轉換造成的影響與三個要素的變動進

行連結，進行綜合性的討論，藉此對改制之後新店區社會資本的發展情況提出本

研究的觀點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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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受訪對象資料 

受訪者編號 職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1 前新店區副區長 2013 年 5 月 3 日 雙溪區公所 

A2 新店區公所視導 2013 年 5 月 28 日 新店區公所 

B1 里長 2013 年 5 月 6 日 里辦公室 

B2 里長 2013 年 5 月 7 日 里辦公室 

B3 里長 2013 年 5 月 8 日 里辦公室 

B4 里長 2013 年 5 月 10 日 里辦公室 

C1 區政諮詢委員 2013 年 5 月 14 日 區政諮詢委員住所 

C2 區政諮詢委員 2013 年 5 月 15 日 新店區公所會客室 

C3 區政諮詢委員 2013 年 5 月 17 日 區政諮詢委員服務處

C4 區政諮詢委員 2013 年 5 月 17 日 區政諮詢委員服務處

D1 發展協會理事長 2013 年 5 月 20 日 發展協會辦公室 

D2 發展協會前理事長 2013 年 5 月 21 日 發展協會辦公室 

D3 發展協會總幹事 2013 年 5 月 24 日 發展協會辦公室 

D4 發展協會理事長 2013 年 5 月 29 日 發展協會辦公室 

E1 市議員 2013 年 8 月 1 日 市議員服務處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壹、與志願部門的關係 

與志願部門的互動關係，強調的是藉由政府對地方民間團體或社團資源的供

應或活動支持，強化公民社會內部的發展動能，帶動區域內部社會資本的累積。

而根據受訪者的意見，可以發現在台北縣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正式制度的設計，

在地方志願部門活動上能夠提供的支援大幅減少，這種現象的出現，導因於改制

後經費規模的顯著減少，以及活動補助申請難度的增加。而經費規模的減少，源

自於公所財政自主權的剝奪、民意代表配合款的喪失，以及市府補助款的核發上

限；至於活動審核難度的提高，則是企劃方式的申請程序及市府活動舉辦的限制

所造成，以下分別說明。 

一、公所預算規模及編制精神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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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一節對新店區公所預算規模進行的觀察，改制之後預算規模的大幅度

刪減，使得區公所在地方活動的支持上無法再扮演積極的協助與支持者，淪為消

極的文書工作處理者： 

以前地方自治的市公所時代，新店市的財源，審計單位有統計過，是全台灣 319 個鄉鎮

市中最多的，所以新店市的財務狀況是很好的，在地方上的支援是比較充裕的（A2）。

現在區公所本身沒錢，所以區公所本身對這些社區活動也只能說樂觀其成，社區有辦法

弄到經費就協助辦理，不像以往可以主動提供經費支持，這對社團來說是扣分的（C1）。 

而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升格後新北市政府在 29 個行政區之間預算分配一致

性與公平性強調下的結果，當前各區公所的預算編制，必須在市府所匡列的額度

下進行，而此一額度數目的訂定，是以維持各區公所基本運作為標準。因此，當

前各區公所能夠動支的預算額度，大多只能夠維持基本的業務項目，不再具備對

地方社團或社區組織的支援能力，影響地方活動的開展： 

新北市升格後，市政府在 29 個行政區的預算分配上，強調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一致性，

導致過去各行政區貧富不均的現象，在改制之後形成均貧。目前新北市政府對各區公所

的預算會匡列一個額度，這個額度通常只能夠讓區公所維持基本的運作和一些例行性業

務的執行，民間團體或社區活動的經費補助很難列入區公所的預算當中。具體來說，新

店區公所升格後預算規模只剩改制前的四分之一，所以對地方社區或活動經費的補助，

不論如何精算，勢必會受到排擠（A1）。 

現在預算大概剩過去的一半而已，現在的預算額度只能夠讓區公所維持基本的運作，公

所對地方社團的補助可以說完全沒有了，現在預算中也沒有所謂社團或社區補助這個科

目，以前市公所可以給他們（社團）一些活動經費的支持，現在根本不可能（A2）。 

從上述受訪者的意見可以看到，由於區公所預算規模的下降與經費運用彈性

的喪失，過去公所對地方社群組織的支援關係，在改制之後消失，對於地方社群

的活動舉辦與維持帶來困難，進而造成公民社會內部藉由自我運作來培養地方互

惠互信行動網絡，以及建構地方協力網絡的能力，無法藉由公所預算資源的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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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確保，對於社會資本的累積形成障礙。 

二、市民代表配合款的取消 

過去地方自治時期，新店區地方社團或社區組織的活動，除了可以藉由市公

所預算的動支取得協助外，市民代表擁有的經費支配權，亦是這些地方活動舉行

時有力的支援管道。而在改制之後，隨著市民代表會的裁撤以及區政諮詢委員職

權的萎縮，這部分能夠提供的支持完全消失，對於地方社團與社區組織的運作形

成很大的障礙，如某位諮詢委員便指出：「還沒改制之前市民代表有所謂的配合

款，這個配合款在一些民間社團、里鄰長或社區發展協會有活動需要的時候，活

動經費的支持上很好用，可是在改制之後這些款項通通都沒有了，所以現在活動

都辦不下去（C2）。｣ 

而市民代表配合款的取消，對實際推動社區業務的領導者而言，也造成很大

的衝擊，如某位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便指出：「以前有市民代表的時候，社區活

動的經費來源有比較多管道，能夠同時跟很多位市民代表爭取經費支持，每個代

表都提供一點經費，就有一筆不小的數目（D2）｣。而長年負責社區活動業務的

總幹事，亦點出了這種經費管道的消失：「經費規模來講差很多，以前市民代表

每年可以給我們一、兩百萬沒問題，現在一毛都沒有（D3）｣。顯示市民代表會

裁撤後，新店區的地方社群能夠從公部門取得的援助，呈現大幅度的減少。而此

一經費來源的消失，除了造成地方社群運作上的困難外，更剝奪了地方社群藉由

市民代表來表達活動需求及地方意見的參與管道，不但限縮了社群組織可以運用

的資源規模，更減損其對地方事務的參與途徑，對於社群組織的活力以及參與意

願帶來負面影響，減少此類組織在累積地方社會資本上能夠提供的貢獻。 

三、市府補助經費上限額度不足 

區公所在改制之後的預算減少以及市民代表經費來源的取消，使得新店區的

地方社群只能向更高層級的新北市政府以及新北市議員來爭取相關活動所需要

的資源挹注，某位受訪者提到了這種情況：「改制之後因為沒有市民代表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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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社團辦活動爭取經費，大部分是直接去找市議員，透過議員本身的建議款

或在市議會的影響力來取得相關經費（B3）｣。然而，基於新北市在面對各區時

所強調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此一經費取得管道能夠提供的資源並非無限上綱，新

北市政府對各社團的經費補助訂有總額上限，地方社團或社區組織每年能夠從市

府或市議員接受的資源協助，最多不得超過 15 萬元。換言之，一個社團在改制

後雖然能同時向市府或市議員請求提供經費作為地方活動的資源，但兩種管道之

間並非並存，而是彼此互斥，當社團從新北市政府相關局處或某位議員手中得到

15 萬的經費之後，任何地方社團自行舉辦的活動申請將無法再得到來自市府或

其他議員的資源協助，等於一年每個社團穩定的經費來源就是 15 萬，這樣的補

助上限讓許多社區工作的推動者很難維持過往的行動規模，對於這樣的資源協助

表示不滿。某位受訪的協會理事長對改制後市府對地方社團資源供應的情況十分

不以為然：「現在新北市政府用統一的標準，每個獨立社團每年從不同管道可以

取得的經費補助，最多 15 萬，你說一個社團一年只有 15 萬的經費要如何生存？

市府給我的感覺就是讓社團自生自滅，我認為這種方式非常不好（D4）。｣而另

一位受訪者則對經費規模的不足感到無奈：「改制之後比較穩定的經費來源，只

剩下市議員配合款 15 萬，如果協會自己不去透過其他管道爭取經費的話，這樣

的資源對協會的人事跟開銷來說根本不夠（D1）｣。整體來看，改制之後，過往

市公所和市民代表的資源挹注管道被市府和市議員所取代，但是管道的轉換伴隨

資源規模的大幅減少，使得正式制度的結構調整，對新店區志願部門能夠提供的

協助，相較自治時期弱化不少，進而造成社群組織強化與社會資本增加的因果過

程無法在改制後的制度設計結構中出現，以及社會資本的下降。 

四、企劃式的經費申請方式造成活動障礙 

新直轄市地方制度的轉換對地方志願部門支援能力的弱化，除了經費額度的

大量減少外，在活動舉辦的審核方式方面，公文形式的計畫提報，以及公部門行

政流程的繁瑣規定，對於地方社群活動的開展，不論在活動舉辦的難易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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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以及辦理意願上都帶來負面的影響。身處公所內部的受訪者，點出了這種制

度轉換對地方社群的影響： 

這些社團或民間組織活動經費的申請，在改制後可以向市政府的社會局提出，但社會局

對這些活動補助的審核規定，比起過去新店市公所的補助嚴格不少，……行政流程的拉

長以及經費補助的減少，會讓這些團體舉辦活動的次數變少，規模也變小（A1）。 

而這種正式制度的轉換，之所以會對地方社群造成困擾，在於活動計畫的提

案，涉及企劃撰寫以及電腦使用的能力，但目前社群組織的參與者，大多屬於資

訊能力不強或企劃能力不足的家庭主婦與年長者，這樣的制度轉換，對於不具備

這類人才的社群組織而言，組織活動的推展將會是很大的挑戰，一位社區發展協

會理事長便對這種制度上的轉換提出批評： 

一個很大的轉變是活動舉辦的程序複雜很多，改制前社區要辦活動，只要跟市公所、代

表或議員溝通一下，經費下來就可以辦。改制之後，任何活動的舉辦，都要在市政府所

律定的範圍內，以計畫的方式，透過比較正式的政策模式來申請。這樣的轉變對目前以

六十歲以上志工為主體的社區組織造成很大的困擾，因為這種運作方式，需要同時具備

撰寫企畫及使用電腦的能力，但是現在投入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大部分是比較老一輩

的人，很多人根本沒有接觸過電腦，無法處理文書工作，市政府要求我們這些社區組織

以這種方式來舉辦活動，我認為是有點緣木求魚(D1)。 

除了人力結構對這種制度轉換的適應不良外，單憑書面的審核方式，容易讓

承辦人員因為缺乏對在地社群的理解，而在核准的經費規模上較為保守，造成地

方活動雖然富有創意或過往的良好成果，但市府只針對企劃內容進行審查，無法

看到這些活動的意義與成果，支援的程度較為消極，某位受訪者便以社區報紙的

經營困境，凸顯了改制後的此種情況： 

整個提計畫跟經費核銷的過程比較複雜，經費給得比較慢、比較少，不像過去市公所對

我們這些地方社團比較了解，就在附近而已，審核上比較能體諒我們，市府審核就是用

統一的標準，加上對我們比較不了解，經費的補助比較難申請。舉例來說，我們協會有

辦社區報，過去跟市公所要經費，課長通常都會給我們預算上限的補助款 10 萬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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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市府要，不論我們怎麼說明我們的困難，市政府就是只給 6 萬，我們也只能苦撐下

去（D3）。 

綜言之，改制之後市政府一方面基於各區社團平等對待的態度，嚴格控管地

方社團可獲得的經費補助上限，使得地方社團能夠取得的資源變少；另一方面則

藉由公文化的計畫提案方式來管理地方社群的活動開展，對較不熟悉公文操作以

及缺乏相關人力的社團帶來困擾，而地方社團與市府之間的陌生與隔閡更造成審

核上的偏差，對地方社團的運作存在不利的影響。若從社群組織與社會資本的相

互關係切入，在地方社群可以運作的資源規模在改制後呈現大幅減少的情況下，

社群組織的投入與維持勢必需要參與者抱持更大的熱忱與動力，運用有限的資源

來凝聚地方人士投入地方事務，但改制後的制度轉換，不但刪減社群組織的活動

資源，更設下繁瑣的程序規定來降低社群組織成員的參與意願，使得地方社群面

臨活動資源與參與意願同時衰退的困境，更加無法扮演地方社會資本的搖籃。 

五、社群活動的被動性 

新直轄市成立後的制度結構轉換，除了造成區公所本身在預算規模限縮下，

無法再提供地方社群活動的資源協助外，在新北市政府一手掌握地方預算分配權

及地方社團活動經費核准權的情況下，過往由市公所自行結合地方社團辦理地方

活動的情況不再，目前新店區公所辦理的地方活動，大部分是配合新北市政府要

求的考核項目來進行，過去一些富有創意或成效不錯的活動在改制後都不再續辦，

無法藉由活動的主動推行及地方特色的強調，來結合地方社群，帶動地方合作，

受訪者指出： 

並不是說市府在地方活動的舉辦上完全沒有提供經費額度讓公所來運用，只是彈性跟過

去相比差很多。現在市府每年都會提供各區公所所謂的社交活動費，可是只能用在市府

考核的項目上，像模範母親、模範父親、社區評鑑、三節（端午、中秋）、登山等等，

在活動舉辦上沒有主動性，主要就是應付市政府的考核這樣。像以前市公所有針對外籍

配偶舉辦異國美食節，讓他們有一個彼此交流的機會，之前移民署署長聽到這個訊息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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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出席，我覺得那個活動滿不錯的，可是改制之後也停擺了（A2）。 

除了公所本身活動推展主動性的下降外，由於市府掌握地方社群活動開辦的

否準權，連帶造成地方社群在辦理各類活動上的彈性降低，社群整體能夠展現的

活力與特色下降，逐漸淪為市府在特定政策推動上的輔助者，受訪的社區發展協

會理事長指出：「現在我們這些社區組織常常都不知道還能辦什麼活動，頂多就

是配合市政府的公文辦相關活動拿一些經費補助，或是自己去跟相關的社會局或

文化局接觸，了解一下有那些活動是我們社區可以做的，藉此來爭取一些活動經

費上的補助（D1）。｣ 

由上述兩位受訪者的意見，可以看到改制後的制度設計，限縮了地方社群運

作上的彈性與可能性，不若過往活動開辦來的多元及有創意，同時限縮區公所和

地方社群彼此合作的空間，對於地方治理網絡中多元行動者的行動能力和互動頻

率造成阻礙。 

整體而言，升格後新直轄市的制度設計，在區公所與志願部門的互動關係這

個面向上，相較過往的鄉鎮市自治時期，對社會資本的累積較為不利，這導因於

預算經費高度集中於市府而造成的預算規模下降，以及公文化的計畫提報與文書

審核，對社團活動舉辦衍生的障礙與主動性的剝奪，使得地方社群作為社會資本

累積平台的功能，因為改制後制度結構的轉換而受到貶抑。 

貳、公民參與的機會 

正式制度的設計在地方社會資本的累積上，若能夠給予地方民眾對於地方事

務主動參與的空間，便能夠藉由公眾對於公共事務的投入及影響力的發揮，促使

更多在地社群的成立以及活動的開展，同時藉由公民參與的過程來強化公民自身

的在地認同，增加地方社群內部的互動頻率，帶動地方治理網絡中不同行動者的

互信互賴，提高公民社會內部的社會資本存量。改制之後的區公所體制，在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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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上，對於公民參與此一面向的變動，最明顯的部分，在於過往作為民眾地方

意見反映者的市民代表，在改制之後的裁撤，轉而藉由市議員與市政專線 1999

作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發聲的替代管道。而這種參與管道的調整，在新店區造成的

影響，受訪者之間存在不同的見解，以下分別針對市民代表的裁撤以及市政專線

溝通方式的影響進行說明。 

一、市民代表裁撤的正反評價 

改制之後由於不再實施地方自治，過往作為地方自治施行監督者及民意傳達

者的地方民代不再存在，市民代表由過去具有實權的民意代表，在改制的過渡期

轉換為幕僚性質的諮詢委員，而在 2014 年的直轄市選舉後更將走入歷史。這樣

的制度轉換，從形式上的參與管道來看，對一般民眾地方事務的參與似乎存在不

利的影響，受訪者 A1 便認為：「過去新店市公所時期，里長、市民代表及市議

員是代表民意的人，改制之後只剩下里長及市議員。……整體來看，雖然改制後

民眾對區內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並沒有明顯的減少，但區公所的制度設計在民意

表達上能夠提供的空間相對有限，民眾對地方事務的表達必須藉由其他管道來進

行。｣市民代表作為民意傳達管道的取消，在地方意見的表達上固然是一種參與

管道的限縮，但這種參與管道的去除，對地方行動者而言，在制度設計提供給地

方民眾的參與空間上，卻存在正反不一的評價。 

首先，認為市民代表裁撤對地方民眾在意見表達上存在正面評價的受訪者，

大多立基於市議員對民意傳達能力的樂觀期待，以及資訊化時代發聲管道的多元

選擇，同時也對過去市民代表在地方上的功能及引發的弊端提出質疑。受訪者

A2 對當前多元的資訊參與管道在市民代表取消後參與管道的替代效果很有信心：

「我覺得沒有差很多，升格以後還是有市議員這個發聲管道，而且現在資訊也很

發達，像是市長信箱、區長信箱其實都能夠發揮表達意見的功能，參與管道反而

更多元，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影響不會太大。｣除了對資訊管道替代效果的樂觀

期待外，部分受訪者對市民代表裁撤效果的正面評價，則是來自於過去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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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對市民代表引起的政治亂象所帶來的負面觀感，受訪者 B2 提出這樣的意

見： 

我認為這部分應該是還好，就新店區來說，改制之後市議員的席次數一樣是 5 席，少掉

的只有 25 席市民代表，我認為目前里長跟市議員這兩種民意表達的管道對民眾來說已

經很夠了，加上你也知道市民代表本身有一些不好的地方黑暗面，市民代表的運作有時

候會有不好的事情出現，所以我認為改制後你說民眾對地方事務參與的管道，我是覺得

沒有太大的影響。 

而在改制後一肩挑起民意傳達任務的市議員，對於市民代表裁撤帶來的衝擊，

基於對自身在民眾意見處理能力上的信心，以及基層需求的容易處理，認為改制

之後市議員作為單一的參與管道，在地方民意的處理上不會有太大問題，市民代

表的裁撤是合理的制度調整： 

基層的事情我們處理起來不會太困難，那至於在接受民眾意見的數量上，從以前我當縣

議員，到現在市議員，頂多增加百分之二十，都是一些馬路破洞、水溝不通的小事。那

現在這些事情市府都發包出去，有所謂的開口合約，一年內都有工程單位隨時待命，只

要打通電話給區公所，馬上就可以處理。我認為時代在進步，人也要進步，以前或許需

要這麼多民意代表，現在真的不需要了。以我個人來講，現在每天少則 5、6 個會勘，

多的時候 10 幾個，都處理得很快樂，也不會累。所以說雖然改制後處理的事情變多，

但大部分是基層的事情，很好處理（E1）。 

以上受訪者的意見，表達了制度設計轉換後對參與管道的樂觀評價。然而，

部分受訪者則從改制後上述替代管道以及市議員能力的不足出發，指出市民代表

轉換為諮詢委員的制度變革，對於地方民意的傳達以及民眾地方事務的參與帶來

很大的障礙。首先，目前新店地區處於制度轉換的磨合期，作為過渡階段的權宜

設計，過往的市民代表當前仍以區政諮詢委員的身分在地方上替民眾服務，但是

權限的萎縮使得這些委員傳遞民意的積極度顯著下降，受訪者 A1 指出：「雖然

有區政諮詢委員的設置作為制度磨合期的配套，但區政諮詢委員每年只有 2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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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期，加上影響力和職權都和過去市民代表時代大不相同，導致這些委員在民

意的反映上比過去消極不少。｣其次，針對里長及市議員在民意傳達或處理上的

能力，部分受訪者則抱持悲觀的態度： 

現在里長上去就是市議員，區長是官派的，民意傳達的管道，因為市議員在議會開會的

時間很多，現在新店這個選區五席市議員沒辦法把區域跑遍，以前有 57 席代表幫忙分

擔民意傳達的責任，現在沒有了，只靠議員根本負荷不來，而且里長本身不是民意代表，

里辦公室只是最基層的行政單位，民眾意見傳遞的管道是很不足的（C1）。 

這種悲觀態度的出現，反映了改制後民意代表性的下降對民眾表達意見的衝

擊，市議員的層級屬於新北市政府，大多把精力投注在市政層級的公共事務，並

無太多餘力對區或里層級的民眾意見鉅細靡遺地進行處理，使得民眾對地方事務

的意見表達不若過去來得方便及有效，受訪的區政諮詢委員 C2 便針對這樣的窘

況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改制對民眾是弊大於利，改制前有市民代表，我們平常就在地方上活動，民眾也

很信任我們，不管事情大小，一通電話我們就可以協助處理。可是改制後市民代表廢掉，

現在五個區才五個市議員，你想想看，議員參與那麼多大案子，而且每年有一半以上的

時間要在議會開會，剩下能夠服務群眾的時間不多，有這麼多人需要服務，只靠五位市

議員根本服務不完，這樣的參與管道對民眾來說是不夠的，讓民眾有投訴無門的感覺。 

除了從人數與時間的不足進行論述外，市議員與地方由於層級差異所衍生的

距離感，也讓民眾對改制之後自身在地方事務表達管道上的轉變有所抱怨，認為

相較過去存在市民代表的地方自治時期，民意表達的時效與有效性較差： 

我覺得改制之後市民代表會的裁撤，不只是對我們這些代表，對一般民眾的影響也很大。

俗話說「子彈打遠了也會冷掉｣（台語），現在市議員作為主要的反映管道，他們對於最

基層貼近百姓的事務不可能完全了解，比較有距離，還要透過好幾個管道傳遞，時效上

差很多（C4）。 

有市民代表還是比較好，因為比較快，發聲直接，而且對市長、課長有影響力。現在議

員的管轄幅員太大，跟地方社區的互動不多，不像市民代表就在社區附近，跟社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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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親近。另外就是，以前透過市民代表找議員，議員會顧慮到市民代表這一塊的選票，

表達的意見比較會被重視，現在市民代表這個層級被抽掉，意見表達上會產生斷層，我

們地方層級的事務轉達給議員可能不太會有回應（D3）。 

對以上兩種對市民代表裁撤在公民參與管道帶來影響的不同評價進行分析，

本研究認為前者的樂觀態度是在制度設計的形式面上提出的意見，容易忽略制度

設計在實際運作上所造成的理想與實際之間的落差，至於市議員在改制之後處理

案件增加有限的說法，背後的意涵可能不是市議員運用其強大的能力把市民代表

過去所擔負的傳達任務完美的加以取代，而是民眾在與議員較為疏遠的情況下，

選擇沉默不表達後的結果；而後者對市民代表裁撤後的觀察，則是在實際互動的

基礎上所提出的感受，更加貼近制度轉換後所造成的實際影響。因此，市民代表

會的裁撤，對於地方民眾參與公共事務的機會與管道，帶來了負面的影響，升格

後的制度設計，在公民參與的管道上，較過去有所限縮。 

二、1999 專線及其他的公民參與管道 

誠如上述受訪者所談到的，當前區公所層級能夠提供市民對地方事務發聲的

管道相對有限。然而，基於改制後新北市政府市政集權的制度操作，為了避免表

達管道斷層引起的民怨，並建構市府和市民直接的溝通管道，13市政府藉由資訊

工具的運用，作為地方民眾對公共事務或地方需求進行反映的途徑，降低市民代

表及區公所的參與管道縮減可能產生的影響。而在諸如市長信箱、區長信箱等參

與管道中，訪談過程中的受訪者，大多對新北市政府仿效台北市政府所成立的

1999 市政專線有所闡述，凸顯其作為改制直轄市後地方民眾參與管道所引起的

高度關注。然而，一如市民代表會裁撤所引起的正反評價，市政專線的參與管道，

在受訪者間的褒貶不一，以下先就肯定與批評的原因進行說明，而後就此管道在

公民參與面向的影響提出本研究的意見。 

市政專線作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在處理時限的強制要求以及回應

                                                       
13  如在定期舉行的市政會報中，規定各區區長就區內事務向市長進行報告；與里長透過定期餐

會來聆聽其意見與需求，以及各種多元的電子溝通工具，如市長信箱、市民專線 1999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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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的規範兩者配合下，在回應速度上得到受訪對象的肯定與認同，如某位受訪

的里長表示：「就民眾意見的表達，新北市跟台北市一樣有 1999 專線，市政府會

要求我們里長多跟里民宣傳有事情要反映可以透過這個專線，像我自己也會透過

這個專線向上面反映一些意見，效果滿好的（B4）。｣而區公所在里長對此一專

線的反映上也大多接收到正面的評價：「就我所接觸到的一些里長的意見，反應

是還滿正面的，都說現在打 1999，市府那邊馬上就會處理，速度上是快的（A2）。

｣然而，市政專線雖然有處理效率上的優點，但快速的意見回應與實際的問題解

決之間，似乎存在落差，而使用者付費的概念，更讓過往習慣由民代提供無償服

務的民眾較為不滿，某位里長便指出：「特別要提的就是，目前 1999 的反應滿差

的，一來它要付費，二來它是一種層層轉承的機制，很多民眾的反映到最後就是

沒有回應或結論，很多人就會認為還不如透過里長來反應（B3）。｣而對於這種

情況的出現，受訪者認為是後續監督機制缺乏所造成的： 

現在透過 1999 專線反映，雖然有處理時間的要求，但有時候反映的事情說已經在處理，

可是後續的過程沒有人可以監督。像我就有接到一些民眾反映，說打給 1999 以後，跟

他說案件已經轉給處理單位，可是之後就沒有後續，還要民眾再上市長信箱或找更高層

級的單位才會得到回應，民眾就會比較不滿（C3）。 

以上對此一改制之後民眾參與管道的褒貶，點出了制度轉換下市政集權的運

作模式在處理民眾需求時的優點與限制，單一窗口的參與管道配合行政體系的績

效考核，固然給予行政部門在面對民眾需求時快速回應的壓力。然而，同時肩負

問題接洽與處理情況監督的行政體系，在球員兼裁判的情況下容易發生問題無法

獲得解決的情況，從而導致民眾透過此一管道所表達的意見，雖然獲得形式上的

回應，但卻可能無法得到實質的問題處理。這種現象的出現，其實從某位受訪里

長對改制後公民參與管道的詮釋可以略見端倪，其認為：「現在民眾跟二三十年

前已經不同了，他們對市政或地方事務有任何意見，都可以上網進行反映，新北

市政府和各局處對這些意見，基本上只要不是無稽之談，都會積極的去回應（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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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積極回應，所以回應的速度提高，然而，對於所謂「無稽之談｣的判斷，

則掌握在市府手中，缺乏外部的監督機制，所以當問題的反映被視為無稽，自然

難有後續。因此，本研究認為此種制度結構的轉換，相較於過去由市民代表即時

服務且能夠有效監督的參與管道，或許在問題處理的速度上有所改善，但監督機

制的缺乏，則讓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力度有所下降。換言之，市府雖然藉由市

政專線或其他多元管道的提供讓民眾對地方事務有參與的空間，但仍無法有效填

補市民代表參與管道的取消所帶來的衝擊，呈現參與管道的衰退。 

整體而言，改制之後的制度設計，在民眾參與機會此一面向上，呈現負面的

限縮。市民代表發聲管道的裁撤，固然有助於消除過往的政治亂象，然而市議員

層級發聲管道存在的民主赤字以及替代管道的運作缺陷，使得市民代表能夠提供

的參與空間無法完全補足，呈現參與機會的減少，對地方治理網絡內部行動者的

互動機會以及參與意願存在負面的影響。 

參、需求回應能力與公共服務 

在地方社會資本累積的過程中，正式制度的設計，若能夠對地方行動者所提

出的需求進行有效的回應，參與過程所投入的資源便能夠獲得回饋，進而帶動行

動者對地方事務持續參與的誘因，使地方社群和地方政府能夠在彼此投入皆能得

到善意回應的情況下，建構彼此互動時相互協助的互惠規範，增進地方治理網絡

內部協力行動開展的可能性，強化地區社會資本的發展。而制度轉換後的新店地

區，在制度設計的此一面向上，卻呈現顯著的下降，這源自於區公所權限移轉導

致的回應能力下降、市府集權產生的回應速度及彈性下降，以及契約外包帶來的

回應品質的降低，以下分別說明。 

一、公所權限的移轉降低回應能力 

過去作為地方自治體的市公所時代，新店市公所有足夠的權限與經費來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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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眾所提出的各種需求，在需求回應上有足夠的能力。然而改制後派出機關

的行政定位，區公所不但面臨經費規模的大幅減少，更喪失許多過往地方事務的

處理權限，導致區公所在面對地方民眾所提出的需求時，雖然在服務心態上與過

往並沒有太大差異，但資源與權限的限縮，則讓區公所淪為民眾需求的承轉者，

無法直接滿足民眾的需求： 

改制之後，就區這個層級來講，它的權力被上級的市政府拿走了，造成區公所本身在民

眾需求的回應上顯得力不從心，也就是說，區公所本身在服務民眾的心態上雖然和過去

沒有太大的差別，但相較於過去，現在區公所在面對民眾提出的需求時，沒辦法提供太

多承諾或保證（B1）。 

區公所在改制之後是有責無權，他們本身也很無奈，上頭丟很多事情下來要區公所做，

可是區公所本身又沒有權力可以決定，當民眾洽詢的一些服務涉及經費的開銷，區公所

就不能跟民眾保證做不做（C2）。 

上述對區公所在改制之後回應能力下降的意見，連帶影響到公所在需求滿足

上的效率，使得民眾對區公所在回應速度上產生不滿，受訪者指出： 

改制之後因為制度結構的轉變，某些業務不再由區公所權責，在對民眾這些需求的回應

上，會告知民眾業務權責的變動，並將民眾的需求轉達給市政府。這樣的改變會讓民眾

對區公所在需求滿足的效率上有較不好的觀感。以道路整修為例，過去只要民眾反映，

市公所的工務課可以馬上解決，現在八公里以上的道路工程，必須要區公所上報給市政

府工務局，等工務局進行會勘，擬訂計畫後才能施工，需求回應的效率會比較差(A1)。 

新直轄市成立後的制度轉換，區公所在角色定位的調整下，已不再是市民需

求的直接處理者，淪為民眾意見的承轉單位，受訪者 B2 便認為：「就民眾需求

的回應來講，現在區公所本身已經沒有什麼決策權，比較像是一個承轉單位。｣

因此，在制度設計的需求回應此一面向上，若要進一步探討其在改制之後的變化，

必須就市府在地方需求回應上的情況來進行討論。換言之，必須對目前市政集權

的需求回應方式所造成的影響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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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府集權降低回應彈性及回應速度 

在新直轄市的制度結構下，過往地方掌握的行動權限收歸市府統籌，而市府

在民眾需求的滿足上，必須採取 29 區一致的標準，由市府按照統一的流程來回

應，避免各地不同的回應方式造成紛爭。這種由市府集中處理的運作方式，固然

能夠在齊一的處理程序下減少各區差異帶來的爭議，但也造成區公所在回應彈性

上的衰退以及需求滿足速度上的降低，使得此種需求回應的方式引起地方的不滿。

首先，市政府集中處理的運作方式，造成區公所在面對民眾提出的需求時，只能

透過層層移轉的機制報請市府處理，無法透過適當且即時的處置來加以滿足，受

訪者 A2 便指出：「回應能力的部分是有差的，以前地方自治我們有自己的經費、

權限來做事，升格以後是整個新北市一體，我們不能擅自回答民眾的請求，必須

跟上級取得一定的共識之後才能給民眾答覆，在回應的權限上沒有過去那麼大。

｣而此種回應權限與彈性的降低，連帶造成公所淪為市府接收民眾需求的傳聲筒，

遇到民眾反映的地方需求，大多消極的轉承給新北市政府，而不再積極的想辦法

來滿足民眾的需求，受訪者 B1 便認為：「過去市公所的時候市長是地方的大家

長，在行動上有很多自主性，在民眾需求的滿足上比較積極，可是現在區長的身

分是官派的公務人員，行動和預算受到市政府比較大的限制，做起事來比較消極，

就市政府交辦的事情做一做而已。｣另一方面，由於市府和基層事務的距離，使

得其對於某種需求急迫度的認知和民眾之間可能存在差異，導致此種需求回應的

方式無法令人民滿意，訪談對象 D2 從改制前後跟區公所互動情形的變動來說明

這種需求回應方式的不便：「改制之後，以我跟區公所接觸的經驗來說，區公所

給我的感覺是，下層的承辦人無法做決定，可是上層的機關又不太重視，所以在

我們活動舉辦的需求回應上，跟過去比起來就會覺得改制以後比改制以前差。｣

顯示此種制度的轉換，一方面降低區公所在民眾需求回應上的行動彈性以及積極

性，另一方面則因為市府對需求急迫度的不瞭解，而引發民眾的不滿。 

制度設計的調整，除了造成需求回應上彈性的限縮，連帶的也降低了需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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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速度。目前集中於新北市政府的需求回應方式，不論是由市府局處自行對民

眾的問題進行處理，或是移轉給公所權責，在時效上都不若過往市公所直接予以

處理來的迅速，受訪者 B2 便以業務處理的具體改變來說明回應時效上的差異： 

改制前台北縣 29 鄉鎮市都有各自的捕狗大隊，當地方上出現會攻擊人的流浪狗時，民

眾只要通報，一個小時內都會進行處理。可是改制後新北市把捕狗業務集中到動保處，

跟我們里長說以後要捕狗都要通報新北市政府，可是新北市政府在板橋，新店市有流浪

狗攻擊人，捕狗隊到了狗都不知道跑那去了，所以在民眾需求回應的效率上會比較差。 

三、契約外包的處理方式降低回應品質 

過去市公所的自治時期，居民需求的回應，若不是由市公所內部的單位直接

予以處理，便是由市公所或里長和熟識的廠商接洽，來滿足民眾所反映的基本需

求，由於廠商的挑選是在長年的互動基礎上，對於問題解決或需求回應的品質較

能夠掌握。而在改制之後，地方反映的需求，當市府無法直接透過相關局處進行

回應時，通常會採取契約外包的模式，透過標案的分包來提供地方民眾所需要的

服務。由於標案大多由較能夠壓低成本的廠商得標，在服務品質上不如過去穩定，

加上這些標案大多一年一標，服務廠商的頻繁更迭造成需求回應者無法累積對地

方業務的熟悉度，使得此種回應方式的運作降低了所得到的服務品質，引起地方

人士的不滿： 

以前馬路破了個洞，市公所可以直接處理，現在都要層層上報，由市政府成立標案發包，

等真的開始補路，小洞都變大洞了。再舉一個例子，我們山區有很多路要除草，以前里

長直接找人來做，知道那家廠商的品質比較好就找他們做，品質很穩定，現在都由市政

府統一發包，這些標案都是求便宜，壓低成本，做出來的品質爛到不行（C1）。 

現在市府很多公家單位附屬機關的運作，是透過人力外包的方式來做，這種方式是很不

可取的，因為案子是一年一標，今年某甲標到派他的人做，明年某乙標到就換人，這些

人連業務都還沒弄熟就走人，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D4）。 

綜合而言，改制之後的直轄市體制，在制度設計中，對於地方需求回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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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面向，與過去鄉鎮市自治體的制度規劃相比，不但剝奪了公所本身對民眾需

求的回應能力以及運作彈性，造成公所淪為意見承轉的傳聲筒。更在市府集權的

操作模式下拉長了需求回應的時間，以及服務品質的下滑，引起基層行動者對市

府回應能力的不滿。因此，在回應能力這個面向上，改制後的制度變革，帶來的

是較為負面的影響。 

肆、民主領導與社會吸納 

正式制度的設計，在地方治理的過程中，若能在地方決策上維持決策的公平

性，避免決策的作成對地方網絡中的少數人過於偏頗，則制度的運作將能夠塑造

地方行動者對制度公平性的信心，進而藉由政治信任的提高來促進社會信任的生

成，形成社會資本的累積。綜觀改制後的制度設計，對此一面向影響最大者，莫

過於過去自治選舉的取消對派系衝突的降低、官派區長的資源規模與中立規範對

決策公平性的改善，以及掌握資源分配權的市政府在遊戲規則上的確立所帶來的

影響，以下分別進行討論。 

一、自治選舉取消改善派系衝突 

在本研究對鄉鎮市自治存廢的討論中，地方派系的問題一直是反對自治的論

述中十分重要的論點，認為自治選舉的實施容易因為地方派系以及選舉競爭的問

題而導致地方衝突，進而在彼此角力的選舉後互相杯葛，不利地方和諧的維繫。

除了地方和諧的問題外，選舉時期的派系以及人情包袱，容易造成市公所在地方

決策或資源分配上的偏頗，損及地方上的政治信任，以及人與人普遍信任的建立，

對社會資本的累積造成傷害。因此，改制之後官派區長的運作以及市民代表會的

裁撤，在不存在選舉壓力的情況下，公所的決策或資源分配，在受訪者的觀點看

來，顯得更加公平，受訪的諮詢委員 C1 認為：「現在沒有區長選舉，沒有選舉

就沒有必要去攏絡別人，所以里跟里之間的資源分配，從區公所對各里的態度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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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不會有不平等的情況。｣而市民代表會的裁撤，在受訪者眼中，則能夠矯正

過去地方事務處理上因市民代表而引起的偏頗與不公正，對人民在施政公平性上

的感受有正面的幫助： 

過去有民意代表，那民意代表本身會有所謂黨派或利害關係的問題，在地方事務的處理

上可能會有所謂的弊端或偏頗的情況。那在改制之後新北市政府的遊戲規則都定得清清

楚楚，加上市民代表現在也取消了，我認為人民在這部分的感受應該是會比改制前來的

好（B2）。 

從以上受訪者的意見，可以看到改制後自治選舉的取消，的確能夠改善過去

選舉而產生的公平性疑慮，對地方行動者的政治信任能夠產生正面的效果，提供

增進社會信任的認同基礎。 

二、官派區長的中立規範與資源規模 

地方決策的偏頗與資源分配的不公，除了源自於選舉時的派系紛擾與人情壓

力外，自治時期民選首長的民意基礎以及可觀的資源規模，提供了進行不公正資

源分配或決策的行動基礎。而改制之後的制度轉換，一方面由官派區長取代民選

地方首長，同時對地方資源的規模大幅刪減，來導正過往可能存在的弊端或偏頗。

首先，改制之後的區長，為新北市市長任命的常任文官，具有公務人員資格，必

須遵守行政中立法的相關規範，加上永業制的資格保障，可以避免各種政治因素

對區長行動公正性的影響，改善過去民眾對民選首長政黨背景而引起的政治不信

任： 

過去民選地方首長時期，選舉恩怨及地方派系的因素可能會導致市公所在施政上存在里

與里之間建設與資源分配的不平衡。改制之後區長由事務官出任，一方面不再舉行選舉，

另一方面基於公務人員行政中立的要求，在地方事務處理及建設經費的分配上，能夠有

效避免選舉人情及派系政治的干擾，運作起來較為公正平等（A1）。 

這樣的論點在其他受訪者對改制後區公所運作公平性的意見中也能夠看見，

如訪談對象 C1 便認為：「區長有公務人員資格，有行政中立的必要跟保護，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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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市府政黨輪替太大的影響，所以就公平性這點來講，不會有太大的問題。

｣顯示區長由民選改為官派，在民眾對公所運作的公正性與平等性的評價上，應

該會比過去選舉時代對民選地方首長的評價來的好。 

另一方面，過去市公所的運作之所以可能有偏頗的情形，在於公所具有十分

充分的行動資源，進而在握有資源分配權限的情況下而作出有利特定人的決策或

不平等的資源分配，但在改制之後，誠如前面所說明過的，新北市政府提供給各

區公所的預算規模，只夠公所維持基本的業務處理和人事開銷，區公所不再擁有

額外的資源提供給地方，完全失去決策上偏頗及資源分配不公正的能力，受訪者

A2 便表示：「現在區公所的資源就只能維持基本的運作，人事費、水電費用一用

就差不多了，根本沒有多餘的資源去做什麼討好地方的舉動，想不公平都沒辦法。

｣可見目前在區這個層級的地方決策與資源分配，由於選舉的取消與資源的刪減，

在民眾或地方人士眼中，運作上有更高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資源分配在改

制後的向上移轉，導致市府層級的決策與資源供應的情況，能夠影響區層級人民

的政治信任，如同訪談對象 D1 所言：「至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現在區公所就

是一個空殼子，在資源分配上插不上話，完全由市府主導。｣因此，有必要對改

制後新北市政府在區層級的資源分配方式進行分析。 

三、新北市政府資源分配規則的確立 

改制後的地方制度設計，強調直轄市施政的一致性與一體性，在資源分配上，

藉由維持基本運作的前提來訂定各區公所的預算，避免區與區之間的爭議。而在

區內各里之間的資源分配上，則在滿足各里基本需求的精神上，按照里內人數的

多寡來調整各里可以接受市府資源的數額高低，避免過去各里齊頭式平等所引發

的爭議，在受訪里長間，對此種規則的調整，大多認為較過去更為公平： 

新北市在改制之後，就我所知道的，在里和里之間資源分配和活動補助上有比較公平。

像朱立倫市長就有說，各里活動的經費補助，在各里足夠支應活動開銷的前提下，大的

里多一點，比較小的里就少一點，不會像過去各里不論大小都領一樣金額，比較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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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民政局對區公所在各里活動經費的編制上有在把關，相對過去來講我認為有比較公

平（B1）。 

除了里與里之間資源分配的規則被認為在改制後較為公平外，社區或社團組

織舉辦活動的企劃申請方式，相較於過去與市民代表或議員之間人情取向的經費

爭取方式，被認為是一種較為公平的經費競爭模式，即便是對此種申請方式較為

不滿的協會理事長，也同意當各社區都具備撰寫企畫與使用電腦的組織人力時，

這樣的遊戲規則是十分公平的，某位受訪者對於從人情取向到創意競爭的制度轉

換表達了正面的肯定： 

以前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資源分配，比較屬於人情關係取向，那個協會跟代表關係比較

好，經費就比較多，像我們協會跟代表的關係不錯，所以經費爭取很容易。現在就是各

憑本事寫企劃去爭取經費，雖然改制之前我們錢拿得比較多，但我覺得這樣的轉變是比

以前公平的（D3）。 

從改制之後選舉因素的去除以及市府遊戲規則的確立，可以看到正式制度的

轉換，一方面消除了過往政治不信任產生的源頭，另一方面也建立了公平的互動

機制，在制度設計對地方決策的公正性或吸納性而言，相較於過去人情與派系的

互動機制，較能夠促進地方治理中各行動者的彼此信任，對社會資本的累積有較

正面的影響。 

從以上對制度設計的四個面向於改制後調整所進行的討論，整體來看，新直

轄市的制度轉換，降低了政府組織對地方社群的支持程度、限縮了地方社群與民

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同時降低了政府對地方需求的回應能力，但卻能夠將

過去制度設計中存在的不平等與偏頗加以矯正。這樣的制度調整，對於地方社會

資本的累積似乎有利有弊，因此，以下將從社會資本三個要素在改制之所呈現的

變動，來評價此一制度變革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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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改制後社會資本構成要素變動分析 

壹、網絡 

社會資本的網絡要素，強調民眾對地方社群的廣泛參與，以及地方社群在公

共事務上的彼此交流，作為公民社會內部集體行動展開的基礎，以及培育社會資

本的社會關係結構。因此，地方社群的運作活力、彼此交流的狀況以及民眾對這

些社群的參與意願，是影響社會資本此一要素增減的主要面向。而針對這三個面

向所進行的訪談，顯示由於制度設計對志願部門支持程度的衰退，以及民眾對地

方事務參與管道的萎縮，讓新店地區的社群活力下降、彼此互動的頻率降低，人

民對地方事務的投入意願也較為消極，以下分別說明。 

一、經費規模的刪減弱化地方社團的活力 

誠如前述在制度設計對志願部門支持程度此一面向的討論，在改制後地方社

群所接受的援助大幅縮水的情況下，地方社團與社區組織在運作上十分困難，導

致新店區內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和社區發展協會都面臨停擺或縮小活動項目的

困境，受訪者 A2 便指出：「整體來講，就是因為經費的短少，造成公所、社區

和社團運作上的困難，像是老人會還有一些弱勢團體，如勵馨基金會和家扶中心，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而受訪的里長則更具體地從里內資源的短少來推論地方民

間團體的運作窘況： 

具體來說，以我這個里來講，改制前市公所每年可以配幾百份月曆讓我來分送給里民，

改制後只剩兩份。過去里民大會的預算每年可以編十萬，改制後只剩一千五，這些錢連

買個水給里民喝都不夠。你想針對我們這種基層行政組織的經費都刪減成這個樣子，更

別提其他民間團體一定是焦頭爛額。這些團體成立的目的本來就是為了爭取地方利益和

政府經費辦活動，現在沒有這些經費以後，每個社團都苦哈哈，沒辦法辦活動（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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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意見，在實際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受訪者的發言中得到證實，社區發

展協會會長 D1 便指出：「就我的了解，現在有些社區發展協會已經沒有能量跟

資源運作下去，甚至面臨關門的窘境。所以資源的減少對協會的運作造成很大的

困擾。｣資源規模的限制除了對既有社團或社區組織的運作造成困擾外，連帶的

也降低新的社團或社區成立的可能，形成新店區治理網絡中社團數目與活動規模

的下降： 

從新店市公所到現在的區公所，公所本身完全沒辦法做主，能夠提供給我們社區發展協

會的經費幾乎等於零。現在區公所只有在要辦一些成果展的時候才會對社區活動提供一

些經費，但這些補助很少，大部分都還是要社區自己想辦法，可是社區本身沒有收入，

就會導致說協會很難做事，既有的社區組織在維持上已經很困難，更不用說一些新社區

的成立（D2）。 

綜言之，改制後地方制度的轉換，在降低對地方社群支援程度的情況下，在

地社團與社區活力呈現明顯的萎縮，輕則活動項目變少、規模變小，重則完全停

擺，連帶造成新的社群無法成立，使新店區公民社會累積社會資本的能力受到制

度轉換的衝擊而下降。 

二、網絡內社群互動頻率的下降 

社會資本的網絡要素，除了重視公民社會內部社團數目的增減外，社團組織

之間彼此的互動頻率對於集體行動提供的幫助也十分重要。亦即藉由社團的彼此

互動，一方面擴大集體行動的網絡規模，另一方面透過彼此運作經驗的分享，來

強化地方社群的運作活力，累積推動集體行動時能夠影響的行動網絡。然而，改

制之後的制度設計，地方社團與社區組織的活動自主性，在新北市政府嚴格的活

動審核下受到減損，地方社群舉辦的活動大多是配合市府相關局處的計畫來爭取

運作經費，過往的社區交流活動由於不受到市府與區公所的青睞而呈現停擺的情

況，導致各社區之間的互動不如過去熱絡，而經驗交流的缺乏也讓一些新成立的

社區組織在運作上較為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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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很明顯的改變就是，以前社區可以藉由社區聯誼會的場合，向市民代表、新店

市長和市議員表達需求和意見，可是現在改制之後給我的感覺是，區長對這類社區組織

的活動不是很熱衷，改制前我們社區發展協會之間辦一些彼此交流的活動，學習別的社

區怎麼進行社區活動和社區營造的工作，市公所對這類活動都很支持。可是改制之後，

這些活動很難進行，一些社區缺乏其他社區經驗的學習，活動很難辦成功，慢慢的就會

比較消極（D2）。 

從這位受訪者的意見可以看到，改制之後，由於經費縮減以及活動舉辦上的

被動性，過去社區與社區之間彼此交流與學習的平台很難建立，導致社區和社區

彼此的溝通互動減少，經驗的交流也不如過去熱絡。除了社區與社區的互動外，

改制前作為社區與公所彼此交流平台的社區聯誼會在改制後不論是舉辦的次數

與公所人員出席情況方面都越來越差，社區與公所之間的互動關係漸趨薄弱。造

成社區與社區或社區與公所之間的社會關係，在改制後皆不如改制前密切，不但

不利新社團或社區活動的展開，在地方集體行動的推動上，也容易在缺乏平時互

動結構的情況下面臨困難，對於地方網絡結構累積社會資本的能力帶來傷害。 

三、民眾對地方事務與社團的參與意願下降 

地方網絡累積社會資本能力的強弱，除了取決於正式制度對於地方社團能夠

提供的資源協助外，地方民眾對於這些社團的參與意願，同樣能夠影響地方社群

的運作活力。換言之，當地方民眾有對地方事務與社團有很高的參與意願時，將

可以透過民間資源的投入來彌補行動資源的不足，強化地方網絡的運作活力。然

而，改制後新北市政府一條鞭式的事務處理與地方活動的集中審核，對於民眾在

地方事務和地方社團的參與意願上產生了不好的影響。首先，就地方事務的處理

而言，當前由新北市對民眾需求進行回應的市政運作，由於在效率上與過往差很

多，部分民眾便會希望藉由地方人士自己出錢出力的方式來解決問題，但此種對

地方事務的熱情卻受到改制後制度設計的打擊，降低民眾地方事務的投入意願： 

那就地方民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來講，其實有比較消極。我舉一個例子，現在道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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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要轉呈給新北市工務局來處理，速度比較慢，那地方上一些人願意自己出錢來做，

反而還會被上級責怪。因為修補工作市政府已經發包出去，地方自己做的話要付給廠商

違約金，一來冤枉，二來還有可能會被承包商告，地方人士對地方事務就會有一種多做

多錯，不如不做的感覺(C1)。 

而在地方社團與社區組織的參與意願方面，誠如在制度調整部分所進行的說

明，企劃式的計畫提報和公部門繁文縟節的流程規定，對於民眾在社團與社區活

動的參與過程帶來了負面的感受，當無償性的志願投入卻被繁瑣的行政流程與嚴

格的審核機制所限制時，投入的熱情也打了折扣： 

至於你說這樣的轉變對民眾參與的意願會不會有影響，當然有呀。這些參加社區活動的

都是熱心的志工，這些人沒拿任何薪水來協助社區辦活動，市政府卻對他們跟大學畢業

或是通過考試的公務人員做一樣的要求，要他們會電腦、寫計畫，相關程序的規定又很

多，公文送過去常常被退件，這些志工就會覺得說無償來弄這些活動還被弄得一肚子氣，

心灰意冷就比較不太想來參與(D1)。 

從以上的討論，可以看到改制後的新店區，在社會資本的網絡要素上，面臨

了網絡結構內社團與社區組織數目的減少、網絡行動者在互動頻率減少下造成社

會關係的疏遠，以及民眾對地方社群參與意願的下降，導致公民社會內部的治理

網絡在社會資本累積上的功能無法彰顯，相較於過往自治時期地方社群的熱絡與

民眾的積極參與，此一要素呈現明顯的衰退。 

貳、規範 

社會資本的規範要素，指涉的是網絡結構中的行動者彼此互動時的行為準則，

尤其是對於集體目標落實能夠提供幫助的互惠規範，藉由行動者彼此間懲罰或課

責機制的運作，讓不同行動者能夠在共同目標的指引下，彼此協助來促成集體行

動的成功。而在新直轄市的制度設計下，區公所本身已經不再具備地方決策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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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的權限，對於地方民眾而言毫無互惠能力可言，加上過去自治選舉的監督

機制，轉變為目前市府對公所的績效考核，導致自治時期存在於民眾與公所之間

互惠的行為準則，在改制後消失，對於民眾、地方社群和公所之間集體行動的運

行造成障礙，不利社會資本的累積。而對於制度變革在規範要素上所造成的影響，

談談過程所得到的資料，呈現出規範關係的移轉以及人民與區公所規範關係的消

失，以下分別說明。 

一、互惠關係的建立由人民-公所轉變為公所-市府 

規範關係在行動者之間的維繫，在於行動者之間對於懲罰權力的非自願讓渡，

亦即行動者之間相互監督機制的建立。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對象雖然大多認為

民眾對區公所的監督強度與改制前並未出現太大的差異，甚至認為改制之後區公

所的服務態度有所改善。然而從其對改制後監督途徑的轉換所做的論述，不難發

現過去藉由選舉而在人民與市公所之間所建構的監督機制，在改制之後已經被市

府與公所之間行政一體的行政管理模式所取代，作為互惠關係存在基礎的課責機

制，在改制後由原本人民與公所的課責模式，轉換為市政府對所屬區公所的監

督： 

至於監督的部分，我覺得沒差，因為公所現在還是要去市議會備詢，派出機關還是要受

到市府的監督，審預算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去市議會坐好幾天。另外在公文處理的部分，

以前市公所人員就是按照公文等級來處理，現在新北市有所謂的公文管考，公文處理的

速度也納入考核的項目中，所以現在公務人員就是公文來馬上辦，整個監督的力度沒有

太大的差別（A2）。 

而受訪的里長 B2 則直接點出這種課責機制的轉移：「過去民選市長的時代，

民眾是藉由選舉來對公所課責，改制成五都以後，民眾對區公所的課責是向上和

向下移轉，透過里長或上級機關對區公所的監督，來要求區公所回應他們的需求。

｣而此種課責管道的變化，造成民眾與公所之間的互惠規範，在改制之後逐漸消

失，形成規範要素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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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與區公所互惠規範的衰退 

改制之後的區公所，一方面不再受到地方民眾的直接監督，公所由地方發展

的主導者轉變為市府命令的貫徹者，地方福利的爭取對公所而言不再是首要目標，

導致人民與公所之間彼此互惠的動機下滑。除了監督機制的轉換帶來互惠意願的

下降外，行政權限的移轉也使得公所不再具備提供地方好處的能力，造成人民與

公所之間的互惠規範難以存續。首先，監督管道的改變，使得民眾不再將區公所

視為地方事務處理上，能夠建立互動關係及行動規範的行動者，轉而加強與其他

行動者的互動，如受訪者 C2 便認為：「至於監督或課責的部分，民眾現在不會

針對區公所，都是針對民意代表，因為區公所都是公務人員，一般民眾拿公務人

員沒轍，區公所對民眾沒責任，所以民眾的監督對象比較專注在市議員。｣而受

訪者 D4 更是對這種監督機制的移轉，在公所與人民互惠規範上造成的負面影響

提出了非常悲觀的意見： 

現在要區公所有所作為是不可能的，區長是官派的，既然是官派的，一定是以執行市長

的命令為主，就算地方上有一些權益的問題跟區長反映，區長也是盡量的呼攏，我講難

聽一點，區長只是市府帶來的一個緩衝器，並沒有解決事情的能力。區長現在只要能把

地方上比較有意見的人安撫一下，就達成他的任務。至於能不能為地方老百姓謀福利，

對他來說不重要。 

除了監督管道變動對公所與民眾之間互惠規範的建立造成障礙外，公所權限

的萎縮更讓公所在民眾眼中不再是提供地方福祉的行動者，在缺乏互惠能力的情

況下，民眾與公所之間彼此協助的行為準則，正逐漸消失： 

以前有地方自治，人民可以選出有在地經驗，而且受到大家認同的人來治理地方，對當

地的文化、建設可以提供直接的支持，現在官派後這些精神就沒有了，沒有辦法因地制

宜。而且現在地方根本沒有功能和資源，都靠新北市政府分配，區本身就是一個中繼站，

沒有實質功能，沒辦法對地區有什麼作為。……至於你談到監督的部分，現在民眾都不

太想監督區公所了，因為區公所本身沒有實權，對民眾不可能有什麼傷害，民眾對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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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也沒有什麼期待，有事就上網或寄信到市長信箱，沒有期待，自然也沒有抱怨（C1）。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由於監督機制的轉換與行動能力的剝奪，民眾無

法也沒有意願與區公所維持過去彼此協力的互惠規範，當區公所的施政以市府命

令為依歸，而不若過去注重地方需求與地方意見時，民眾和區公所之間基於共同

目標的協力行動將更難開展，對於集體行動的落實造成障礙。簡言之，改制之後

的制度調整，對社會資本規範要素帶來了負面的影響。 

參、信任 

社會資本信任要素的內涵，是行動者對於集體行動中其他行動者的利他行為

具有信心的一種心理認知，而制度設計對於網絡行動者在資源分配與決策公平性

上信任與否的影響，能夠進一步造成人際信任程度的變化，亦即藉由政治信任的

改變來帶動社會信任的變化。在新直轄市的治理結構下，過去區層次自治選舉的

取消、公所資源的限制以及市政府在各里和各社區資源分配上遊戲規則的確立，

對於改制之後區層級的政治信任的確帶來正面影響。然而，正式制度的調整對於

政治信任帶來的影響並非完全正面，針對訪談資料進行分析，發現各里內部派系

與資源分配的偏頗、市府在里辦公室和社區發展協會之間資源分配的不均，以及

區公所本身權限的萎縮，使得地方治理的行動者對於這套制度的政治信任抱持疑

慮，以下分別說明。 

一、改制後里自治問題的放大 

新直轄市的制度設計，將過去由縣、鄉鎮市和村里組成的三層式自治結構，

轉換為由直轄市和里組成的自治體系，這樣的制度調整，固然因為區層級自治選

舉的取消而改善了過去因為選舉而導致的不公平，但在各里仍實施自治選舉的情

況下，選舉過程中的相互競爭以及人情壓力，容易讓里長在地方資源的分配以及

民意傳達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爭議。這種爭議或不公，在過往存在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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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及自治政府的情況下，還能夠對這種爭議進行監督與制衡，但在目前的制度

結構下，官派身分的區長對於具有民意基礎的里長而言，不再具有制衡的力量，

導致里層級的民意反映和資源使用的不公平無人監督，對於人民政治信任及社會

信任的累積造成障礙，受訪者 D4 便認為： 

如同我剛剛講的，里在資源分配上因為選舉會有不公平的現象，那以前自治時期有市民

代表會，市民代表可以跟公所反映，公所會監督里長的作為，有一個制衡的力量。現在

里長甚至比區長還要大，市府在認定上也是比較尊重里長，所以會導致里長沒有人監督，

資源的分配、意見的轉達如同里長一個人在黑箱作業，老百姓會比較沒有信心。 

這樣的意見某種程度上呼應了贊成鄉鎮市實施自治學者的論述，亦即選舉過

程的紛擾雖然可能造成地方和諧的破壞與混亂，卻能夠同時發揮監督的功能，避

免課責機制的缺乏讓地方行政的運作脫離常軌（吳定，1993）。改制後的區公所

體制，雖然擺脫過去鄉鎮市時期地方派系以及選舉包袱在地方自治上可能造成的

不公平，但卻未針對改制後各里內部的監督機制多加著墨，導致里層級的派系與

選舉恩怨，在地方行政的運作上造成不公，形成地方民眾政治信任與社會信任的

累積障礙。 

二、里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的資源分配引發爭議 

升格後的地方預算及資源分配權，完全掌握在市政府手中，誠如先前在民主

領導與社會吸納此一制度設計面向的討論中所提到的，新北市政府在面對 29 個

行政區時強調市府施政的一體性與一致性，不論在各區預算、各里經費以及社團

活動的補助上都訂定清楚的遊戲規則來進行，所以在訪談過程中的受訪者大多對

此一制度設計的公平性表示肯定。然而，市政府在里辦公室和社區發展協會兩者

間資源供應的差異，對於在地方事務處理上關係密切的兩類行動者，不論是在彼

此互信關係的維繫，或對於市府資源分配的公正性，都造成不利的影響： 

我認為現在地方資源的分配，在里跟社區發展協會之間很不公平，以我們新店安坑地區

來說，因為這邊有一個垃圾焚化爐，會對地方提供焚化爐回饋金，可是現在區公所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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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回饋金完全交給里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完全沒辦法動支這些回饋金，還好我跟里長

的關係很不錯，所以我們去跟里長要一些經費都還能要的到。可是我比較不能接受的是，

里長本身沒有活動場地，里內活動都跟協會商借，也需要我們社區提供志工人力的支援，

里做為一個基層行政單位，在地方活動的舉辦上有它的能力限制，既然地方活動的運作

需要社區發展協會，那麼地方資源的分配就不應該偏重里辦公室。所以從協會推動者的

角度，我認為社區對於改制後的區公所會比較不信任，信賴感會降低（D2）。 

從上述受訪者的意見可以看到，改制之後是政府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雖然

讓各里和各社區擁有的資源更為平等，但里和社區這兩種地方行動者擁有的資源

規模在改制後的差異卻越來越大，問題是地方活動的運作並非是由里辦公室獨自

完成，需要社區發展協會來補充里辦公室的不足。資源分配上的差異讓兩者過往

在地方治理上建立的合作互信關係遭到破壞，或更加強化既有的衝突，同時對這

種資源分配制度的公平性提出質疑，對地方上的政治信任與社會信任的程度造成

傷害。 

三、區公所權限萎縮降低信任程度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除了針對里長決策的偏頗，以及市府在里和發展協會間

資源分配的不公對民眾信任可能造成的影響提出論述外，部分受訪者則從區公所

權限的萎縮來討論民眾對公所信任的下降。社會資本信任要素的內涵，固然是集

體行動的合作者之間對互助行動的期待，但這種期待的前提，是基於目前互相合

作的行動者，對於集體目標的落實，具備作出貢獻的能力，當一個行動者對於全

體追求的目標無法提供幫助時，他和其他行動者之間的信任關係便無從建立。而

改制之後的區公所，由於淪為市府和民眾溝通的傳聲筒，不再具備地方事務處理

的實權，導致民眾和公所之間的信任關係出現衰退的情況，受訪的里長 B4 以改

制後各里里長區務會議出席率的降低，來談論這種信任衰退的趨勢： 

以前市公所時期，市公所開會幾乎每個里長都會到，現在區公所的權力沒了，里長反映

給區公所還是要轉呈上去，沒有直接處理的權限，導致說區務會議對里長來講沒有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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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幫助，現在區務會議開會出席的里長連一半都不到，顯示說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度

是下降的。 

除了從區務會議出席率的觀察來討論民眾對公所信任度的降低外，也有受訪

者直接點出面對虛級化的區公所，民眾由於不期待區公所能夠有所作為，所以對

區公所不再抱持信任的態度：「至於民眾對區公所的感受，現在區公所什麼都沒

有，什麼都不行做，民眾根本不信任它（D4）。｣顯示改制之後，區公所權責的

限縮，除了影響公所與民眾之間互惠關係的建構外，對於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程

度，也造成負面的影響。 

整體而言，改制之後區公所派出機關的行政定位，雖然得以去除過去鄉鎮市

自治時期地方政府在地方決策與資源分配上存在的偏頗，同時藉由市府相關規定

的確立來建立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使得人民對於制度設計的公正性較有信心。

然而，里長選舉帶來的決策偏頗以及市府在里辦公室和社區發展協會之間資源分

配的爭議，則讓地方行動者之間信任關係的建立面臨挑戰，加上區公所本身決策

權的大幅上移，使得公所不再具備值得人民投以信任的能力，使得改制之後社會

資本的信任要素，雖然未有太明顯的變化，但在缺乏正面動力的情況下，在往後

將會呈現持續衰退的發展趨勢。 

 

第五節 綜合討論 

本研究從制度設計中「與志願部門的關係｣、「公民參與的機會｣、「決策回應

性｣及「民主領導與社會吸納｣這四個面向來和社會資本的網絡、規範與信任三個

要素進行連結，作為改制前後新店區社會資本發展情況的衡量方式，而在分別針

對制度設計和構成要素與受訪者進行對談後，發現此次新直轄市的制度轉換，對

新店區的社會資本累積產生不利的影響，以下分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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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援程度與參與管道限縮降低網絡活力 

改制之後以區公所為主體的制度設計，對於新店地區社團與社區組織的活動

舉辦和經費支持，不如過去地方自治的新店市公所來的充裕。活動舉辦的彈性以

及能夠運用資源的減少，對於新店地區社群組織的維持帶來障礙，導致許多原先

依靠政府資源運作的社團和社區發展協會，面臨運作上項目的縮減、頻率的降低

以及規模的限縮，有些甚至只剩下社團的名稱，而無任何實際的活動運作，形同

名存實亡的空殼子。社群活動能力的衰退，降低了地方社群培養互惠互信價值觀

所具備的能力，造成過去地方社群運作所能累積的社會資本，在改制之後呈現減

少的情況。 

另一方面，改制之後嚴格的計畫審查以及市民代表的裁撤，對於地方治理網

絡內部社群活動的舉辦、社團與社區的彼此交流，以及活動需求的轉達造成困擾。

企劃能力的缺乏與繁瑣的行政流程造成參與意願的降低、交流活動的限制阻礙彼

此經驗的分享，而參與管道的限縮則讓地方社群的意見不易得到回應，對於網絡

內行動者的彼此互動以及新社群的成立十分不利。綜言之，從改制後新店區社團

活動以及彼此互動的衰弱，可以看到升格後的制度調整，對於社會資本的網絡要

素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回應能力的下降導致互惠規範的消失 

從自主自理的地方政府到秉承上命的派出機關，區公所在回應彈性與能力上

的衰退，以及民眾對公所監督方式的轉換，造成地方行動者和公所之間的互惠規

範在改制之後消失。首先，經費與權限的移轉，使得公所淪為市府和基層溝通的

傳聲筒，不再具備對集體目標或其他行動者提供協助的能力，互惠能力的喪失使

得民眾或地方社群不再對公所的行動抱持疑慮或期待，地方行動者和區公所之間

並無彼此互惠的可能，過往彼此互惠的行為規範不復存在。 

除了互惠能力喪失帶來的影響外，監督與課責機制的轉變，也讓互惠規範的

維繫，從過往公所與地方行動者的彼此約束，轉換為公所與市府的互動規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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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的定期選舉，不但提供民眾要求市公所致力追求地方福祉的課責管道，同

時也讓民選市長在選舉壓力下將地方需求的滿足視為首要任務，提供地方和公所

之間從事互惠行動的誘因，讓公所與地方的互惠規範得以成立。然而，改制後民

眾雖然仍能透過市政專線或其他管道要求市府對公所進行監督，但上下一體的行

政管理體系，強化了市府和公所之間的規範關係，疏遠了地方和公所的互動。在

地方無法監督公所，而公所又對市府負責的情況下，區公所和地方行動者之間，

為了地方善治而共同努力的行為規範無從建立，改制之後社會資本的規範要素因

為制度的轉換而呈現衰退。 

三、制度結構的調整在信任建立上仍有所不足 

過去自治選舉以及地方民代的運作，存在許多令人詬病的弊端與偏頗，派系

與選舉人情對地方決策與資源分配的公正性帶來了極大的挑戰。在改制之後，選

舉的取消杜絕了過去引起公正性疑慮的來源，而區公所資源的萎縮以及具備公務

人員身分的官派區長，配合市府資源分配規則的確立，讓地方治理網絡中的行動

者，大多對改制之後資源分配的公正性表示肯定。然而，制度設計的調整，在信

任要素的累積上，並非完全正面，部分制度設計上的問題仍對地方層級的信任建

構形成障礙，其中又以里自治監督機制的缺失以及里與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資源

分配影響最大。首先，過去鄉鎮市自治時期，縣市、鄉鎮市和村里三層式的自治

結構，固然都引起了各自的問題，但三者之間卻也存在著彼此監督制衡的能力，

避免其中一個層次的弊病或偏頗在無人監督下不斷惡化。但是此次新直轄市的升

格，在取消鄉鎮市層級的自治後，並未積極思考如何監督里長施政公平性的問題，

導致里長在市府天高皇帝遠，區長無力制衡的情況下，基於里內派系或選舉恩怨

等原因，可能在民意傳達或資源分配上有所偏頗，對於地方民眾的信任帶來負面

的觀感。 

其次，作為基層事務處理上互動密切的里辦公室和社區發展協會，新北市政

府在升格後將資源集中於里辦公室的作法，引起了社區發展協會領導者的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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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不滿的累積，可能形成兩者地方事務協力合作的障礙，甚至激化兩者過去存

在的嫌隙與衝突，不論在協會領導者對市政府的信任，或地方行動者之間信任的

建構，都有所不利。最後，失去實權的區公所，無法在集體行動的過程中提供實

質的幫助，失去被賦予信任的基礎，連帶造成民眾對區公所信任程度的下降。綜

言之，改制之後的制度設計，固然改正了許多過去引起信任疑慮的弊病，但新制

度的運作，同樣也產生新的不公平，導致信任要素在改制後無法順利增加。 

整體而言，新直轄市成立後的制度設計，對於社會資本結構面向的網絡和規

範要素，由於區公所預算規模與行動自主性的喪失，導致地方治理網絡內部的地

方社群失去了過往運作的積極和活力，而互動頻率的減少，不但不利既有網絡在

集體行動上的合作，更在運作經驗分享不足的情況下，無法帶動新社團或社區組

織的成立，無法對地方治理網絡投注新的活力與成員，造成既有網絡逐漸凋蔽。

另一方面，志願部門彼此之間以及其與區公所互動頻率的下降，也讓地方行動者

之間的互惠規範難以存續，對於網絡內部行動者的互助合作帶來負面影響。而在

認知面向的信任要素部分，制度的調整雖然改善了過去造成信任障礙的原因，但

改制後的制度設計卻也造成地方行動者之間以及其對公所與市府的信任疑慮，無

法帶動地方信任的累積。因此，改制之後的制度設計，從新店區的觀察可以發現，

其對於社會資本的網絡、規範與信任三個要素，帶來的大多是負面的影響，即便

在信任要素上有所改善，但仍有所不足，制度變革對地方社會資本的累積過程產

生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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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從制度設計與社會資本兩者的互動關係，來探討新直轄市成立後，區

公所體制對過去鄉鎮市自治的取代，在地方社會資本累積情況上的影響，藉此評

價區公所體制在新直轄市下的一體適用，是否堪稱一次良好的制度變革。而在相

關文獻分析與深度訪談的進行後，本研究在結論的第一節，將先就正式制度對社

會資本的影響、改制後制度設計的調整對新店區社會資本造成的衝擊，以及此次

制度變革的評價提出本研究的觀點。而後在第二節的部分，則對未來新直轄市的

制度設計，在地方社會資本的累積上，可以考慮的行動方案，提出本研究的幾點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壹、正式制度能夠影響社會資本的發展 

過去社會資本理論的主流論述，將社會資本的發展，歸因於公民社會內部各

種文化與歷史傳統對社團組織以及人際信任帶來的影響，因此多從社會或文化的

角度來解讀同一地區社會資本的發展趨勢或不同地區社會資本多寡的差異，對於

正式制度在社會資本理論中能夠扮演的角色或具備的功能不太重視，頂多承認社

會資本的增加有助於正式制度的運作，否認正式制度對社會資本具有影響力。然

而，本研究的進行，一方面藉由相關文獻的整理，論證正式制度對社會資本存在

影響力的可能性以及影響途徑；另一方面透過實際訪談的進行，證實了正式制度

的結構調整，能夠對社會資本的累積過程，帶來實質且立即的影響。因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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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對於國家當局或政府組織而言，絕非一種無法經營的無形資源；相反的，國

家機關可以藉由正式制度的精心設計，強化公民之間的互惠規範和參與網絡，作

為國家與地方發展上的行動資源(Evans, 1996: 1119)。誠如 Maloney et al.所言：「雖

然諸多治理領域受到社會資本的影響，但這些領域對社會資本而言同時也是一種

影響因子(2000: 803)｣，未來社會資本功能及其發展的研究，應該在這種影響力

的基礎上，從正式制度的觀點出發，思考如何藉由制度或政策方案的建構，累積

集體行動開展所需的社會資本，作為落實善治的行動策略。 

貳、升格改制對新店區社會資本的累積造成負面影響 

新店從改制前行政自主、財源充裕的地方自治單元，轉變為改制後資源有限、

秉承上命的派出機關，對於地方治理網絡內社群組織的發展、網絡行動者之間關

於集體行動互惠規範的維繫，以及普遍社會信任的累積，帶來的大多是負面的影

響。過去財源充裕的地方自治體制，讓新店地區各式各樣的社團組織以及社區發

展協會的活動非常熱絡，使得公民社會內部社會資本的累積過程，在正式制度豐

富資源的挹注下得以順暢進行，提供集體行動與地方發展的行動基礎。其次，市

民代表的存在，不但讓行政轄區廣大的新店居民，擁有一個較為熟悉的公共事務

參與管道，而在需求得以藉由參與獲得滿足的情況下，較熱衷於集體行動的投入。

同時，藉由市民代表對市公所的監督機制，讓公所必須將地方福祉的追求視為第

一要務，建構地方行動者與公所之間彼此互惠的行為準則與規範。最後，自治體

制雖然存在派系與選舉帶來的紛擾，但實質權力的擁有與豐富財源的掌握，仍能

夠藉由地方問題的解決與基層需求的滿足，來獲取地方民眾的認同與政治信任，

進而型塑區域內部的社會信任。 

而在制度轉換為派出機關的區公所體制後，資源規模的限縮以及市民代表的

裁撤，在公所協助幅度降低，而市府資源供應不敷使用的情況下，新店地區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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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社團與社區組織呈現運作活力的衰退；加上市府訂定活動規範產生的參與障

礙，造成新的社團或社區組織難以成立，既有社群網絡在資源不足以及缺乏新血

輪的情況下呈現萎縮，無法發揮社群組織在社會資本累積上具備的正面功能。其

次，行政權限的移轉以及監督關係的轉換，剝奪了公所對地方的互惠能力，也移

轉了公所的負責對象，在互惠前提與維繫機制付之闕如的情況下，使得地方民眾

與區公所的互惠規範難以為繼，對於集體行動的開展不利。最後，改制後的制度

設計，雖然能夠避免選舉人情與派系政治的問題，但監督機制的斷層、資源分配

的爭議，以及行政能力的衰頹，仍無法建構人民對制度公平性的信心，在地方信

任的積累上未能收制度轉換後的預期效果。總結而言，經由本研究對訪談資料的

分析，改制後新店地區的社會資本累積，相較於改制前，受到制度設計調整的影

響，呈現負面衰退的發展情況。 

參、新直轄市的制度設計不利地方治理的運作 

針對新直轄市成立後區公所體制的一體適用，許多論述分別從不同的角度來

探討其是否堪稱一次良善的制度變革。本研究從地方集體行動所需的社會資本在

改制之後的變化進行切入，透過改制後制度帶來的影響與社會資本理論結合，思

考此次制度轉換的良善性。而經過相關文獻以及實證資料的分析之後，本研究認

為新直轄市成立後，區長官派的區公所體制，對於地方社會資本的累積存在負面

的效果，使得不論是地方協力互助的行動網絡與互動平台的維繫，或是社會信任

的建構，在改制之後呈現衰退的趨勢。市政集權的制度設計，切斷了過去地方政

府與社群組織的密切連動，以及基於地方認同而累積的互惠與信賴心理，使得地

方治理的推展，形同市政府的單打獨鬥，無法有效結合地方資源與經驗來取得更

好的治理成果。 

另一方面，新直轄市的治理環境，與台北市在內部特性以及轄區範圍上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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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差異，面對地域狹小且同質性高的治理系絡，台北市政府足以透過市府集

權的運作方式來妥善處理地方事務，社會資本的不足對於地方政府來說並不構成

地方治理上的重大問題。然而，新北市做為全台面積最大的直轄市，區域內部發

展的異質性以及地方需求的多元性，絕非台北市可以比擬，面對如此複雜的治理

環境，僅憑新北市政府一己之力，必定無法有效的推動地方事務的處理和落實地

方發展的目標，而需要借助民間團體與地方社群的力量，藉由公私部門的資源分

享與彼此合作來完成地方治理的任務。因此，累積有助於集體合作的社會資本，

是新直轄市必須進行的工作，但是當前的制度設計，非但無助於社會資本的累積，

甚至讓社會資本呈現負面的減少，導致新直轄市的地方治理，無法藉由社會資本

對集體行動所具有的促進效果，來追求良好的治理成果。綜言之，改制之後新直

轄市的制度設計，讓直轄市政府在無法憑藉一己之力推動地方治理的情況下，無

法藉由地方網絡的活化與互信認知的建構來取得社會資本，使得市政府難以透過

民間資源與行動者的協助來落實地方事務的處理，對於改制後地方治理的運作不

利；換言之，從社會資本理論的角度來思考此次直轄市的制度變革，本研究認為

這樣的制度轉換並不適切。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進行，發現官派區長的制度設計，相較於過去地方自治的治理體制，

不利地方善治所需社會資本的累積。但在桃園縣即將升格為第六個直轄市的當下，

將區公所由派出機關調整為自治法人的可能性不高，加以過往鄉鎮市的治理體制

所引發的政治亂象與爭議，全面回復鄉鎮市自治的治理型態勢必有其困難度。因

此，難以藉由行政定位的全面性轉換，來矯正此種制度設計對社會資本累積的障

礙。因此，本研究在最後，將嘗試在目前既有制度結構的基礎上，就累積地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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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本此一目標的落實，可以採行的制度調整或行動方案提出建議，作為未來直

轄市制度設計的參考。 

壹、協助地方社群強化企畫提報能力 

社會資本理論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志願性社會組織是社會資本生長的溫床。

現代社會中社會資本的產生和更新與志願部門和組織有著密切的聯繫（燕繼榮，

2006：164）。因此，正式制度的設計規劃，必須能夠建構讓地方社群足以運作與

成長的社會條件，活絡社會社團的運作，尤其是自發性、公益性和人際互動型社

團（江明修，2004：59-60）。改制後市政府對地方社群活動採取計畫提報的審核

方式，忽略了當前志願部門人力結構對於此種活動規範可能存在的適應障礙，以

及對地方社群設下的參與門檻，在社群運作活力上帶來的負面影響。未來的制度

規劃，應考慮由市府或由市府委託各區公所，透過統一的課程培訓或個別輔導的

方式，提高各社團或社區發展協會志工的企劃與電腦操作能力，使得地方社群在

地方活動上的創意發想，不會因為文書與資訊能力的欠缺而無法付諸實行，同時

避免辦理活動的程序規範降低參與意願，維持地方社群的發展動能，保障地方社

會資本藉由社群活動的開展而持續累積。 

貳、藉由審核標準的訂定，提升活動品質並促進參與規模 

改制之後的市政府，面對轄下各行政區內數目眾多的社團與社區組織，基於

資源規模一致性與平等性的基本精神，對於地方社群能夠提供的支持程度，固然

無法與部分改制前財務狀況良好的鄉鎮市公所相提並論，因而造成地方社群成員

數目和運作活力的下降，但這並不表示支持程度的下降一定會造成社會資本的減

少；相反的，政府可以藉由活動品質和動員規模的提高，來彌補活動數量減少對

社會資本的負面衝擊。因此，未來市府或可考慮藉由活動審核標準的精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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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確保地方社群所舉辦的活動，對於地方行動者之間互動網絡以及互信價值的累

積具有正面的功能。同時針對認定為優質的活動提供較多的經費支持，並將核准

理由公開給其他社團或社區組織知悉，降低審核與經費補助不公的疑慮，也可達

到社群網絡內部成員彼此的經驗交流，讓有限的資源，對於社會資本的累積能夠

發揮極大化的效果。 

另一方面，市政府在活動審核標準的訂定上，也可考慮對數個社團或社區推

動的聯合性活動採取積極鼓勵的態度，一方面藉由數個社團的資源結合來降低活

動辦理的難度，另一方面也可強化網絡成員的交流互動，對於網絡結構的健全、

互惠規範的維繫與地方信任的建立帶來正面的影響。簡言之，改制之後資源規模

與支持程度的限制，雖然造成志願部門運作上的障礙，但透過審核規定的引導來

提高活動品質與參與規模，可以藉由質的提昇來抵銷量的不足，維繫地方社群作

為社會資本搖籃的功能。 

參、增設區民代表會，補足參與管道及強化里長監督 

改制之後市民代表的虛級化，對地方社群和民眾意見的反映造成困擾，導致

地方和市府之間出現互動溝通的斷層，一方面讓民眾對公所的施政缺乏直接的監

督管道，而使公所與地方之間的互惠規範難以維繫；另一方面也讓里長的決策與

資源分配無人監督，侵蝕民眾的政治信任，造成地方社會資本難以累積的窘境。

這種困境的出現，是台灣當前直轄市制度設計獨尊行政效率，而忽略民主治理引

發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認為，未來直轄市的制度結構，在維持區公所派出機關

的行政定位下，應可考慮增設具有民意基礎的區民代表，補足民眾在地方事務參

與管道上的不足。至於區民代表的職權，在派出機關的基本定位不做調整的情況

下，或可考慮仿效法國巴黎市的區制設計，讓區民代表扮演市府、公所和人民之

間的中介者，將地方民眾所重視的利益及事務，向市府、市議會或區公所進行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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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補足市議員在地方意見傳達上的能力限制以及市府和民眾溝通管道無人監督

的缺陷，讓地方社群的活動需求以及民眾意見得到有效的表達，促進社群活力並

強化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意願，帶動社會資本的累積。此外，區民代表的增設，

等於在里和市府之間，增加了一個權力制衡的機制，使得里長所做的決策能夠受

到同樣具有民意基礎的區民代表監督，改善里內決策不公平的困擾與疑慮，增進

地方信任的累積。 

肆、適度放權，充實區公所職能 

改制之後地方權力的向上移轉以及資源限制，弱化了基層行政組織在地方治

理網絡中輔助地方社群、進行互惠行動以及累積地方信任的可能性，形成社會資

本的發展障礙。作為直接面對地方社群和基層民眾的行政組織，區公所對地方社

群的特色與優勢、一般民眾的需求以及地方發展的未來願景，比高層的市政府更

為熟悉。因此，在地方行動者的凝聚以及集體行動的推展上，能夠在地方情感與

平時互動的基礎上順利進行，對地方網絡的營造與發展，以及互惠信任的價值建

構提供貢獻。另一方面，從民眾的角度來看，其對於一套治理體系良善與否的評

價基準，通常不是距離遙遠的市政府，而是取決於與其直接進行互動的基層行政

組織能否滿足地方需求，以及獲得民眾的信任及支持。換言之，地方社會資本的

累積，從區公所制度的改革更容易獲致成功，同時也能直接藉由民眾評價的提昇

來促進民眾對集體行動的投入與參與，落實提高社會資本的治理目標。 

在上述的論述基礎下，本研究建議未來直轄市的制度設計，應進一步強化區

公所在市政處理上的角色與能力，透過相關業務與權責的下放，讓區公所從消極

的傳聲筒，轉換為民眾需求的直接處理者以及地方社群的合作夥伴，在互惠能力

與信任前提得到補充的情況下，讓區公所能夠有效扮演地方社群的輔助者，以及

公私部門協力行動的主導者，在社會資本的累積工作上發揮更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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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合理化里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的資源分配 

改制後新直轄市治理系絡的複雜化與歧異性，讓市政府即使一手掌握地方治

理的多數資源與權限，仍有必要藉由地方社群的協助與民間資源的投入來推動地

方事務的處理，遑論資源與權限都十分有限的里辦公室。因此，地方制度的設計

必須讓基層的里辦公室能夠和在地社群建立互惠合作的協力關係，透過社會資本

的累積來降低地方治理的障礙，取得地方事務處理上更好的成果。而社區發展協

會作為一種地域性的志願組織，相較於其他民間團體，在組織目標上更專注於地

方福祉的追求與地方願景的實現，對於市府來說，促成里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

的彼此合作，對地方善治的實現能夠帶來直接的幫助。然而，改制後市府的資源

分配，在過度偏重里辦公室的情況下，讓市政層級市府單打獨鬥的情況延伸到基

層各里，並造成社區發展協會與里辦公室之間相對剝奪感的出現，對於彼此的合

作非但無法提供幫助，反而疏遠了彼此的距離，甚至強化過往基於里長選舉而存

在的衝突關係，對於地方治理過程中社會資本的累積不利。因此，本研究建議未

來市府在資源分配的規則中，應該讓社區發展協會在特定的活動項目或里內事務

的協助工作上，可以使用里辦公室的預算資源，使得社區發展協會為了資源的取

得，而較樂於舉辦有助於培養地方軟實力的活動，同時也較願意和里辦公室發展

合作關係，一方面改善資源不均對彼此和政治制度的負面觀感；另一方面透過資

源誘因的驅動，讓目前地方層次主要的兩類行動者在新直轄市如此複雜的治理環

境內，攜手致力於地方發展的任務，同時在頻繁的協力互動下構築健全的地方網

絡與信任基礎，帶動地方社會資本的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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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訪談紀錄 

一、訪談紀錄 1 

受訪者：A1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3 日 10:30~11:30 

訪談地點：區公所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改制前的新店市公所是一個在人、財、權三方面都具有自主性的地方自治體，

新店市本身的自主財源十分充沛，加上民選市長在民意支持的基礎上，可以往上

向市政府請求額外的資源補助，所以市公所本身對於一些民間團體或社區的活動，

能夠提供經費上的支持。但是在新北市升格之後，市政府在 29 個行政區的預算

分配上，強調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一致性，導致過去各行政區之間貧富不均的現

象，在改制後形成均貧，也就是說，目前新北市政府對各個區公所的預算會框列

一個額度，這個額度通常只能夠讓區公所維持基本的運作和一些例行性業務的執

行，民間團體或社區活動的經費補助很難列入區公所的預算當中。具體來講，新

店區公所在升格之後的預算規模只剩市公所時期的四分之一，所以對地方社區或

民間活動的經費補助，不論如何精算，必定會受到排擠，所以說改制後社區與民

間團體舉辦的活動次數以及活動規模縮減的情況滿普遍的。 

 

Q1-2：您剛才有提到這些社區或民間團體的活動經費在改制之後沒有辦法從區公

所這裡取得，會試圖去尋求市政府相關局處的支持，能否請您就市政府對這些請

求的回應情況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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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些社團或民間組織活動經費的申請，在改制後可以向市政府的社會局提出

申請，但社會局對這些活動補助的審核規定比起過去新店市公所的經費補助嚴格

不少，而且與過去新店市自主財源豐沛下提供的經費數額相比，這些團體能夠從

市政府取得的經費通常較少。也就是說，這些地方團體雖然仍然可以從市政府那

裡得到一定程度的資源挹注，使得過去的一些活動不致於無疾而終，但行政流程

的拉長以及經費補助的減少，會讓這些團體活動的次數變少，規模也較小。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過去新店市公所時期，里長、市民代表及市議員是代表民意的人，在改制之

後只剩下里長及市議員，而市議員的選民通常包含好幾個區，所以就單一個區的

角度，能夠代表民意的人變少了。雖然有區政諮詢委員的設置作為制度磨合期的

配套，但區政諮詢委員每年只有 24 天的會期，加上影響力和職權都和過去市民

代表時大不相同，導致這些委員在民意的反映上比過去消極不少，所以區公所這

個民意表達管道逐漸被其他不同的民意表達管道（如市長信箱、媒體投書、市議

員）所取代。整體來看，改制後民眾對區內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並沒有明顯的減

少，但區公所的制度設計在民意表達上能夠提供的空間相對有限，民眾對地方事

務的意見表達必須藉由其他管道來進行。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不論是過去自治時期的市公所還是目前的區公所，公

所的主要人員都是由經由國家考試及格分發的公務人員，基於為民服務的基本要

求，區公所人員對於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不至於有太大的差異。只是在改制後因

為制度結構的轉變，某些業務不再由區公所權責，在民眾對這些業務需求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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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告知民眾業務權責的變動並將民眾的需求轉達給市政府。這樣的改變會讓

民眾覺得改制後區公所對民眾需求滿足的效率有較不好的觀感，以道路整修為例，

過去只要民眾反映，市公所的工務課馬上可以解決，現在八公里以上的道路工程，

必須要區公所上報給市府工務局，等工務局進行會勘，擬訂計畫後才能施工，需

求回應的效率會比較差。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民眾對區公所施政上的公平性以及信任程度在改制後應該會越來越好，因為

過去民選地方首長時期，選舉恩怨以及地方派系的因素可能會導致市公所在施政

上存在里與里之間建設與資源分配的不平衡。而改制後的區長由事務官出任，一

方面不再舉行選舉，另一方面基於公務人員行政中立的要求，在地方事務的處理

以及建設經費的分配上，能夠有效避免選舉人情及派系政治的干擾，運作起來較

為公正平等，所以我認為改制為區公所後，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應該會有正面的

改變。 

 

二、訪談紀錄 2 

受訪者：B1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6 日 11:00~11:30 

訪談地點：里辦公室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就里上活動的舉辦來講，我認為在活動次數和經費規模上，改制前後並沒有

太大的差異，只是在活動核准的行政流程上麻煩不少。過去里長要辦活動，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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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店市公所提出申請就可以了，現在區公所對於里的活動沒有核准權，只能承

轉給新北市政府做決定，那市府內部有時候會有一些互踢皮球、咬文嚼字的情況，

甚至我們里申請的一些活動有時候會被退件，導致我們里長在里民活動的舉辦上

不太方便。但這種情況可能是改制期間制度轉換的混亂所造成的，像現在新北市

對於各里活動的舉辦採取統籌規劃的方式來進行協助，對於各個里在活動的舉辦

上提供不小的支持，我認為改制後市府在這部分做得很好。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我認為不論是民選還是官派時期，民眾與區公所的互動以及對地方事務參與

的管道及意願沒有太大的差異。因為民眾與區公所的互動，大部分是以社會福利

的相關業務為主，所以改制對於一般民眾來說，只是過去的市長變成現在的區長，

民眾對於自身在地方事務參與管道的變化不會有太深的感受。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因為在改制之後，就區這個層級來講，它的權力被上級的市政府拿走了，造

成區公所本身在民眾需求的回應上顯得有點力不從心，也就是說，區公所本身在

服務民眾的心態上雖然沒有太大的差別，但相較於過去，現在區公所本身在面臨

民眾提出的需求時，沒辦法提供太多承諾或保證。那從區長的角度來講，過去市

公所的時候市長是地方的大家長，在行動上有很多自主性，在民眾需求的滿足上

比較積極，可是現在區長的身分是官派的公務人員，行動和預算受到市政府比較

大的限制，做起事來比較消極，就市政府交辦的事情做一做而已，所以我覺得未

來或許還是應該要多放一點權力和經費給區公所，讓各區的地方政府比較好做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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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民眾對區公所的要求來講，我認為民眾要求區公所對他的需求進行回應

的強度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會變強。因為在五都改制之後，新北市政府本身提

供了許多意見表達的管道，現在老百姓也很聰明，對區公所施政有什麼不滿的，

都會打 1999 或 1957 這類的專線進行反映，市政府接受人民的意見後會對區公所

施壓，那整個地方政府的運作就會上緊發條。也就是說，過去民選市長的時代，

民眾是藉由選舉來對公所課責，改制成五都以後，民眾對區公所的課責是向上和

向下移轉，透過里長或上級機關對區公所的監督，來要求區公所回應他們的需

求。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新北市在改制之後，就我所知道的，在里和里之間資源分配和活動補助上有

比較公平。像朱立倫市長就有說，各里活動的經費補助，在各里足夠支應活動開

銷的前提下，大的里多一點，比較小的里就少一點，不會像過去各里不論大小都

領一樣金額，比較不公平。現在民政局對區公所在各里活動經費的編制有在把關，

相對過去來講我認為有比較公平。 

那就地方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程度來講，我認為這個跟區長個人的行事作風

比較有關係，像目前地方上認為改制後區長好像都不太管事，因此有一些民怨的

聲音出來。像這次我們區推選的模範母親參加市府的表揚會，區長也沒到，連副

區長跟主秘也沒來，會讓人民感覺到說區長好像不太親近人民這樣，觀感會比較

不好。 

 

三、訪談紀錄 3 

受訪者：B2 

訪談人：黃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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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7 日 10:00~10:30 

訪談地點：里辦公室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整體來講我覺得支持的程度並沒有太大的不同，只是活動申請以及經費的撥

用程序與過去有很大的不同。以前市公所的時候，因為有市民代表，市民代表因

為有預算審核權，所以經費相對來說掌握在這些市民代表手上，民間團體或者是

社區發展協會若要辦活動，只要跟這些代表溝通，通常都會拿到活動所需的經費。

那在改制之後，這些活動的審核和經費的給予，必須由這些團體撰寫企畫書，向

新北市社會局進行申請，審核通過後才能開辦。我認為這樣的制度轉變是滿好的，

因為現在民間團體的活動能不能取得市政府的經費支持，取決於團體本身的企劃

能力，跟過去那種人情請託的情況相比，比較制度化，而且社會局在審核這些活

動的時候，因為知道這些團體成立的目的就是辦活動，所以在審核上不會太過刁

難，標準會比較寬鬆。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我認為這部分應該是還好，就新店區來說，改制之後市議員的席次數一樣是

五席，少掉的只有 25 席市民代表，我認為目前里長跟市議員兩種民意表達的管

道對民眾來說已經很夠了，加上你也知道市民代表本身有一些不好的地方黑暗面，

市民代表的運作有時候會有不好的事情出現，所以我認為改制後你說民眾對地方

事務參與的管道，我是覺得沒有太大的影響。還有就是說現在民眾跟二三十年前

已經不同了，他們對市政或地方事務有任何意見，都可以上網進行反映，那新北

市和各局處對這些意見，基本上只要不是無稽之談，都會要求積極的去回覆，所

以民眾對市政的參與管道應該不會受到改制太多的影響。 

 



 

167 
 

Q3-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就民眾需求的回應來講，現在區公所本身已經沒有什麼決策權，比較像是一

個承轉的單位，那跟過去市公所時期市長所擁有的權力相比，在事情處理的效率

上慢很多。我舉個例子，像改制前台北縣 29 鄉鎮市都有各自的捕狗大隊，當地

方上出現會攻擊人的流浪狗的時候，民眾只要通報，通常一個小時內都會進行處

理，可是改制後新北市把捕狗業務集中到疫檢局，跟我們里長說以後要捕狗都要

通報新北市政府，可是新北市政府在板橋，新店市有流浪狗攻擊人，捕狗隊到了

狗都不知道跑去哪了，所以在民眾需求回應的效率上會比較差。這也是改制以後，

民眾和我們這些里長對改制失望感比較重的部分。 

 

Q3-2 那就民眾對區公所的服務有所不滿時，民眾對區公所的課責或所謂監督強

度，就您的觀點來看，改制前後有甚麼改變嗎？ 

答：就我對改制後的感受，跟過去改制前相比，改制後區公所的服務態度是越來

越好的，因為改制後新北市政府非常強調為民服務的宗旨，在區公所公文的審核

上變得更嚴格，甚至過去里長對里幹事是沒有考核權的，現在改制後新北市政府

對里幹事的考評都會詢問各里里長的意見，跟過去市公所公務人員比較鬆散的辦

公情況比起來，現在區公所給我的感覺是比較上緊發條的。再舉一個比較具體的

例子，改制前市公所的公務人員上班打卡常常有幫人代打卡的情況，改制後新北

市政府一律要求用指紋打卡，這種情況就沒有了。所以我的意見是，改制後其實

在區公所或其他單位的監督及課責，是有比以前好。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我覺得改制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度應該是會改善，因為過去有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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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民意代表本身會有所謂黨派或利害關係的問題，在地方事務的處理上可能會有

所謂的弊端或偏頗的情況。那在改制之後其實新北市政府的遊戲規則都訂得清清

楚楚，加上市民代表也取消了，我認為人民在這方面的感受應該是會比改制前來

的好。 

 

四、訪談紀錄 4 

受訪者：B3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8 日 09:00~09:20 

訪談地點：里辦公室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民間社團和社區組織的活動經費，在改制之前都是經過市民代表來爭取，跟

我們里長的互動不多。改制之後因為沒有市民代表會，現在這些社團辦活動爭取

經費，大部分是直接去找市議員，透過議員本身的建議款或在市議會的影響力來

取得相關的經費，有時也會來請我們里長幫忙向上級反應。 

 

Q1-2：就您的觀察而言，新店地區社區組織的活動在改制後是否有受到影響？ 

答：因為我們這附近的社區基本上都不大，辦的活動也不多，頂多就是住民大會，

所以需要的經費不會太多，這部分受到改制的影響應該是還好。那就某些比較大

型的社區來說，他們本身有管理委員會，相關活動的舉辦社區民眾本身繳交的管

理費就很足夠了，我認為改制後對他們的活動應該沒有太多的影響。 

 

Q2-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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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前自治時期有市長和市民代表，他們必須為選票負責，那改制後一些相關

的權責都集中到新北市政府，不在區公所，我們里長就要跟民眾解釋說現在處理

的階層和負責的單位不一樣，處理的時間上會比較慢。現在新北市政府在民意處

理的管道上，有設聯絡處來負責幾個區的民意溝通，民眾在地方事務上有什麼意

見，可以直接找聯絡人，或者是經由我們里長來向新北市政府反映，有時候會直

接跳過區公所這個層級。 

 

Q2-2：所以您認為民眾在改制後地方事務參與的管道有甚麼變化嗎？ 

答：現在民眾在表達意見上的管道很多，現在年輕人有什麼需求或意見，直接上

網或是打 1999 專線就可以跟市政府反映，那要特別要提的就是，目前 1999 的反

應滿差的，一來它要付費，二來它是一種層層轉承的機制，很多民眾的反映到最

後就沒有回應或結論，很多人就會認為還不如透過里長來反映。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有，以前鄉鎮市的預算經費自編自審，經費充足的地方能做的事情比較多，

經費少的地方能做的事就少，現在都是新北市議會統籌，在時間上比較會耽擱，

加上一些行政流程和採購法規的限制，所以在事情處理的時效上會受到影響。以

急難救助金的發放為例，以前市公所在權責範圍內有多少經費，就可以直接處理，

現在緊急救難金由新北市政府統一發放，29 區的經費額度差不多，用完了就沒

了，所以比較早報的民眾領的到，晚報的民眾沒有錢可領，民眾對這部分不了解，

就會有一些民怨出來。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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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認為信任這部分沒有什麼太大的差別，那新北市政府在這部分也滿用心的。

以垃圾費隨袋徵收為例，現在新北市環保局在新北市 22 個區推動資源回收的工

作，那環保局在資源回收所得到的盈餘，會把百分之七十回饋給各區各里，那民

眾在環境改善的同時，又有拿到實質的好處，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度應該會改善。

那在資源分配的部分，區公所本身目前已經沒有資源分配權，通通由新北市統籌，

資源分配又按照各里人數多寡來進行，遊戲規則比較清楚，會比較公平。 

 

五、訪談紀錄 5 

受訪者：B4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0 日 10:00~10:35 

訪談地點：里辦公室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市公所完全自治，而區公所是官派的公務人員體系，兩者最大的差異在於權

力。過去市公所的預算由市長主導，官派後預算雖然仍然是由區公所先編，但送

到市議會通常會被刪減，區公所所有的業務就要縮減，這對區公所在地方社團或

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補助有很大的影響。除了經費上的影響外，現在新店區區長

是過去市長延任，因為沒有公務人員資格所以下次選舉以後一定不會留任，他的

心態就會比較消極，加上沒有選舉壓力，所以在地方活動補助經費的爭取上相對

沒有那麼積極。 

具體來說，以我這個里來講，改制前市公所每年可以配幾百份月曆讓我來分

送給里民，改制後只剩兩份，過去里民大會的預算每年可以編十萬，改制後每年

只剩一千五，這些錢連買每個水給里民喝都不夠。你想針對我們這種基層行政組

織的經費都刪減成這個樣子，更別提其他民間團體一定是焦頭爛額。這些團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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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的目的本來就是為了爭取地方利益和政府經費舉辦活動，現在沒有這些經費以

後，每個社團都苦哈哈，沒辦法辦活動。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我認為對老百姓來說沒什麼影響。過去新店市有市民代表，現代改制以後相

關的權力都移轉給新北市議員，議員助理人數從四人變成六人，權力變大不少。

那就過去新店市民代表會來說，他們是編制在市公所內部的有給職人員，里民的

意見和里內建設他們很少觸碰，並非直接接觸里民，我不太清楚這些市民代表的

功能在那裡。所以我的意見是，改制後民眾意見的反應和表達，應該要強化里長

的角色，但問題是現在區長的權力被架空以後，里長的權限也沒有擴大，可是一

般民眾的感覺是里長應該有更多權力，這部分就會有一些抱怨。 

那就民眾意見的表達，新北市跟台北市一樣有 1999 專線，市政府會要求我

們里長多跟里民宣傳有事情要反映可以透過這個專線，像我自己也會透過這個專

線向上面反映一些意見，還滿有效的。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現在市公所改制為區公所，不但區長的權力沒有了，連里長的權力也沒有了，

所以現在民眾有事情都會直接去找市議員，那這些市議員本身對於民眾反映的一

些需求或是意見，表面上都會說「沒問題，我幫你處理，那邊登記一下｣，看起

來是來者不拒，可是很多到後來都不了了之，導致民眾的需求沒有得到回應，我

很反對這種現象。至於民眾監督的部分，就像我剛說過的那個 1999 專線，市政

府會要求公務人員在收到民眾反映後七、八天內要有回覆，再加上電腦檔案會有

紀錄，整體的監督力道就會出來，像過去民眾反映違建的處理，有時候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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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關說會去抽單，那現在都電腦記錄起來，這種現象就會比較少。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過去有選舉有派系，現在沒有選舉改吃大鍋飯，那就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來

講，現在區公所已經不太受到公務人員的重視，大家比較重視市議員和市議會的

意見，舉例來說，以前市公所時期，市公所開會幾乎每個里長都會到，現在區公

所的權力沒了，里長反映給區公所還是要轉呈上去，沒有直接處理的權限，導致

說區務會議對里長來講沒有實質性的幫助，現在區務會議開會出席的里長連一半

都不到，顯示說民眾對區公所的信任度是下降的。 

至於你說公平性問題，我認為台灣沒有所謂的公平性，中國文化就是見面三

分情，會吵得有糖吃，區長、市議員甚至是民政局局長都會看人辦事，對於自己

升遷有幫助會有人情包袱的，就積極回應或給多一點補助，比較無關的就消極處

理，所以我認為沒有公平性可言，端看里長如何去和上級溝通互動。 

 

六、訪談紀錄 6 

受訪者：C1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4 日 20:00~21:00 

訪談地點：區政諮詢委員住所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差別很明顯，從新店市到新店區，公所本身喪失了預算自主權，現在任何一

毛錢的支出都要經過新北市議會，所以它對社團的支出幾乎等於零。現在這些社

團或社區大部分都比較萎縮、活動項目變少、規模變小甚至辦不下去。就拿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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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現在補助款主要來自市議員，區公所本身沒錢，所以區公所本身對這些社

區活動也只能說樂觀其成，社區有辦法弄到經費就協助辦理，不像以往可以主動

提供經費支持，這對社團來說是扣分的，當然區公所本身很願意提供地方社團或

里民更多的活動來提高生活品質，可是它真的是沒有權力了。 

 

Q1-2：您剛剛有提到經費來源的問題，現在主要是向市議員爭取，那市議員對社

團或社區組織活動的推動有甚麼影響嗎？ 

答：市議員對這些社團來說太遙遠了，因為地方活動有時效性的問題，不可能什

麼活動都有足夠的時間進行準備，不像以往的機動性很高，活動只要在一個月甚

至半個月前提案都能拿到經費，現在都提早更多時間，經費在太遙遠的地方，久

而久之社團或社區就比較散，不像以前地方自治時期直接補助來的熱絡，差很多。

那就其他民間企業對地方社區的經費挹注來說，現在景氣也不好，加上這些企業

比較喜歡贊助那些有名的團體，名氣不大的地方社團或社區根本不可能有民間經

費的挹注。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現在里長上去就是市議員，區長是官派的，民意傳達的管道很小，因為市議

員在議會開會的時間很多，現在新店這個選區五席市議員沒有辦法把區域跑遍，

以前有 57 席代表幫忙分擔民意傳達的責任，現在沒有了，只靠議員根本負荷不

來，而且里長本身不是民意代表，里辦公室只是最基層的行政單位，民眾意見的

傳遞是很不足的，所以我建議，應該把 29 個行政區進行整併，調整成 15 個，然

後設置區議會，來傳達地方民意。 

那就地方民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來講，其實有比較消極，我舉一個例子，

現在道路的修補要轉呈給新北市工務局來處理，速度比較慢，那地方上一些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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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己出錢來做，反而還會被上級責怪，因為修補工作市政府已經發包出去，地

方自己做的話要付給廠商違約金，一來冤枉，二來還有可能會被承包商告，地方

人士對地方事務就會有一種多做多錯，不如不做的感覺。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差很多，以前有地方自治，人民可以選出有在地經驗，而且受到大家認同的

人來治理地方，對當地的文化、建設可以提供直接的支持，現在官派後這些精神

就沒有了，沒辦法因地制宜。而且現在地方根本沒有功能和資源，都靠新北市政

府分配，區本身就是一個中繼站，沒有實質功能，沒辦法對地區有甚麼作為。 

從民眾的角度來講，區公所對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是比以前差的，以道路修

補來說，以前馬路破了個洞，市公所可以直接處理，現在都要層層上報，由市政

府成立標案發包，等真的開始補路，小洞都變大洞了。以我本身代表比較山區各

里的代表來講，山區民眾最基本的要求就三個：路要平、燈要亮、水溝要通，問

題是現在這些區公所都沒辦法滿足。再舉一個例子，我們山區很多山路要鋪草，

以前里長直接找人來做，知道那家廠商的品質比較好就找他們做，品質很穩定，

現在都由市政府統一發包，這些標案都是求便宜，壓低成本，做出來的品質爛到

不行。 

至於你談到監督的部分，現在民眾都不太想監督區公所了，因為區公所本身

沒有實權，對民眾不可能有什麼傷害，民眾對區公所也沒有什麼期待，有事就上

網或寄信到市長信箱，沒有期待，自然也沒有抱怨。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現在沒有區長選舉，沒有選舉就沒有必要去攏絡別人，所以里跟里之間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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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從區公所對各里的態度來看不會有不平等的情況，各里之間資源差距的

原因在於里長基於選舉連任的壓力，會各憑本事去爭取經費，跟區公所沒有太大

的關係，加上區長有公務人員資格，有行政中立的必要跟保護，不會受到市府政

黨輪替太大的影響，所以就公平性這點來講，不會有太大的問題。 

 

七、訪談紀錄 7 

受訪者：C2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5 日 10:30~10:45 

訪談地點：區公所會客室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主要的影響就是經費的問題，還沒改制之前市民代表有所謂的配合款，那這

個配合款在一些民間社團、里鄰長或者是社區發展協會有活動需要的時候，活動

經費的支持上很好用，可是在改制之後這些款項通通都沒有了。另外就是大家都

以為改制之後統籌分配款會比改制前都好幾倍，可是改制之後並沒有發生，整體

的經費就少很多。 

 

Q1-2：所以就您的觀察來看，現在這些社團或社區舉辦活動的次數和規模，是呈

現減少的情況? 

答：現在很多活動根本辦不下去了，我舉個例子，一些社區有所謂守望相助的活

動，這些活動需要一些基本的設備，以前這些設備的經費可以由我們市民代表的

配合款去支持，現在這些經費很難取得，所以很多社區的活動根本就完全沒有，

沒辦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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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我認為改制對民眾來講是弊大於利，改制前有市民代表，我們平常就在地方

上活動，民眾也很信任我們，不管大小事情，一通電話我們就可以協助處理，可

是改制後市民代表廢掉，現在五個區才五個市議員，你想想看，議員參與那麼多

大案子，而且每年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要在議會開會，剩下能夠服務群眾的時間不

多，有這麼多人需要服務，只靠五位市議員根本服務不完，這樣的參與管道對民

眾來說是不夠的，導致民眾會有投訴無門的感覺。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區公所在改制之後是有責無權，他們本身也很無奈，上頭丟很多事情下來要

區公所做，可是區公所本身又沒有權力可以決定，當民眾洽詢的一些服務涉及經

費的開銷，區公所就不能跟民眾保證做不做，而是要透過公文往返轉承市政府，

這些行政流程的拉長和時間的延誤就會讓民眾抱怨。可是現在比較好的是，在民

眾申訴的處理上，現在都規定 6 天內一定要回覆，一定要辦，這是改制對民眾比

較好的部分。 

至於監督或課責的部分，民眾現在不會針對區公所，都是針對民意代表，因

為區公所都是公務人員，一般民眾拿公務人員沒轍，區公所對民眾沒責任，所以

現在民眾的監督對象比較專注在市議員。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我不認為信賴感會有什麼太大的差別，因為民眾現在有事都不找區公所了，

都直接找議員。至於說公平性，我認為也不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現在都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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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施政上的偏頗不可能太明顯，頂多就給一點方便這樣，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

來講影響應該是不大。 

八、訪談紀錄 8 

受訪者：C3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7 日 9:30~10:00 

訪談地點：區政諮詢委員服務處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改制之後新北市政府對於社團和社區活動的經費審核比較嚴格，我認為這是

好的，因為這些社團辦的活動，大部分都是出遊，既然是自己要出遊，還要求用

政府的錢來補助不是很不合理嗎？地方經費的使用本來就應該盡量用在大多數

人的身上，這些出遊行程對地方的發展不太有意義，自己出錢就可以，沒道理用

政府的錢。過去新店市公所的時候，這些社團活動的舉辦很浮濫，現在新北市政

府稍微控管一下也挺合理的。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就一般民眾的感受來講，改制後的感覺應該是比較差，以前民眾有什麼意見

要反映，打一通電話給市民代表就可以處理，現在透過 1999 專線反映，雖然有

處理時間的要求，但有時候反映的事情說已經在處理，可是後續的過程沒有人可

以監督。像我就有聽到一些民眾反映，說打 1999 以後，跟他說案件已經轉給處

理單位，可是就沒有後續，還要民眾再上市長信箱或找更高層級的單位才得到回

應，民眾就會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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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改制前新店市的稅收足以自給自足，任何建設市公所本身馬上可以做，改制

後大部分的地方建設，都要透過區公所反映給市政府，跟其他 28 個區競爭經費，

速度慢很多。舉例來說，我們這個地方因為現在新店雙捷運開始動工，加上全國

救災指揮中心在附近，對民眾的交通造成很大的不便，所以我們一直很想在附近

開通一條馬路，過去市公所有經費來做可是沒有處理，現在只能透過市議員盡量

去爭取，但感覺就是遙遙無期。總之就是，改制之後民眾需求的回應時間拉長，

經費也不一定能夠到位。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我認為一般民眾對於公所本身的信任程度不會有太大的差別。至於你說體制

轉換對決策或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有甚麼影響，我認為也沒有，就以過去新店市時

期來講，不管那個政黨的候選人，都不可能只靠所屬政黨的支持當選，所以當選

後的資源分配不可能太過偏頗，甚至反對黨議員的要求更受到重視，所以我認為

過去沒有所謂公不公平的問題。那就改制後的情況來講，我認為各里的基本需求

或資源都能夠被滿足，如果你的里有特別重大的建設需要經費，還是要靠你的里

長和市議員去爭取，市政府基本上都不會置之不理，這部分我的感覺也是不會太

不公平。 

 

九、訪談紀錄 9 

受訪者：C4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7 日 14: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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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地點：區政諮詢委員服務處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我們這個地方因為是封閉型社區，市府很多的資源沒辦法用在社區事務的處

理上，不過因為有里建設基金和焚化爐回饋金，所以在社區運作上並不會有太大

的困難，主要的問題是馬路的整修，市府資源我們不能用，本身的經費也不足，

所以已經很久沒有修補馬路。至於改制前跟改制後的差別，就我們這個社區來說，

改制前市長本身有很多行政裁量權，加上有選舉的壓力，所以市公所很多資源，

以及市議員的配合款都會進來社區，那改制後幾乎甚麼都沒有了，現在我們去跟

區公所要資源，幾乎都要不到了，所以我們這些社區和里長就必須要拿捏好資源

的使用，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我覺得改制後市民代表會的裁撤，不只是對我們這些代表，對一般民眾的影

響也很大。俗話說「子彈打遠了也會冷掉｣，現在市議員作為主要的反映管道，

他們對於最基層貼近百姓的事務不可能完全了解，比較有距離，還要透過好幾個

管道的傳遞，時效上差很多。過去有代表在又有經費可以支配，為民服務的功能

可以馬上出來。舉例來說，我們之前跟市政府的人討論學區劃分的問題，市政府

的人是用 Google 地圖來劃學區，對這個地方根本不了解，所以做出來的決策有

時候就會讓我們覺得怎麼會這樣。至於你提到一般民眾對地方事務參與的意願，

我個人的觀察是民眾還是很熱心也很認真，只是說對於時間的拉長會有抱怨和不

滿的聲音。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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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我聽到的民眾意見，大部分對區公所的回應能力就是感覺沒那麼快，沒那

麼好，很少有人覺得滿意。至於你說監督的強度，新店這個地方太藍，只要是國

民黨的候選人一定會上，所以市公所時期給我的感覺是不夠勤奮、不夠努力，因

為選舉本身不太有壓力。可是對區公所的行政團隊來說，我覺得他們的壓力在改

制後變大，以前只需要面對民眾，現在夾在民眾跟市政府中間，容易兩面不是人。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我認為對百姓來講不會有太大的差別，因為會有事情找區公所的就是那些民

眾，對其他大多數的民眾來說感受不會太深。至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我覺得區

長本身沒有偏頗，出現資源差異的主要原因在於爭取資源的人本身的能力，如果

你能把需求說清楚，讓人家注意到你，你自然比較容易拿到資源。所以就我在過

去當代表和現在里跟里之間資源分配的觀察來看，我覺得 OK，沒有偏頗的問題。 

 

十、訪談紀錄 10 

受訪者：D1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6 日 17:00~18:00 

訪談地點：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從台北縣升格成新北市以後，制度部分有很大的改變，現在所有權力跟資源

都在新北市政府手上，區公所本身無任何資源可言。這樣的轉變對於社區發展協

會而言是很大的衝擊，因為過去可以跟市公所和市民代表爭取一些資源，活動辦

起來比較容易，現在改制後比較穩定的經費來源，只剩下市議員的配合款 1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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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協會自己不去另外透過其他管道爭取經費的話，這樣的資源對協會的人事跟

開銷來說根本不夠，就我的了解，現在有些社區發展協會已經沒有能量跟資源運

作下去，甚至面臨關門的窘境。所以資源的減少對協會的運作造成很大的困難。 

另外一個很大的改變是活動舉辦的程序複雜很多，改制前社區要辦活動，只

要跟市公所、代表或議員溝通一下，經費下來就可以辦。改制之後，任何活動的

舉辦，都要在市政府所律定的範圍內，以計畫的方式，透過比較正式的政策模式

來申請。這樣的轉變對目前以六十歲以上的志工為主體的社區組織造成很大的困

擾，因為這種運作方式，需要同時具備撰寫企畫以及使用電腦的能力，但是現在

投入社區協會的志工，大部分都是比較老一輩的人，很多人根本沒接觸過電腦，

無法處理文書工作，市政府要求我們這些社區組織以這種方式來舉辦活動，我認

為是有點緣木求魚。所以現在我們這些社區組織常常都不知道還能辦什麼活動，

頂多就是配合市政府的公文辦相關活動拿一些補助，或是自己去跟相關的社會局

或文化局接觸，了解一下有哪些活動是我們社區可以做的，藉此來爭取一些活動

經費的補助。簡單來說，我覺得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少了，活動的進度慢了。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改制之前協會跟市公所和代表們的互動還滿多的，跟市政府幾乎沒有任何接

觸，這種情況在改制之後完全相反，因為現在區公所就只是一個空殼子，對我來

說區公所就跟電話傳聲筒沒什麼差別，跟區公所反映還是要轉達新北市政府，所

以現在都直接找市政府相關承辦人比較多。那這種意見傳達管道的改變，主要的

問題就在於我們跟市政府承辦人員彼此的不瞭解，這些市府的公務人員可能每隔

幾年會有職務調動的情況，對地方的情況不是十分的熟悉，協會跟這些人也不太

熟，彼此的溝通就會有問題。一方面有時候這些承辦人員之間的意見不太一致，

我們還要去問比較資深的人才有比較確定的答案，變成說你要是問錯人，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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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就會有麻煩。以我們協會之前跟新北市文化局互動的情況來說，我們之前跟

文化局承接社區營造的計畫來做，我們有派志工過去參加訓練，計畫也提給他們

了，那邊的承辦人員卻跟我們說計畫跟規定不符，整個流程就要再跑一次，很不

方便。 

至於你說這樣的轉變對民眾參與的意願會不會有影響，當然有呀。這些參加

社區活動的都是熱心的志工，這些人沒拿任何薪水來協助社區辦活動，市政府卻

對他們跟大學畢業或是通過考試的公務人員做一樣的要求，要他們會電腦、寫計

畫，相關程序的規定又很多，公文送過去常常被退件，這些志工就會覺得說無償

來弄這些活動還被弄得滿肚子氣，心灰意冷就比較不太想來參與。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我覺得改制對民眾來講感受不是太深，因為他們大多不太了解改制前跟改制

後的差別在那裡，因為不太理解，所以信任感方面也沒太大影響。至於資源分配

的公平性，現在區公所就是一個空殼子，在資源分配上插不上話，完全由市政府

主導。在市政府的資源分配上，我個人認為不是很公平，首先是里辦公室的資源

在改制後越來越多，我們協會的資源反而越來越少，可是兩者的功能不太一樣，

里辦公室能做的事情有它的極限，還是需要社區發展協會來補足它的不足，所以

我的建議是看能不能把兩者做一個整併，讓資源的分配可以比較合理一點。 

另一個我認為比較不公平的部分，是剛剛談到的這種企劃式的活動審核，如

同我剛剛談到的，現在社區發展協會之間在企劃跟電腦使用能力上，存在很大的

差異，現在就把這套制度完全轉移，會讓一些能力不足的社區難以存活，如果這

套體制放在十年後，等現在會用電腦的一代退休後投入社區工作，在資源的爭取

上才會比較公平。還有就是目前這種企劃式的活動審查，辦一個活動的時間都拉

的很長，社區發展協會人力上的差異會更明顯，志工多的社區一年就可以辦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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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這也是我對目前這種制度的轉換比較不滿意的部分。 

 

十一、訪談紀錄 11 

受訪者：D2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17 日 10:00~10:40 

訪談地點：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Q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從新店市公所在到現在的區公所，公所本身完全沒辦法做主，能夠提供給我

們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幾乎等於零。現在區公所只有在要辦一些成果展的時候才

會對社區活動提供一些經費，但這些補助很少，大部分都還是要社區自己想辦法，

可是社區本身沒有收入，就會導致說協會很難做事，既有的社區組織在維持上已

經很困難，更不用說一些新社區的成立。 

以我們社區的情況來說，我們有舉辦很多社區課程讓社區居民報名，像是插

花、烘培、唱歌和電腦班，現在每周六也有做老人供餐的社區關懷據點，這些活

動都需要經費，現在社區主要的經費來源只剩下市議員的配合款，最多十五萬，

那我開一個班就要三萬，十五萬頂多讓我開五個班，而且這十五萬是一個會期拿

一次，一次會期三個月，一年十二個月，剩下九個月的經費就必須要去向新北市

政府的衛生局、國健局還有社會局這些單位爭取，透過各種專案企劃的申請來辦

活動，可是跟過去市公所時期相比，經費的規模真的差很多，沒經費就沒辦法辦

活動，所以我們社區的活動項目跟過去相比少了很多。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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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差很多，以前有市民代表的時候，社區活動經費的來源有比較多管道，能夠

同時跟很多位市民代表爭取經費支持，每個代表都提供一點經費，就有一筆不小

的數目。現在只剩下市議員，而且雖然新店這個選區選出好幾位議員，可是配合

款只能跟一位議員請領，對於我們社區需求的表達，管道變小很多。 

另外一個很明顯的改變就是，以前社區可以藉由社區連絡會的場合，向市民

代表、新店市長和市議員表達需求和意見，可是現在改制之後給我的感覺是，區

長對於這類社區組織的活動不是很熱衷，改制前我們社區發展協會之間辦一些彼

此交流學習的活動，學習別的社區怎麼進行社區活動和社區營造的工作，市公所

對這類活動都很支持。可是改制之後，這些活動很難進行，一些社區缺乏其他社

區經驗的學習，活動很難辦成功，慢慢地就會比較消極。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我覺得這部分差很多，以前社區要辦活動，就提個計劃給市公所和市民代表，

就可以拿到活動需要的一些資源。可是改制之後，以我跟區公所接觸的經驗來說，

區公所給我的感覺是，下層的承辦人無法做決定，可是上層的機關又不太重視，

所以在我們活動舉辦的需求回應上，跟過去比起來就會覺得改制以後比沒改制以

前差。另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社區聯誼會，改制之前市公所和市議員出席的很踴

躍，現在出席的情況越來越差，區長甚至都不來了。所以我覺得選舉的影響是很

大的，以前新店內部的市長要選舉，對我們這些社區還算滿重視的，現在不選舉

了，對我們就沒那麼關心。以我們社區為例，之前我們社區用來上電腦課的電腦

設備被小偷偷走了，我們也跟派出所報案證實說是被偷走，然後想跟區公所申請

一些經費來重新購置電腦，可是區公所不太願意提供經費給我們，感覺很差。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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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我認為現在地方資源的分配，在里跟社區發展協會之間很不公平，以我們新

店安坑地區來說，因為這邊有一個垃圾焚化爐，會對地方提供焚化爐回饋金，可

是現在區公所把這些回饋金完全交給里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完全沒辦法支用這

些回饋金，還好我跟里長的關係很不錯，所以我們去跟里長要一些經費都還能要

得到。可是我比較不能接受的是，里長本身沒有活動場地，里內很多活動其實都

跟協會商借，也需要我們社區提供志工人力的支援，里做為一個基層行政單位，

在地方活動的舉辦上有他的能力限制，既然地方活動的運作上需要社區發展協會，

那麼地方資源的分配就不應該偏重里辦公室，所以從協會推動者的角度，我認為

社區對於改制後的區公所會比較不信任，信賴感會降低。 

 

十二、訪談紀錄 12 

受訪者：D3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24 日 10:00~10:25 

訪談地點：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變化很大，以前主導權在市公所，現在都移轉到市府去了，公所本身只是一

個行政機關，沒有主導權也沒有經費，但是我們的經費還是要透過他們往上承，

變成多一道手續。這樣的轉變讓我們協會在經費取得的速度上慢很多，以前我們

有自己的市民代表，可以從市民代表那裡取得，現在完全都沒有，只能從議員那

邊拿。像改制第一年完全沒有預算，而且狀況不明，大家都不知道經費在那裡，

所以完全沒有經費的補助，第二年以後情況才慢慢好一點。 

至於經費的規模來講也是差很多，以前市民代表每年可以給我們一、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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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問題，現在一毛都沒有。我們必須以個案的方式去跟不同的市府單位申請，像

社區關懷據點跟社會局，健康城市跟健康局，整個提計畫跟經費核銷的過程比較

複雜，經費給的比較慢，比較少，而且審核上比較嚴格，不像過去市公所對我們

這些地方社團比較了解，就在附近而已，審核上比較能體諒我們社區，市府審核

就是用統一的標準，加上對我們協會比較不了解，經費的補助比較難申請。舉例

來說，我們協會有辦社區報，過去跟市公所要經費，課長通常都會給我們預算上

限的補助款 10 萬塊，現在跟市政府要，不論怎麼說明我們的困難，市政府就是

只給 6 萬，我們也只能苦撐下去。 

 

Q1-2：您提到的這種轉變，對於協會的運作是否有造成實際的困難？能否請您舉

一些實際的例子？ 

答：像我們協會有 20 幾個社團，像是瑜珈、桌球、網球社等等，以前我們有經

費可以補助這些社團辦活動，現在就沒辦法，因為現在一年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

只有 15 萬，根本沒辦法分配給社團。以前我們可以協助社團辦一些球類比賽，

現在這些活動除非社團民眾願意自掏腰包來辦，否則都沒辦了，就算有辦，規模

跟過去也不能比。還有就是說現在一些節慶，像是端午節、中秋節，以前我們會

辦一些慶祝活動，現在都不主動辦了，大部分都是配合里辦公室，支援一些人力。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這部分我覺得倒還好，不過有市民代表還是比較好，因為比較快，發聲直接，

而且對區長、課長也有影響力。現在議員的管轄幅員太大，跟地方社區的互動不

多，議員比較不會專注在特定的地方，不像市民代表就在社區附近，跟社區比較

不親近。除非議員的助理比較勤跑基層，跟社區有比較多的互動，社區的意見才

比較能夠有轉達給議員的溝通管道，像我們社區就跟議員沒什麼關係，比較自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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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另外就是，以前透過市民代表去找議員，議員會顧慮到市民代表這一塊的

選票，表達的意見比較被重視，現在市民代表這個層級被抽掉，意見表達上會產

生斷層，我們地方層級的事務轉達給議員，可能不太會有回應。以前民眾的習慣

就是直接找市民代表，很少去找議員，改制之後還是不太習慣去找議員，議員頂

多活動的時候來露個臉，平常的接觸真的不是很多。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其實區公所的職員人都很好，我們去反映一些事情，他們都很積極的想幫我

們處理，只是他們現在真的沒有決定權，很多事情我們跟他們反映，他們也莫可

奈何。因為市府的規定就是這樣，他們也沒有辦法。像現在我們參加社區發展協

會的匯報，很多事情區公所也只能說會幫我們傳達，對於地方需求的回應能力跟

過去比差很多。 

至於你說的選舉影響的部分，我覺得對社區發展協會這塊來說影響不大，因

為一個社區發展協會的人數，在怎麼樣頂多就 300 人，不論是在過去還是現在，

地方上的候選人都不會太在意這幾百張選票，所以有沒有選舉我覺得影響不太大。

可能里辦公室這邊的影響會大一點。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以前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資源分配，比較屬於人情關係取向，那個協會跟代

表關係比較好，經費就比較多，像我們協會跟代表關係不錯，所以經費爭取很容

易。現在就是各憑本事寫企劃去爭取經費，我覺得這樣的轉變是比以前公平的。

至於信任感的部分，我覺得是沒有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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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訪談紀錄 13 

受訪者：A2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28 日 14:30~15:10 

訪談地點：新北市區公所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以前地方自治的市公所時代，新店市的財源，審計單位有統計過，是全台灣

319 個鄉鎮市中最多的，所以新店市的財務狀況是很好的，那在地方的支援上是

比較充裕的。升格以後的預算是由新北市政府統籌，市府會框列一個額度讓區公

所在這個範圍內編預算，預算規模少很多，而且經費一年比一年少，現在預算大

概剩過去的一半左右，現在的預算額度只能夠讓區公所維持基本的運作，所以公

所對地方社團的補助可以說完全沒有了，現在預算中也沒有所謂社團或社區補助

這個科目了。 

 

Q1-2：那這種預算規模的變化對地方社團或社區協會在辦活動的頻率或者是活動

規模上的影響如何？能否也請您談一談？ 

答：影響非常的大，就我所知很多社團幾乎都停擺了。這些社團以前有熟識的民

意代表或政治人物幫忙爭取經費，可是改制之後這些民意代表本身的出路有限，

爭取經費的能力下降，另外一些是地方仕紳自己組成的社團，以前市公所可以給

他們一些活動經費的支持，現在根本不可能，所以很事情都沒有辦法做。那就社

團本身來說，這些社團籌措財源的能力都不強，現在除非是跟新北市或中央政府

爭取，可是新北市面對的是 29 個區，經費也不是很充裕，經費很難要到，中央

就更不用講，所以很多社團的運作會很困難。像以前市公所都會委託新店市體育

會來辦市民運動會，由公所提供經費上的支援，可是改制之後就沒有再辦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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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市公所會收到很多社團活動的邀請卡，改制之後少很多，因為就算寄邀請卡給

我們區公所也沒辦法支援。 

 

Q1-3：您剛才有提到改制之後，公所這部分的經費支持很少，社團必須向市府或

更高層去請求支援，能否請您就社團在這方面取得的援助的情況跟我做一些分

享？ 

答：很難，除非他們有一些特殊的管道，或者說他們的計劃規模很大，在過去台

北縣時就很有知名度，才比較可能得到新北市政府的經費支持。這對一些規模比

較大的社團來說或許有可能，但對在地的小社團是很困難的，而且就算可以取得

上級政府的經費支持，經費也不會太多，所以活動的規模勢必會縮小。舉例來說，

新店的地標是獅子頭山，山上有一種花叫金毛杜鵑，每年開花的時候，附近的社

區發展協會就會舉辦金毛杜鵑花節，過去公所會給經費協助，現在整體的經費至

少砍了一半，規模變小不少。還有就是學校的一些社團，以前公所會跟他們合作

辦一些鄉土教學、景點導覽志工和音樂表演之類的活動，現在都停掉了。我覺得

影響最大的就是社區發展協會，因為協會要協助公所推很多政策，以前公所可以

給他們經費支持，現在他們要寫計畫去跟市府爭取。 

 

Q1-4：所以現在市府對於地方社團經費的給予，主要是過去已經有知名度的，而

新的活動很難拿到補助？ 

答：我只能說很難，像升格前我們有辦一個類似地方特色總體營造的活動，現在

只能從中央政府那邊取得補助，可是要跟全國競爭所以也沒拿到。還有就是過去

市公所有針對外籍配偶舉辦異國美食節，讓他們有一個彼此交流的機會，之前移

民署的署長聽到這個訊息還親自出席，我覺得那個活動滿不錯的，可是改制之後

也停擺了。整體來說，就是因為經費的短少，造成公所、社區和社團運作上的困

難，像是老人會還有一些弱勢團體，如勵馨基金會和家扶中心，都受到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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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可是並不是說市府並沒有在地方活動的舉辦上完全沒有提供經費額度讓公

所來運用，只是彈性跟過去相比差很多。現在市府每年都會提供各區公所所謂的

社交活動費，可是只能用在市府考核的項目上，像模範母親、模範父親、社區評

鑑、三節、登山等等，主要就是應付市府的考核，在活動舉辦上沒有主動性。 

 

Q2-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答：我覺得沒有差很多，升格以後還是有市議員這個發聲管道，而且現在資訊也

很發達，像是市長信箱、區長信箱其實都能夠發揮表達意見的功能，參與的管道

反而更多元，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影響不會太大。 

 

Q2-2：現在新店區和其他四個區選五席市議員，您認為這五席市議員在民意表達

的工作上負擔是否太重？是否會影響到地方意見的傳達？ 

答：我覺得還好，現在立法委員、市議員都里長化了，民眾現在連水溝蓋壞了、

水溝不通都找市議員、立委，甚至投書到總統府，那市議員在這方面基本上都會

去處理，只是說現在真的民意太被重視，導致不同層級事務的表達很混亂，像水

溝這種事情還透過市議員或立委來反映，會浪費很多不必要的資源。可能民眾對

行政機關的感覺還是覺得比較官僚，可是現在公務機關真的改變很多，親民多了，

可是民眾還是會覺得要找大官來反映，但是這些事情還是要逐層的轉移下來，時

間處理上並不會比較快。 

 

Q2-3：之前訪談時有受訪者談到 1999 市民專線這個表達管道，不知道這部分能

不能分享一些您的觀察？ 

答：這部分就我所接觸到的一些里長的意見，反應是還滿正面的，都說現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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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市府那邊馬上就會處理，速度上是快的。可是這對我們公所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專線太重視民意的處理，有些民眾反映的問題可能沒有那麼嚴重，可是

市府那會要求我們馬上去做，我們為了結案就有壓力要辦，會讓公所的作為沒辦

法根據問題的輕重緩急來做事。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回應能力的部分是有差的，以前地方自治我們有自己的經費、權限來做事，

升格以後是整個新北市一體，我們不能擅自回答民眾的請求，必須跟上級取得一

定的共識之後才能給民眾答覆，在回應的權限上沒有過去那麼大。另外在事務處

理上也差很多，以前災害防救，颱風來的時候要疏散民眾，有些民眾沒有親戚可

以借住，公所會安排他們去住旅社，改制之後新北市就不允許。還有火災受災戶

的急難救助金，以前市長可以直接發給受災民眾，現在區長要給民眾這筆錢還要

層層上報，比較緩不濟急，區長只要先自掏腰包出這個錢。總之就是說在民眾需

求的回應上，很多事情以前比較有彈性，現在強調 29 區的一致性，比較會考慮

到上下一體的問題，在作為上會比較顧慮。 

至於監督的部分，我覺得沒有差，因為公所現在還是要去市議會備詢，派出

機關還是要受到市府的監督，審預算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去市議會坐好幾天。另外

在公文處理的部分，以前市公所人員就是按照公文等級來處理，現在新北市有所

謂的公文管考，公文處理的速度也納入考核的項目中，所以現在公務人員就是公

文來馬上辦，整個監督的力度沒有太大的差別。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民眾的信任感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差別。可是會覺得區公所在面對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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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推來推去，因為民眾會認為改制升格後區公所應該是變大了，應該能提供

更多服務，可是實際上就不是這樣，很多業務其實是轉移到新北市政府的。舉例

來說，現在很多民眾會打電話來公所反映環境衛生的問題，我們會跟民眾說現在

區內的清潔隊是歸新北市環保局管，請他們直接跟清潔隊聯絡，民眾就會罵說你

們都在推拖，就會有怨言。可是目前的權責劃分真的很複雜，有時候連我們公所

自己都搞不清楚，特別是有些移撥給市府的業務，相關局處覺得不好處理，就會

授權請公所辦，像是公有停車場和市場的管理就是，那有時我們也不清楚有授權，

就會產生一些溝通上的困難，讓民眾覺得公所和市府在踢皮球，會不滿意。 

至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我覺得我們區長之前在當市長的時候就滿公平的，

這不是我故意在說好話，像是改制前市公所清潔隊的臨時人員，市長就要求透過

公開的甄選來做，資訊全部上網透明化，不會什麼請託的事情，所以這部分我覺

得就我們區長來說，公私分得很清楚，應該還好。另外就是剛剛說的，現在區公

所的資源就只能維持基本的運作，人事費、水電用一用就差不多了，根本沒有多

餘的資源去做什麼討好地方的舉動，想不公平都沒辦法。 

 

十四、訪談紀錄 14 

受訪者：D4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5 月 29 日 13:30~14:00 

訪談地點：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本人從 75 年開始擔任里長，83 年開始擔任市民代表，社區發展協會的籌組

也是由我主導，從 75 年到現在 102 年制度有很大的變化，可是這樣的轉變在地

方資源的分配上並沒有越來越好，整體的國家制度改革給老百姓的感覺是越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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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便民。過去秉持地方自治的精神，有鄉鎮市和縣市政府，升格以後所有的事情

等於是新北市政府一把抓，地方上所有自主能力都被剝奪了，政府的思考或許是

想透過一條鞭的管理來避免冗員和資源的浪費，可是實際上不是這樣，反而更變

本加厲。 

過去新店市的時候，有代表會，有地方預算，可以滿足地方真正的需求，把

資源落實到基層，現在新北市算是一個龐然大物，原來 29 個鄉鎮市變成 29 區，

這 29 個區有都會型和山區型，在資源分配上有很大的落差。以前市公所比較會

顧慮到地方民眾，會編列一些預算來照顧地方，但現在新北市政府太龐大，根本

不會考慮到特定的區域，所以地方上的一些活動或需要上級補助的資源，坦白講

市府高高在上，是看不到的。 

就地方上的社團來講，無非是公益性質的，本身沒有營利的能力，經費必須

仰賴政府機關的補助。現在新北市政府用統一的標準，每個獨立社團每年從不同

管道可以取得的經費補助，最多 15 萬，你說一個社團一年只有 15 萬的經費要如

何生存？市府給我的感覺就是讓社團自生自滅，我認為這種方式非常不好。 

 

Q1-1：所以您剛談到的這種轉變，是否也對協會本身的活動帶來影響？ 

答：這是一定的，以前我們可以跟議員、市公所爭取經費，加上我們位處水源保

護區還有回饋金，每年至少都有 80 到 100 萬的經費可以運用，改制之後一年不

會超過 30 萬，很多活動就沒辦法做。另外比較不滿的是，社區提報給市府的計

畫，頂多就補助 3、5 萬，申請過程挑三揀四，對活動的舉辦來說是很不好的。

而且我們算是還不錯了，有一些社團或社區的理事長或總幹事，對相關法令比較

不了解的，更拿不到經費。 

 

Q2：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地方事務的參與管道是增加或減少？民

眾參與地方事務的意願是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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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改制後地方基層的聲音基本上是被抹煞的，現在唯一的發聲管道就是 5 位市

議員，但是這五位市議員要服務五個區的民眾，一個議員的能力是有限的，就會

導致地方跟市府的脫節。就里這個層級來講，現在里民幾乎沒有發聲的管道，有

些里長因為選舉可能會有派系的問題，不但在資源分配上有偏頗，在民眾意見的

傳達上也會有選擇性的問題，導致說民眾的意見無處表達。所以我一直建議每年

至少要開一次里民大會，透過里長、公所人員和里民之間互動場合的機會，提供

民眾一個表達意見的機制。可是里民大會在 80 幾年以後就沒有舉辦過了，雖然

現在網路時代有網路的表達管道，可是不見得有很好的回應，加上區公所現在只

是一個市府的傳聲筒，民眾也不會太積極去跟公所反映事情，整個地方事務參與

的管道就出現斷層。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答：現在要區公所做為是不可能的，區長是官派的，既然是官派的，一定是以執

行市長的命令為主，就算地方上有一些權益的問題跟區長反映，區長也是盡量的

呼攏，我講難聽一點，區長只是市府帶來的一個緩衝器，並沒有解決事情的能力。

區長現在只要能把地方上比較有意見的人安撫一下，就達成他的任務。至於能不

能為老百姓謀福利，對他來說不重要。 

至於新北市政府對地方需求的滿足也讓人搖頭，現在地方上的需求要得到市

府的關愛，都要等個一、兩年，而且還要透過層層關係，才能夠獲得解決。這對

地方是不利的，所以現在大多數的居民，都認為升格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另外就

是現在市府很多公家單位附屬機關的運作，是透過人力外包的方式來做，這種方

式是很不可取的，因為案子是一年一標，今年某甲標到派他的人做，明年某乙標

到就換人，這些人連業務都沒弄熟就走人，根本沒辦法解決問題。 

至於你說的監督，現在區公所已經沒有實權，公所對民眾沒影響，民眾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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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期待，根本不會想去監督區公所。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答：如同我剛剛講的，里長在資源的分配上因為選舉會有不公平的現象，那以前

自治時期有市民代表會，市民代表可以跟公所反映，那公所會監督里長的作為，

有一個制衡的力量，現在里長甚至比區長還要大，市府在認定上也是比較尊重里

長，所以會導致里長沒有人監督，資源的分配、意見的轉達如同里長一個人在黑

箱作業，老百姓會比較沒有信心。至於民眾對區公所的感受，現在區公所什麼都

沒有，什麼都不行做，民眾根本不信任他，那市府又太遙遠，對地方不熟悉，信

任感也不會太高。 

 

十五、訪談紀錄 15 

受訪者：E1 

訪談人：黃政傑 

訪談時間：2013 年 8 月 1 日 15:30~16:00 

訪談地點：新店區市議員服務處 

Q1-1：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改制後區公所對民間組織與地方社區活動的支

持程度是否存在差異？ 

當然有，以前新店市的市長是民選的，因為要選舉，所以一定要討好百姓，

那新店市那時候還有市民代表，市民代表也要討好百姓，所以市民代表就有所謂

的配合款，每個代表的配合款平均是一百萬，二十幾位代表就有兩千多萬。加上

新店市長另外編的幾千萬和市議員的配合款，所以改制前新店地區的社團老實講

是非常蓬勃的，也就是說，社團可以從市長、代表和議員這三個管道來取得資源，

資源多，社團自然就辦很多活動多，活動多，向心力就夠，人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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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新店市變成新店區以後，只剩市議員有經費，沒有市民代表這塊了，等

於少了兩千多萬，再加上市長變區長後也少了幾千萬，少了這麼多的經費，社團

要請老師、開課程、辦活動就沒有足夠的經費，社團必須要請社員自掏腰包，那

大部分參加社團的人都是希望享受免費的課程或活動，現在要他們自己出錢，隊

參加社團的意願造成很大的打擊，所以很多社團現在人數銳減，越來越沒落。 

 

Q1-2：您提到改制後區這個層級的資源管道在改制後沒有了，那不知道市府這個

層級對社團的支持情況如何？能否請您就您的了解談一下？ 

幾乎等於沒有，因為改制後市議會審市府的預算時，活動舉辦的費用就不是

很多，因為議會希望市府把經費盡量用在資本門的建設經費上，所以幾乎沒有上

級的經費管道。而且新北市的社團數目太多，上面根本沒辦法有效的分配資源，

所以現在朱立倫市長就把社團交給各選區的議員自己來經營，里長這塊市長自己

處理，所以市長的錢不會給社團，議員的錢不會給里長和區公所，兩邊分開，社

團上級的經費管道就是市議員，市府不太會給社團補助。 

 

Q1-3：我之前的訪談中，有些受訪者提到現在上級的補助就是一年 15 萬，不知

道您認為這樣的限制對地方社團的影響如何？ 

這是新北市議會自己訂的，其他地方像台北市就沒有。現在的規定是人數

100 人以上的社團每年可拿的補助為 15 萬，100 人以下的社團最多 10 萬，這可

以避免個別社團領袖用人脈取得不合比例的經費，經營社團反而變成賺錢的手段。

現在這樣資源分配比較公平。現在就是最多 15 萬，至少基本的活動還辦得起來，

不夠的就請社團自己跟社員要，這樣就 OK 了，不然太浮濫了，像台北市對社團

是沒有補助的，新北市對社團算是很好了。 

 

Q2-1：從新店市公所到新店區公所的轉變，您認為市民代表會的裁撤對於民眾或



 

197 
 

社團組織在地方事務的參與機會上有何影響？ 

我請問你，民意代表那麼多做什麼？一個區的範圍那麼小，25 名代表哪有

那麼多意見能表達？地方上重大的事務就那幾件，取得共識之後就交給市議會處

理，區上的事情除了道路、水溝之外就沒什麼了，這些小事有需要這麼多民意代

表嗎？沒意義阿！我認為政治政策越簡單越好，一條鞭的處理方式反而好，如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聲音，永遠都在自己做自己的，不容易整合。 

 

Q2-2：所以您認為改制之後市民代表裁撤對於市議員在民意傳達的負擔上不太有

影響？市議員能夠把過去市民代表負責的民意需求很好的加以處理？ 

基層的事情我們處理起來不會太困難，那至於在接受民眾意見的數量上，從

以前我當縣議員，到現在市議員，頂多增加百分之二十，都是一些馬路破洞、水

溝不通的小事。那現在這些事情市府都發包出去，有所謂的開口合約，一年內都

有工程單位隨時待命，只要打通電話給區公所，馬上就可以處理。我認為時代在

進步，人也要進步，以前或許需要這麼多民意代表，現在真的不需要了。以我個

人來講，現在每天少則 5、6 個會勘，多的時候 10 幾個，都處理得很快樂，也不

會累阿。所以說雖然改制後處理的事情變多，但大部分是基層的事情，很好處理。 

 

Q3：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區公所在民眾需求的回應程度，以及民眾要求

區公所對其需求進行回應的監督強度是否存在差異？ 

回應能力上有差，過去有自主財源和預算自主性，可以自己支配經費，那老

百姓會受益，可是經費大多是用來爭取連任或更高層的選取，經費的支用無法落

實到沉默的大眾。我個人認為民主時代雖然一定要有選舉，但越少越好。現在這

個架構一時就夠了，現在區長直接對市長負責，做不好我們可以監督他，如果還

有其他的選舉，容易有弊端。現在民眾看不到，認為不受重視，可能會不習慣，

但其實區長只要把市政做好就好，民眾可以從市長選舉來反映區長做得好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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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是比較好的，可以把選舉時用來討好百姓的錢投入建設。 

 

Q4：與新店市時期相比，您認為民眾對於區公所的信任程度是否有差異？在民

眾眼中，區公所的施政是否能夠公平公正？ 

信任度方面其實現在不會有太大的差別，因為新店現在的區長跟之前民選的

市長是同一個人，老百姓的感受不會太深。至於決策公平的部分，過去選舉一定

會因為人情關係而有厚此薄彼的情況，這不是什麼弊端，而是人之常情，就像你

爸爸對你一定比對其他小孩好一樣。那現在官派區長本身沒有壓力，做起事來可

以比較瀟灑，我認為會比過去來的公正。 


